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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時期台州貨幣化進程

趙可

哲學碩士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貨幣化在宋元明時期在台州地方上的發展的進程性問
題，意圖針對宋明貨幣化發展「斷裂」，在 「唐宋變革」和「明清資本主義萌
芽」的悖論中搭建起更為貫通的解釋框架。從宋明發展的長時段的角度觀察，
則 11 世紀到 16 世紀這 600 年間宋代台州貨幣經濟從擴張到收縮、到再擴張
之間的轉換十分明顯，台州貨幣化發展的過程，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為貨幣
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週期性變動。由於很難對貨幣化進程有一個準確的衡
量，在考察一地的貨幣化進程時，關鍵之處在於，衡量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
動的比例增加，以及對貨幣的需求增加，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台州地區來講，
貨幣化進程取決於兩個因素，即：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這
兩個因素是本文方法上考察台州貨幣化發展的依據。本研究通過比較宋代台州
擴張性貨幣政策驅動的案例和明代台州收縮性貨幣政策驅動的案例發現，財政
結構在宋元明時期台州貨幣化發展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即賦役體系和鹽業
專賣制度的變遷影響了台州宋明不同時期「貨幣化」到 「去貨幣化」 週期的
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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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時期台州貨幣化進程
第一章

導論

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貨幣充當了「晴雨表」的角色，每一次重
大社會變革或者轉型的背後，其深層的動力往往是貨幣及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
宋元明的貨幣化變革過程是中國傳統社會後期令人矚目的事件，宋至明的貨幣
化進程直接關係到中國傳統國家的賦役制度、商品經濟、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
貨幣也是中國古代統治者管理經濟的最重要工具，宋代開始，建立起了以錢幣、
金、銀、鹽引和會子作為經濟交易媒介的復合型貨幣體系，歷經金元，到 15 世
紀下半葉明代中期白銀成為社會主要流通貨幣，貨幣白銀化最終完成於 16 世紀
後期。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宋元明時期的台州地區，希望以地方上的貨幣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週期性轉變為視角，探求影響貨幣化進程的因素，反思中
國宋元明歷史上長時段的貨幣化進程問題。

第一節 研究緣起、研究問題及方法
一、

明代的白銀化與貨幣化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問題，學界關於明代貨幣经济的研究最為眾多、
成果最為豐碩。較早關注明代貨幣經濟問題的學者應該是彭信威。彭信威的討
論主要集中在明代白銀政策方面，其認為白銀貨幣的穩定性是評定經濟「貨幣
化」的標準，而國家的政策影響了白銀貨幣化的發生。他認為直到元朝末年，
白銀都不能被稱為實際意義上的貨幣，一直到明英宗時期放鬆了「銀禁」政策，

1

中國的白銀才開始「真正貨幣化」1。而且在長時段、跨時代的貨幣化比較的問
題上，彭信威認為其並不可行，「在明以前，物價的記載太少，不能作有系統
的研究。而且即使有記錄，也是以銅錢或紙幣為單位，銅錢的輕重成色各代都
不劃一，嚴格說來，是不能比較的；紙幣更是常常更張，最多只能硏究某種紙
幣購買力的消長，不能作長期的比較。自明初開放銀禁後，五百年間的物價，
多以白銀來表示，物價的記載也多了，不但前後可以比較，甚至同外國也可以
比較。」2
在彭信威的基礎之上，萬明致力於更細緻地爬梳明代以來白銀貨幣化的進
程性問題，她認為白銀貨幣化促進了明代向近代社會的轉型。萬明不同意彭信
威依據《明史・食貨志》提出的白銀貨幣化發生於明英宗時期，通過分析徽州
地方的土地契約文書，萬明指出成化、弘治年間，白銀貨幣化由下而上從民間
興起，後由國家法令由上而下推廣。3萬明將明代賦役制度置於地方的視角進行
考察，並試圖將一條鞭法置於宏觀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白銀化的轉變是一個貨
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白銀貨幣化代表了明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4

另一位關注到白銀貨幣化的學者邱永志在萬明的基礎之上肯定了「白銀貨
幣化」的意義，邱永志著重分析了明代中國的貨幣「結構」問題，他認為白銀
貨幣化並非來自於自下而上的驅動或是經濟的內部演化，他指出明廷貨幣制度
設計架構的不合理導致了明初貨幣結構的不穩定，一直到明代中葉由於國內外

1
2
3
4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514。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514。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頁 28-37。
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 (上)>,《學術月刊》（2007 年 5 月號），頁 124。

2

市場的壓力和國外白銀的流入才最終使中國的貨幣結構向以白銀為核心的方向
發展。5

可見，無論是彭信威、萬明抑或邱永志，其關注的貨幣化發生的年代都限
於明代，他們將明代白銀化的問題與經濟貨幣化相聯繫，持有著鮮明的「白銀
進步論」傾向。

二、

從洪武體制到一條鞭法

貨幣白銀同賦役制度產生緊密的關係，其標誌性事件是一條鞭法改革，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傅衣凌出版了代表作《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論述了明
代白銀與江南區域社會經濟、經濟結構和賦役制度之間的關係。6對於一條鞭法
改革的研究，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翔實的考證，有出發於宏觀歷史視角的總體性
考察亦有針對某一項制度或者條文的辨析，是經濟史學界篇幅最繁多、研究最
深入、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課題。其中，梁方仲、黃仁宇、劉志偉等學者都針
對明代洪武體制向一條鞭法轉變的原因、性質和運作過程作出了不同層面的解
釋。
對於明朝一條鞭法最早進行論述者，首推梁方仲先生。他在其《一條鞭法》
一文中指出，
明代嘉靖萬曆間開始推行的一條鞭法，為田賦史上一絕大樞紐。它的設
立，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自從一條鞭法施行以後，田賦的繳納才
以銀子為主體，打破二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這裡包含的意義，不僅限
於田賦制度的本身，其實乃代表一般社會經濟狀況的各方面。明代自十六世

5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及其原因——以白銀的貨幣性質為分析視角>,《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 人文科學. 社
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頁 13。
6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頁 2-20。

3

紀初年正德以後…國內的社會經濟亦逐漸從自然經濟的時代發展到貨幣經
濟階段上去。7
關於明代中後期的賦役改革，梁方仲認為明代中後期賦役制度變化最為顯
著的兩個特徵，其一是賦役各項皆用銀折納，其二是賦役內各項的合併運動。
對於明代初年的經濟形態，梁方仲將其概括為「自然經濟的時代」，實行「實
物田賦制度」,並且注意到了在十六世紀之後，國內的經濟發展到了「貨幣經濟
階段上」，顯然，梁方仲所言的「貨幣經濟」指向的是白銀在賦役中的折納現
象。梁方仲指出，一條鞭法是「改良主義」的經濟變革，洪武式的生產關係變
化不大。8
與梁方仲在定義一條鞭法時注重於對賦役繳納方式的特徵描述不同，黃仁
宇認為定義一條鞭法，用否定形式比用肯定形式要容易得多，儘管很難描述一
條鞭法操作的下限，但它的上限卻是可以確定的，他對於一條鞭法給出如下定
義：
一條鞭法代表了 16 世紀明代管理者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各種努
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體系，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含義上，都不再存
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稅，都將併入田賦之中。而納稅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
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9
當然，黃仁宇也提到，以上的定義只是一條鞭法實施的理想狀態，實際上
的明代財政結構並不能完全擺脫舊有的里甲體制適應如此徹底的重組，換言之，
黃仁宇指出了一條鞭法實施的程度問題，指明瞭其發展的局限性。而對於明初
的財政形態，類似於梁方仲提及的 「自然經濟的時代」，黃仁宇提出了「洪武

7
8
9

梁方仲：<一條鞭法>，《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6。
梁方仲： <明代一條鞭法年表（後記）〉,《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 1989 年）,頁 575。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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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概念，指出朱元璋欲圖構建一個以實物交換和勞役徵發為主的定額化
的經濟體制，其中心是抑制而不是發展。針對一條鞭法的實施效果，黃仁宇的
與梁方仲的看法基本類似，二者都認為一條鞭法僅僅是「改良」，並不能完全
擺脫里甲制度的缺陷。
致力於研究明代洪武體制向一條鞭法轉變內在原因的另一位學者是劉志
偉，不同於前人從國家的視角研究明代賦役制度的演變規律，劉志偉更多是從
地方的視角觀察制度變革的基層運作，他以明代廣東地區為研究對象，指出里
甲制度中賦役徵派過程中引發的社會的矛盾是是洪武體制轉變為一條鞭法的原
因：「里甲制度基礎上的社會控制模式逐漸失效，賦役徵發的弊端逐漸暴露，
社會秩序陷入危機，所以自上而下的賦役改革產生，試圖調整既有的里甲模式。」
10

劉志偉認為明代賦役白銀化的原因，除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外，另外還與三點

原因有關：一是白銀在廣東市場的貨幣流通中地位的上升。二是統治者對白銀
的慾望促使各種賦役項目用白銀折納。第三，由於定額化賦役徵發需要一個統
一的計量標準，白銀無疑是一種標準化的計算方法，適用於所有項目。11
隨著一條鞭法的推進，明代社會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貨幣化進程也逐漸展
開，明初以來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實物勞役財政體系發生重大
變革，因為明初以里甲制度為基礎的實物勞役體系雖然適應了明初的社會經濟
情況，但是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明初洪武體制下
的里甲制度逐漸崩潰、瓦解，導致實物經濟逐漸向貨幣化方向轉化，這一轉化
大致開始於成弘之際，歷嘉隆，至萬曆間明代的貨幣化進程最終完成。

10
11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兩廣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15。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兩廣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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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的提出：宋明發展進程中的「貨幣化」和「去貨幣化」

對於以上學者均關注到的「貨幣化」的現象，本文首先要問的是貨幣化是
什麼？在易綱《中國的貨幣化進程》一書中，對於「貨幣化」的定義給出了這
樣的解釋，他認為「貨幣化」 是指以貨幣為主導的社會經濟行為比重增長的過
程。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僅總產出會增長，籍由貨幣運作的經濟行為所佔的比
重也會相應增長。貨幣供給量不僅要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加，還要順應新興貨
幣化部門。12易綱認為，貨幣化發生在市場上，而非貨幣化部分則與物物交換的
方式有關。所以衡量貨幣化進程發展的關鍵之處在於，衡量對現金的需求增加，
通過現金進行的經濟活動的比例增加。貨幣化過程主要在於兩個要素：經濟發
展程度和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13可見易綱認為，經濟的發展和體制的變遷影
響了貨幣化的發生，這給我們以如何看待與定義「貨幣化」以及如何評定「貨
幣化」的過程提供了的啓示。
很顯然，在易綱的論說中，其並沒有將「貨幣化」的定義局限於某一
種特定貨幣的使用，他指出「貨幣化」 是指以貨幣為主導的社會經濟行為
比重增長的過程。認為商品經濟、市場交易與貨幣化密切相關的研究範式
首先產生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和馬克思經濟理論之中，以亞當•斯密和
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的本質是商品，金銀的自然屬
性使得它們最適合充當交易媒介。馬克思進一步認為，貨幣是商品經濟的
產物，在非商品經濟條件下，並不存在貨幣。14與馬克思等學者從貨幣的商
品性質、市場經濟的角度理解貨幣化不同，為瞭解釋非金銀類貨幣如鑄幣、
紙幣的產生與效應，馬克思•韋伯認為應從國家政治層面入手解釋貨幣化，

12
13
14

易綱：<中國貨幣需求的估測〉，《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90。
易綱：<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貨幣化進程>，《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6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一卷，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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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貨幣是國家財政型支付工具，英國的尼古拉斯•巴本認為，貨幣是由政
府創造的，其價值由政府的權威規定，英國詹姆斯•斯圖亞特認為，政府可
以賦予貨幣的名義價值。很顯然，認為政府的強權賦予了貨幣價值的貨幣
名目說拓寬了貨幣定義的範疇。15針對貨幣範疇的問題，經濟學家熊彼特同
樣持有反對貨幣「理論金屬論」的觀點：「從純邏輯上來說，貨幣並不存
在於一種或幾種商品中，也不一定依賴於一種或幾種商品。貨幣的性質或
邏輯與其材料的商品性質毫無關係。」16綜上可見，學者認為「貨幣化」的
發生是政治經濟制度、市場發展以及貨幣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並非取決於某種特定貨幣材質的使用。不同於以上學者從市場和國家的視
角解釋「貨幣化」的發生，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 B.Hildebrand 則致力
於從歷史研究的視角研究經濟學，他試圖從「貨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角
度出發探討貨幣進化的問題。B.Hildebrand 根據貨幣種類的差異，將貨幣
化的發展分成三個進化模式: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自然經濟社
會主要進行物物交換;貨幣經濟社會主要使用金屬通貨;信用經濟社會把信
用作為經濟的紐帶。17可見，對於貨幣化問題的討論，古典政治經濟學貨幣
理論、馬克思貨幣理論以及德國歷史學派貨幣理論都有不同的解讀，不同
貨幣理論流派的爭論也導致了中國貨幣經濟史研究的逐步推進。
對於中國宋明貨幣化進程的研究而言，全漢升是最早試圖依據西方有關貨
幣的理論解釋中國社會貨幣經濟發展的學者，在全漢升先生的研究中，首先將
「貨幣化」這一問題置於宋明這一歷史長時段進行了宏觀觀察， 他認為在唐宋

15

Goodhart, C. A. (1998). 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4(3), 407-432.
16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商務印書館，2009 年）,第一卷，朱決等譯，頁 446。
17
Hildebrand, B. (1864). Naturalwirthschaft, Geldwirthschaft und Creditwirthschaf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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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時期，自然經濟開始逐漸衰落，貨幣經濟取而代之。18全漢升亦注意到了宋
明之間貨幣化的材質形式的不同，他認為，在唐、宋時代，人們已經開始使用
白銀，可是，因為中國銀產量有限，紙幣先被普遍用作貨幣，明中葉以後，當
外國白銀大量入口的時候，銀才開始被普遍利用。19全漢升同時注意到了宋明的
白銀購買力的不同，「明代白銀的購買力，約為宋、元的兩倍左右」20可惜的是，
全漢升並未就宋明的總體貨幣化程度作更進一步評估與比較。
如果繼續對全漢升的邏輯進行發展，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如何定義中国宋
明間的貨幣化？是否如彭信威所言貨幣化即是明代「白銀的穩定性」？21如果說
白銀化可以保證貨幣的穩定性，那麼如何解釋中國 17 世紀 30 年代起長達半
個多世紀的物價下跌和市場低迷呢？可見，白銀的穩定與否是市場發展中必然
的週期性現象，並不能以此定義什麼是「貨幣化」的問題。再者，如果如明代
「白銀進步論」者所言白銀貨幣化即代表了「近代社會的轉型」， 這是否也可
以用來說宋代錢幣、金、銀、茶引、鹽引和會子等信用媒介的出現，如此複雜
的貨幣體系也代表著一種「轉型」？可見無論是「貨幣的穩定」抑或「白銀的
使用」都不足以完全解釋「貨幣化」的現象。因為正如全漢升所提出，從物物
交換階段轉入貨幣交換階段和從貨幣交換階段進入信用經濟階段都可以看作是
貨幣經濟進步的標誌。22宋代銅錢、金、銀、茶引、鹽引和會子等交易媒介的出
現都標誌了貨幣經濟的發展，而非「白銀進步論者」所認為的只有白銀代表進
步的貨幣經濟，因為白銀只是貨幣的一種。所以，針對貨幣化進程而言，不能

18

全漢升：<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稻鄉出版社，1975 年），頁 209。
全漢升：<從貨幣制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稻鄉出版社，1975 年），頁 893。
20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稻鄉出版社，1975 年），頁 571。
21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514。
22
劉光臨: <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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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關注於明代貨幣的白銀化，也要注意到宋元經濟的演變，進行前後貫通的
考察。
那麼，針對宋明貨幣化發展進程，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唐宋變革以後中國
從實物經濟形式向貨幣經濟形式過渡，衍生出多種交換和信用手段，如此複雜
的貨幣體系就可以應付不同交易的需要,從邏輯上講，如何解釋白銀在明代崛起
成為單一的交易手段，而唐宋變革以後的貨幣體系消失？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宋
明之間貨幣化發展「斷裂」的「去貨幣化」趨勢的產生？23
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研究，學界已分別針對「唐宋變革」、明清「資
本主義萌芽」進行了討論，但多是分而論之，對於這兩個經濟變革週期之間的
區別與聯繫為何？該如何界定宋明發展的「斷裂」？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它們之
間發展的「斷裂」？是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而對於「貨幣化」進程的討論
即是一個關鍵的視角，不同的學者對於此問題也給出了其各自的解釋。
如前所述，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週期性和宋明間貨幣化發展的問題，全漢
升提出唐宋變革中「貨幣經濟」的產生，另一位學者吳承明則指出了明初「實
物財政」的產生。吳承明認為，經濟的發展是有起伏、有週期性的。24其言「南
方經濟發達的地區宋時兩稅已經是夏稅徵錢，秋糧納谷了，明代兩稅卻徵收實
物，數目達 40 余種，加上課、貢，凡政府所需之物無不徵收實物。」25吳承明
進而指出 「實物財政」妨礙了國內市場的持續發展，他認為雖然在 1570 年至
1640 年間，大批外來白銀進入中國，但實際上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大。
自 17 世紀 30 年代起，中國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物價下跌和市場低迷，這主要是
由於中國國內市場發展的週期性原因導致，中國並沒有能夠「與歐洲爭雄，創

23

劉光臨: <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2。
24
吳承明：<16 世紀與 17 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0。
25
吳承明：<16 世紀與 17 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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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 26。可惜的是，吳承明對於「實物財政」和貿易制
度的具體運作並沒有進行更深入的敘述。
黃仁宇進一步明確將明代中國貨幣化發展「斷裂」的原因歸結為 「洪武型
體制」的實行，他認為明代國家財政實行反市場的勞役和實物交換制度而避免
了市場活動進入到財政稅收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黃仁宇認為明初「洪武
型體制」衝擊了貨幣化的制度基礎和信用內核，國家放棄了對貨幣體系的有效
控制，他指出，明廷並沒有採取措施去健全貨幣體系，而完善的貨幣體系對於
維持國家信用和保證財政收入都十分重要。這導致到了明代中後期，國家根本
無法調動國家的全部資源，軍隊無法實現自給自足，里甲制度失效，人口和土
地的登記失去了真實性。故而黃仁宇認為，明朝的財政管理不及宋朝。因為自
宋朝以來官員就開始適時調整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財政收入，貨幣
稅收需求的增加也促進了政府發行的通貨的回籠，國家建立起了強大的貨幣體
系。然而，明朝幾乎放棄了這些經濟手段。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明代後期開始
產生「資本主義萌芽」不同,黃仁宇認為明代僵化的財政結構並不具備發展資本
主義的各種條件,他指出,明代財政具有自我收斂性(Self—denying)的特徵，管理
運作不良、工商業發展不完善說明，明代的財政管理是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
27

在白銀流通導致的貨幣化問題上，上述學者所得出的結論與「白銀進步論」
者也有顯著的不同，如全漢升通過考證認為「明代白銀的購買力約為宋、元時
代的兩倍左右」28如果誠如全漢升所言，作為明代主要貨幣的白銀購買力如此之
高，那必然意味著明代銀貴物賤、物價低落，這難免不便於市場經濟的擴張，

26
27
28

吳承明：<16 世紀與 17 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76。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329-336。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稻鄉出版社，1975 年），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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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通貨緊縮。又如吳承明觀察到 16 世紀明代白銀流通中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場
的缺失問題「在 16 世紀下半葉，財政白銀化，市場得到很大發展，但是當時
還沒有像樣的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場。」29即使在外國白銀流入中國之後，「中國
仍然缺乏統一的金融市場，私人借貨主要是貧戶向富戶求貸。」30而對於白銀的
問題，黃仁宇所持的觀點和吳承明類似，他認為「明朝政府沒有能夠從銀的開
採中獲利很多，也完全失去了對貨幣和信用的控制，這意味著明朝的財政官員
缺乏必要的手段來履行他們的職責，同時妨礙了稅收的徵集和解運。」31總體而
言，上述學者在對宋明貨幣化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的討論上各有建樹，
且都注意到了貨幣化發展週期的變動，指出宋至明過渡時期，國家失去了對貨
幣經濟的有效控制，但對於宋明的貨幣化發展的總體情況，上述學者都沒有作
出系統化的詳細解釋和比較。
針對宋明經濟發展「斷裂」的問題，劉光臨致力於在 「唐宋變革」和「明
清資本主義萌芽」的悖論中搭建起更為貫通的理論模型，提出一個更系統化、
理論化的解釋框架。學界針對中國後期帝制時代經濟的發展，大體可以歸納為
兩類研究取向，第一種模式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認為農業生產力是
造成人口增長、貿易和手工業發展、甚至國家稅收結構變化的唯一原因，通過
衡量人口增長、耕地面積和人均收入即可以瞭解到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另一
種解釋模式則以馬爾薩斯理論為指導，認為過多的人口增長會影響經濟發展。
因為人口增長需要不斷擴大種植面積和改進耕作方法以增加每畝土地的農業產
量，當在古代農業社會的技術創新很緩慢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足夠的土地被新
開墾出來，經濟就會產生停滯。劉光臨認為，以上兩種解釋方式都是從農業「供

29
30
31

吳承明：<16 世紀與 17 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9。
吳承明：<16 世紀與 17 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74。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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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的視角出發，將農業發展與非農業部門的變化隔離開來，很少關注農業經
濟與市場經濟的聯繫。劉光臨把總需求納入考量，關注到市場經濟的變化，認
為需求能刺激供給。他通過對宋明間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貨幣存量與市場規模
的比較，來觀察市場經濟的擴張與收縮，認為從宋至明初，中國經歷了從市場
經濟體系向統制經濟體系的轉變。宋代經濟可稱之為以市場為導向的生產模式
（market-driven production mode），明初的經濟則可稱之為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
（self-sufficient mode）。劉光臨同時指出宋朝政府財政貨幣化的直接原因是募
兵制興起所致的財政經費開支壓力，其解決之道是求助於以專賣為核心的間接
稅稅收制度，是為「財政國家」，元代蒙古人對中國的征服和明朝早期「統制
經濟」的崛起是導致市場經濟持續惡化的最具破壞性的因素，市場規模大幅縮
小。32市場發展緩慢和貨幣供應不足相互制約，明代第一個世紀所推行的去貨幣
化政策直接影響了貨幣存量的變動，社會和政府對交易媒介的需求都跌落到低
谷，通貨的嚴重不足成為市場重新活躍的一大障礙。33劉光臨對於宋明市場經濟
發展的論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導致宋明之間貨幣化發展「斷裂」的「去貨幣化」
（demonetization）過程的發生，而對於「貨幣化進程」的關注，是可以聯繫和
反思「唐宋變革」和「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相關理論問題的關鍵所在。

四、 貨幣化進程的影響因素：財政結構的變化

從上文對學界關於宋至明「貨幣化」和「去貨幣化」問題研究的回顧
可知，學者們對相關諸多問題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那麼在已有研究的基

32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UNY Press,p1。

33

劉光臨: <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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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上，應該從何種角度，以何種方法，以進一步推進現有的研究呢？下
面試提出三個綜合性方法。
第一，針對宋明貨幣化發展「斷裂」，在 「唐宋變革」和「明清資本主義
萌芽」的悖論中探求更為貫通的解釋方式。所謂「貨幣化」是指一個過程，在
這個過程中由貨幣引導的經濟活動（貨幣被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比例
不斷增長。當經濟發展時，通過貨幣進行的市場行為的比例會相應增加。 如果
從宋明發展的長時段的角度觀察，台州地區貨幣化進程呈現出變動的趨勢，11
世紀到 16 世紀這 600 年間貨幣經濟從擴張到收縮、到再擴張之間的轉換十分明
顯，宋明發展的過程，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為貨幣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
週期性變化。經濟學貨幣學派的重要理論，即是經濟增長和貨幣化是交織在一
起的，所以在考察一地的經濟發展進程時，關鍵之處在於，衡量對貨幣的需求
是否增加，以及籍由貨幣主導的經濟行為的比重是否增加。貨幣化進程取決於
兩個要素，即：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 這兩個因素不妨作為
本文方法上考察台州貨幣化發展的依據。
第二，在「白銀進步論」等進化論式的範式之外，探求影響宋元明貨
幣化進程的因素。以宋代的貨幣化進程而言，它的發展受國家財政需求主
導、在稅收結構以及市場流通中呈現了不同的貨幣化形式（如金、銀、銅、
紙幣、茶引和鹽引等信用工具），而至明代，由於「洪武體制」的興起，
政府對於金錢的需求減弱，明初賦稅徵收呈現出控制人身、划地為牢、分
配勞役與繳納實物等實物財政特點，市場經濟陷入低谷,呈現了一種「去貨
幣化」的狀態。各種流行的宏觀理論框架，都無法解釋這一歷程。這無疑
促使我們將「貨幣化」的問題放回至宋元明經濟的長時段實際演變中進行
考察，探求影響貨幣化進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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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注地方的賦役制度和鹽業專賣制度的貨幣化進程。研究者大
多關注於系統性記載宋元明貨幣制度的官方記錄，很少有學者從地方的視
角來考察貨幣經濟，諸如從貨幣史的邏輯框架出發，觀察具體地方上貨幣
化的程度、規模以及動因。賦役制度和鹽政歷來是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貨幣
化財稅收入的重要對象，因此，要討論貨幣化現象，必然要探討賦役制度
和鹽政。在閱讀地方史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台州一地的地方文獻等提供
了不少完整的地方財政類信息，可用於觀察宋元明轉型時期台州貨幣化過
程與國家財政運作之間的關係，故而本文利用宋元明三朝的中央級史料以
及台州地區史料，從經濟發展、財政結構層面探討台州府在宋元明時期的
貨幣化進程，針對台州農業生產力方面的人口、土地以及財政結構方面的
賦役體系、鹽業專賣制度進行了考察，發現台州地區在十一世紀至十六世
紀這六百年間，經歷了「貨幣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演變歷程，這個
歷程是由宋代擴張性貨幣政策、明初收縮性貨幣政策、明中葉後外國白銀
輸入而造成的一條鞭法三者交替互動而形成的。故本文以一章介紹宋元時
期的台州財稅結構，以一章處理明代台州的財稅結構，又以一章處理台州
地區鹽政制度歷宋元明三朝的演變，證明貨幣化賦役制度的變遷以及作為
中央財政收入支柱的鹽業專賣制度的變化深刻影響了台州地方的貨幣化發
展。
本研究主要意圖探討中國貨幣化在宋元明時期在台州地方上的發展的進程
性問題，對於宋至明貨幣化這一時間跨度長達近百年的週期性研究，如何轉換
研究的視角並探索新的解釋路徑，將研究重點轉移至地方貨幣化發展與國家財
政結構的關係之上，無疑是釐清宋明貨幣化發展趨勢與制度細節，突破已有解
釋框架的方向。貨幣化進程取決於兩個相互關聯的理論問題，即：經濟發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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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對於台州來講，作為台州財稅體系中最為重要元
素的賦役體系和鹽業專賣制度的變遷是本文考察台州貨幣化進程的關鍵。宋朝
政府在台州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財政貨幣化的直接原因是募兵制興起所致的
財政經費開支壓力，政府的解決之道是求助於以鹽業專賣為核心的間接稅稅收
制度和貨幣化的賦稅制度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支柱，而在南宋滅亡至明代永樂
朝，台州稅收結構中伴隨著勞役制的興起而產生了一種明顯的去貨幣化趨勢，
收縮性的貨幣政策使得市場規模大幅萎縮，以實物繳納和勞役徵發為核心的里
甲制度取代了宋代以來的貨幣化財政。所以通過比較宋朝台州擴張性貨幣政策
驅動的案例和元明台州收縮性貨幣政策驅動的案例，筆者發現財政結構在宋元
明時期台州貨幣化發展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即賦役體系和鹽業專賣制度的
變遷影響了台州宋明不同時期的「貨幣化」（monetization）和 「去貨幣化」
（demonetization）的發生。

第二節 研究材料

本文的寫作，主要運用了大量正史、方志，以及不同時期台州文人留下的
文集、筆記、碑刻材料等。
本文參考的正史類材料主要包含如《宋會要輯稿》、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文獻通考》、《元典章》、《明實錄》等，通過這些材料的運用，可以從國
家制度層面瞭解不同時期的財政政策，從而更好地觀察地方社會的財政運作和
與國家大環境的關係。
地方誌類材料方面，本文主要依據的地方史材料為台州府和縣的各個方志，
以之為出發點研究台州戶籍、人口、田土與財政賦稅的籍賬格式、特點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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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宋明方志中包含了大量關於台州的人口、田土、賦稅的數據，證明瞭
地方財政制度之運行，有明顯的數字化特色。
台州府志部分，本文主要參考的材料為（嘉定）《赤城志》、（弘治）《赤
城新志》和（康熙）《台州府志》三個版本。（嘉定）《赤城志》是全國現存
二十余種宋代方志之一。作者陳耆卿，號篔窗，臨海人。他登嘉定七年(1214)
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曾受學於葉適。（嘉定）《赤城志》共四十卷，編寫的
方法是分門分縣敘述，本文主要參考了其版籍門、財賦門部分。（弘治）《赤
城新志》為銜接（嘉定）《赤城志》而作，（弘治）《赤城新志》作者謝鐸，
字鳴治、號方石，太平縣人，天順四年(1460)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祭酒。（弘
治）《赤城新志》所記起於宋嘉定十七年(1224)，終於明弘治九年(1496)。在
謝氏自跋中其言及「惟圖、譜、表三卷則兼採舊志，以總要所在，而不容以年
斷也。補遺、考異二卷每因舊志以作，而間及於今」。因此所續的僅為版籍、
水利、學校、公廨、人物、官守、職役、祠墓等八門。因（弘治）《赤城新志》
中版籍門接續了（嘉定）《赤城志》的賦役記錄，故本文主要依據了其版籍門
中的元明部分。本文亦參照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鮑復泰修的（康熙）《台州
府志》十八卷。（康熙）《台州府志》對(嘉定)《赤城志》和（弘治）《赤城
新志》都作了很多補訂，有較高史料參考價值，但因此方志材料來自於清代，
因此在使用時要十分慎重，所以在本文對於材料的運用過程中，主要依據時代
較為接近的文字記錄，而對時代出現較晚的文字記錄，則需要做認真謹慎的考
析和選取，作為輔助論證材料。
此外，台州縣誌資料豐富，本文主要參照了（嘉靖）《太平縣誌》、崇禎
《寧海縣誌》、（萬曆）《黃岩縣誌》、（光緒）《黃岩縣誌》、（萬曆）《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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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縣誌》、（光緒）《仙居縣誌》、（康熙）《臨海縣誌》、（康熙）《天台
縣誌》等幾部志書，在這幾部縣誌中，（嘉靖）《太平縣誌》作者為葉良佩，
《太平縣誌》成書於嘉靖十九年(1540)，分為六門：地輿、食貨、職官、人物、
外志、雜誌。戚學標《台州外書》言：「是志用編年法；而以每條事跡分附之。
是時立縣僅百年，故事實只粗具，所述典禮或皆各縣通行例有之事。然記載不
苟，筆墨精潔；又其學本明地理，故於縣山之來脈，及孰為主山，孰為支山，
派分井井。其後重修縣誌，為盡刪削變亂，識者憾之。」可見（嘉靖）《太平
縣誌》編纂水平之高超。（崇禎）《寧海縣誌》為明宋奎光修。奎光字元實，
號培岩，江蘇常熟人，萬曆四十年（1612 年）舉人，崇禎初任寧海知縣。關於
（崇禎）《寧海縣誌》內容來源，宋奎光序：「為補萬曆曹學程之志重輯，凡
四十目，各統於大綱。」可知（崇禎）《寧海縣誌》因仍明萬曆二十年（1592）
告成的《寧海縣誌》刊本而來。又（萬曆）《寧海縣誌》中曹學程自序雲：「萬
萬己醜冬，程來知寧海，下車即首訪邑志。原板久毀，舊志亦罕存。越一年，
偶得舊志於民間，則又殘缺未備…乃博訪旁搜…三四年間，凡四易其稿，視前
志稍加刪潤，幸完斯篇，為志凡有十卷。」（《台州經籍志》卷十三），與曹
志相比，（崇禎）《寧海縣誌》新增者約佔十之三四，因繼承舊志而來，故史
料價值很高。（萬曆）《黃岩縣誌》為縣令袁應麒修，邑人牟汝忠、符良永、
何良臣、余子直、陳承楠、蔡子晟等六人纂。（光緒）《黃岩縣誌》言此書「以
赤城新志及赤城前後集為本，而兼採他書以附益之，分輿地、食貨、職官、人
物、外志五門，子目凡五十一」,共七卷。（光緒）《仙居縣誌》二十四卷，王
棻、李仲昭同修於光緒十八年(1892)，本志講究傳信，如取於舊志，凡有誤字
均有校正，所附藝文，也都補注出處，考訂作者，故而史料價值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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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上這幾部府志、縣誌都存在一定的因襲、互補關係，通過對不同縣誌
數據的參照比對，台州宋元明的完整的財政貨幣化發展歷程可以得以一定程度
上重構。
除此之外，與官方史書、政書以及地方誌互為補充的文集材料同樣是本文
主要運用的資料。具體來講，針對南宋台州的財政運作，從南宋台州地方官員
陳耆卿《篔窗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唐仲友《悅齋文鈔》等文
集中，可以瞭解到台州「民輸州縣」的賦稅徵收和財政貨幣化的過程。而對於
資料相對匱乏的元代，元人陳旅所著《安雅堂集》又可以與本文所運用的到的
《元史》等正史材料互為補充，可以借由其一窺元代台州財政運作之大概。
以上即為本文所主要依據的材料之大要，通過梳理之後，反映出了台州的
貨幣化進程呈現了「貨幣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週期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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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宋元明時期台州的人口與經濟
第一節 台州人口變遷

台州位於浙江中部沿海，東瀕東海，歷史悠久，就宋元明時期台州的區劃
而言，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除，台州入宋版圖，隸兩浙路。兩宋之
間台州共分為 5 個縣，分別為臨海縣、黃岩縣、仙居縣、天台縣、寧海縣。元
至元十四年（1277），台州路隸江浙行省浙東道，轄縣如故。明洪武元年（1368），
台州府隸浙江行省。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分黃岩縣南部方岩、太平、繁
昌鄉置太平縣，十二年，划樂清縣東部山門、玉環 2 鄉入太平縣。自此，台州
轄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天台、寧海 6 縣。因北宋大觀三年至明代成化以
前台州的地理區劃沿革相對穩定，人口、田土的數字也相對真實1，故而本節將
首先依據台州府和縣的各個方志，對於台州宋元明時期戶籍制度的籍賬格式、
特點和演變的過程、以及台州人口與經濟的關係做一簡要探索。
圖 （嘉定）《赤城志》台州府總圖

圖片來源：（嘉定）《赤城志》（臺州叢書本）卷一，頁 38。

1

對於明代 15 世紀後人戶、口數以及田土登記失實的問題，何炳棣指出，15 世紀中葉以後，里甲人員的逃亡加劇人口
數量的下降，里甲機器越來越運轉不靈。詳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頁 13。劉光臨亦指出
中國存在人口登記普遍關注稅收徵收而造成的人口登記少報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里甲體制是明代初期的賦役制
度的根本，由於明初統計嚴格，確保了明初人口、田土數字的相對真實性，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人口登記制度的最
終失敗。與之相對，對於宋代數據的可靠性，劉光臨指出宋朝財政最突出的特點是間接徵稅，人頭稅在宋朝稅收中所
佔的地位很小，國家的能力不再依賴於對民眾的直接控制。宋朝中央政府對消費品徵稅，為軍事和公共事業提供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戶籍登記中的人口數據是可信的，因為它們並不直接服務於稅收的目的。詳見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SUNY Press, p75-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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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康熙）《台州府志》台州府總圖

圖片來源：（康熙）《台州府志》（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頁 32。

宋明方志中包含有大量關於台州人口的數據，證明瞭中國財政制度之運行，
有明顯的數字化特色。關於宋代大觀至嘉定年間台州地區人口的資料，(嘉定)
《赤城志》的記載最為詳盡，編者陳耆卿記載台州大觀三年（1109）戶數為
243,000 戶，至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戶數增長為 266,000 戶，台州大觀三
年（1109）口數為 489,000 口，至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口數增長為 548,000
口：

古者，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重邦本也。譬如草木，風霆雨露之滋長，
豈不日蕃月盛也哉。按地志諸書…宋興，天下平積，而至熙、豐間，戶口浸
衍，咸可考見，而余不復著，獨斷自大觀之已醜，迄於嘉定之壬午，昔之為
戶者二十四萬三千，而今則二十六萬六千矣。昔之為口者四十八萬九千，而
今則五十四萬八千矣。僧道離於民者也，略附見之，亦以驗其消長雲。2

對於各個縣的情況，(嘉定)《赤城志》亦載大觀三年（1109）間台州各個縣
具體戶口數目為：
2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十五，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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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觀三年（1109）台州戶口

五縣總數
臨海縣
黃岩縣
天台縣
仙居縣
寧海縣

戶數
243，506
70，626

主戶

客戶

人丁
幼丁廢疾
243，204
246，640
51，840
18，786
主戶 58，767 主戶 57，051
客戶 11，763 客戶 14，222
63，318
46，476
16，842
主戶 52，685 主戶 51，149
客戶 10，546 客戶 12，750
41，371
30，358
11，013
主戶 34，449 主戶 33，444
客戶 6，895 客戶 8，336
36，531
26，814
9，717
主戶 30，396 主戶 29，509
客戶 6，084 客戶 7，355
31，660
23，239
8，421
主戶 26，346 主戶 25，573
客戶 52，73 客戶 6，374
資料來源：(嘉定) 《赤城志》卷十五（台州叢書本）頁 529。

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各個縣具體戶口數目為：

表二 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戶口

五縣總數
臨海縣
黃岩縣
天台縣
仙居縣
寧海縣

戶數
266，014
73，997

主戶

客戶

人丁
幼丁廢疾
318，219
229，990
54，167
19，830
主户 69，486 主户 51，917
客户 20，164 客户 14，177
68，898
49，213
19，685
主户 68，315 主户 48，861
客户 9，985
客户 13，582
43，841
31，590
12，251
主户 44，240 主户 30，436
客户 6，357
客户 8，314
38，760
27，910
10，850
主户 30，510 主户 27，254
客户 5，711
客户 7，420
35，518
21，840
13，678
主户 42，867 主户 19，002
客户 20，584 客户 9，127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十五，頁 529。

（嘉定）《赤城志》的戶口編纂遵循了主戶、客戶的分類方式，關於主客
戶的劃分標準，學界認為以下兩點是最重要的：首先有無土地，有土地的為主
戶，包括地主和自耕農，沒有土地的為客戶，以佃戶佔多數，也包括一部分失
業的貧民。其次，是否需要納稅，主戶需要，客戶則否（至少不需要直接向政
府納稅）。3

3

關於主、客戶的定義，詳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頁 182。劉光臨在梁方仲對於主客戶定義的基
礎之上，就主客戶的納稅屬性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劉光臨認為，宋朝的戶籍、人口數據之所以可靠，因為宋朝國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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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宋代戶口記載情況來看，主戶數目較客戶數目為多，從台州的情況來
看，臨海、黃岩、天台、仙居和寧海五縣的客戶數量普遍低於主戶,大觀三年台
州各縣的客戶佔總戶口比例大約為 26.6%，嘉定十五年台州客戶佔總戶口的比
例平均在 26%-28%之間，只有寧海一縣客戶佔總戶口比例相對其他縣較高，佔
38.5%，可見相對而言，在台州擁有土地且需要納稅的主戶佔大多數，無地和不
需要直接納稅的客戶佔少數。大觀三年（1109）到嘉定十五年（1222），客戶
數目有所增長，但是幅度不大。除了「主戶」、「客戶」的類目之外，（嘉定）
《赤城志》分列了「丁」和「幼丁廢疾」等男口類目，與明代台州方志不同，
並未登記女口與總人口數入台州地方記錄。
不同於宋代，元代的戶籍制度取消了宋代以來按照丁產劃分戶籍的方法，
實施「諸色人等各有定籍」的制度4。所謂的「定籍」，指「登記在冊的主要因
職業、民族、宗教和替政府承擔的賦役不同而形成的諸色戶計」5。元朝政府規
定各種戶計一旦確定戶籍種類，便不許變動，而且世代相襲。6大德十年（1306）
五月發佈的詔書中規定諸色戶計各有定籍：「諸色戶計，已有定籍。仰各安生
理，毋得妄投別管名色，影蔽差役，冒請錢糧。違者許鄰佑諸人首告，並行治
罪。」7
如（弘治）《赤城新志》載元代台州戶口數目：
本路總計
南北諸色戶一十九萬九千九百七十四

戶籍登記和移民的不干涉政策，戶籍登記與稅收沒有直接關係，宋朝人口的增長伴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興起。宋
朝政府對勞動力和財富變化的信息非常敏感，每三年進行一次財產登記，注重重新估價財產和記錄成年男子的人數。
因此，在地方誌中的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對納稅和非納稅人員的區分，即所謂的「主戶」和「客戶」。對於主戶，其家
庭的所有流動財產和固定財產(現金、地產、農場、收入等)都經過了仔細的評估。地方官員將所有的應稅的農村家庭
和城市居民劃分為不同等級。而佃農、一部分失業的貧民則被界定為不需要納稅的勞動者。詳見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UNY Press，p97.
4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2。
5
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34。
6
陳高華：《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 年），頁 38。
7
《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卷二，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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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五百七十六
錄事司8南人戶計三千四百七十又單身五百二十。9
（光緒）《仙居縣誌》所載仙居戶口中可以看到宋元間戶口登記方式的變
化：

表三 宋元仙居戶口
宋大觀間額數
主戶 26，814
人丁 30，396
幼丁廢疾 29，509
客戶 9，717
人丁 6，084
幼丁廢疾 7，355

宋嘉定間額數
主戶 27，911
人丁 30，511
幼丁廢疾 27，254
客戶 10，850
人丁 5，711
幼丁廢疾 7，428
僧 145
尼 24
道 25

元至正間
諸色戶 27，110
儒戶 151
本縣學 113 戶
本路學 10 戶
上蔡書院 28 戶
馬站 60 戶
鋪兵元抄 98 戶減革 33
名現設 60 名
醫戶 35
民戶 26，670
僧尼 266
道士 79
資料來源：（光緒）《仙居志》（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卷五，頁 288。

如上表所示，宋代仙居縣分類登記主戶為 26,814 戶，客戶為 9,717 戶，元
代則將總體人戶統稱為諸色戶共 27,110 戶，可見宋朝允許遷徙和擇業的主客戶
制度轉變到了元代職業世襲、不准自由遷徙的諸色戶計制度，方志中戶口籍帳
方式和登記內容也隨之改變。上表中仙居縣至正間的諸色戶依據職業可以具體
分為儒戶、馬站戶、鋪兵戶、醫戶、民戶、僧尼、道士等諸色戶的類目，這些
名目在宋代主客戶籍登記中是不存在的，由於諸色戶服役制度的引入，元代台
州地區的以世襲職業為核心的戶口登記方式與宋代以納稅資格為核心的主客戶
的登記方式產生了明顯不同。

8

元代的錄事司是基層行政管理組織，據《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一<百官七>載：「錄事司，秩正八品。
凡路府所治，置司，以掌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詔驗民戶，定為員數。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二
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典史一員。若城市民少，則不置
司，歸之倚郭縣。在兩京，則為警巡院。獨杭州置四司，後省為左、右兩司。」 可見，「錄事司」設於「戶口繁庶」
之地。錄事司有管屬的人民，其種類大致上與諸縣同，故（弘治）《赤城新志》有錄事司南人戶計三千四百七十，又
單身五百二十之記錄。
9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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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不准自由遷徙的、按類分戶的職業世襲戶籍制度在明初里甲黃冊制度
的推行過程中被進一步繼承與規範。朱元璋在位期間利用黃冊作為檢査和管理
各類人戶的根據，在洪武十四年（1381）、洪武十五年（1382）間編纂、洪武
二十四年（1391）修訂的勞役登記名冊，通常稱為黃冊，黃冊既是賦役制度，
亦是戶籍制度，所以也被稱為賦役黃冊或者戶籍黃冊。10對於大多數地區來講，
黃冊是根據總人口統計編制的，人口調查的結果包括年齡、性別和職業概況，
被編入裡甲的人戶，其身份是王朝臣民。11當時規定，全國編入裡甲的人戶，都
無一例外開載在黃冊之內，不同的戶籍，有不同的差役。民當民差，灶當灶差，
匠當匠差，軍當軍差，而各類人戶又都必須在黃冊上詳細注明戶類。12這樣的配
戶當差制度，在賦役實際徵派中也以戶為基本的對象和徵派的單位，其田賦力
役的科派本質上是一種役。
（崇禎）《寧海縣誌》13宋奎光就台州明初寧海縣的情況曾予以描述：
以兵稍以四丁，以奸惡以他事充軍者七十五百有奇，以市民充馬頭者一
百三十八，以技能充匠者五百五十一，瀕海之民僉為灶丁為綱首為漁戶者三
千七百七，版籍既定，歷世不移。14

10

有司每十年依據丁糧的增減修訂一次勞役登記名冊，並且一式四份，上呈戶部的名冊為黃色，年終進呈，縣、府、
布政司則留存另外三份。洪武時期建立的黃冊制度與里甲制度相互一致，從賦役管理的角度看，里甲制度是明代社會
對勞動力一進行管理的社會組織，而黃冊制度則是這一管理制度的簿記形式。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里甲制度屬於政
府基層組織，是人口組織的形式，黃冊制度則是人口登記的制度。詳見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
11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
12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中華書局，(1961 年)，頁 22。
13
（崇禎）《寧海縣誌》為明宋奎光修。奎光字元實，號培岩，江蘇常熟人，萬曆四十年（1612 年）舉人，先官余杭
教諭，崇禎初任寧海知縣。關於（崇禎）《寧海縣誌》內容來源，宋奎光序：「為補萬曆曹學程之志重輯，凡四十目，
各統於大綱。」可知（崇禎）《寧海縣誌》因仍明萬曆二十年（1592） 告成的《寧海縣誌》刊本而來。又（萬曆）《寧
海縣誌》中曹學程自序雲：「萬萬己醜冬，程來知寧海，下車即首訪邑志。原板久毀，舊志亦罕存。越一年，偶得舊
志於民間，則又殘缺未備…乃博訪旁搜…三四年間，凡四易其稿，視前志稍加刪潤，幸完斯篇，為志凡有十卷。」（《台
州經籍志》卷十三）。與曹志相比，（崇禎）《寧海縣誌》新增者約佔十之三四，因繼承舊志而來，可反映明代早期
的社會狀況，故史料價值很高。
14
（崇禎）《寧海縣誌》（明崇禎五年刻本），卷三，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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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明初台州繼承了元代的職業世襲制度，強制人戶從事不同職業，寧海
縣人戶之中，有充軍者、作腳力者、作工匠者、作瀕海灶丁者、作綱運勞力者
以及作漁戶者，且版籍職業一旦確定，歷世不移。
「人戶以籍為定」、「役皆永充」的戶口管理方法在明朝初期大體上還執
行得通，但是把全國人民固定的劃分為各種戶類，迫令他們分別負擔不同的差
役，而且必須世代承襲，既不准分家，又不准脫籍或逃籍的做法其實是僵硬的
和不合情理的。隨著社會條件的演變，這些規定中所存在的問題就日益尖銳地
曝露出來。自弘治以後，黃冊制度出現了愈益嚴重的紊亂和廢弛的現象。由於
黃冊制度的逐漸敗壞，在賦役方面愈來愈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賦役繁重，二
是負擔不均。反過來，由於賦役繁重、負擔不均情況的日益嚴重，黃冊制度就
更趨敗壞。15於是，黃冊上的戶籍記載和當時的社會現實嚴重脫節，已經失去戶
籍登記簿的作用。
（弘治）《赤城新志》稱弘治年間台州賦役、戶口統計之弊：
版籍之所載者，莫重於戶口，莫急於田糧，而雜賦亦隨之以為盈縮，是
故以今之戶口而論，則以眾多為寡少，以見在為逃亡甚者，至以絕戶為里甲，
而影射田糧，以官戶為寄莊，而躱避繇役，其為也可勝言哉！16
可見，人口登記與賦役徵發密切相關，也就導致明中期以後戶口隱匿的隱
患,因台州戶口隱匿現象的產生，實際戶口眾多，卻被登記為戶口寡少，居住在
本地之人被登記為逃亡之人，應役的人丁數據失實，官戶與寄莊的登記混淆17。
15 世紀中葉以後，里甲人員逃亡甚多，戶口增減，黃冊登記逐漸失效。里甲制
度作為明朝的基層組織形式和黃冊制度的基礎，也逐漸失效。（崇禎）《寧海

15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22。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2。
17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25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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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誌》宋奎光曾就台州寧海縣崇禎年間里甲軍匠逃亡，在冊人戶不堪其賦的情
況予以描述：
其後軍匠逃亡灶丁漁業，不堪其賦，散之四方，以易其業，此戶口之所
以頓耗也。然戶口雖耗，而賦役如故。今每歲均徭應部都郡邑，諸役者一千
三百二十三人，皆仰給見在人戶，而疲極之嘆興矣。18
可知寧海的的軍匠灶丁相繼逃亡，散之四方，黃冊登記中世襲的職業也因
之改變，黃冊登記逐漸失去可信度，而賦役負擔都落在了在冊人戶的身上，「戶
口之所以頓耗也」19。
以上考訂了宋元明時期台州戶籍制度的籍賬格式、特點和演變的過程，可
見，經歷了朝代更迭的台州地區，其戶口登記制度經過了宋代主客戶制度——
元代諸色戶計制度——明初里甲制度的變遷。那麼，對於台州地區，其在宋元
明時期的人口的變化又如何，人口的因素是否影響了台州的經濟發展呢？
下面分別將台州地方誌中各個縣的戶、口登記情況和數據一一作一整理與
比對：
（萬曆）《黃岩縣誌》載黃岩縣戶口變動情況：

表四 黃岩縣戶口變動，1109-1572
年代

1109
宋大觀
三年

1222
嘉定十
五年

1311
元至大
四年

1371
明洪武四
年

戶
丁
口數

63，318
127，130

68，898
140，743

49，291

68，693

1391
明洪武
二十四
年
53，289

20

1411
永樂九
年

1492
弘治五
年

15221566
嘉靖實額

15671572
隆慶實額

34，862

11，129

10，908

9，188

323，580
242，649 155，375 44，621 45，820
資料來源：（萬曆）《黃岩縣誌》（明萬曆刻本）卷三，頁 145。

18

（崇禎）《寧海縣誌》（明崇禎五年刻本），卷三，頁 181。
（崇禎）《寧海縣誌》（明崇禎五年刻本），卷三，頁 181。
20
據萬曆《黃岩縣誌》記載，成化五年，分縣析戶 7249 ，隸太平縣， 析口 29581， 隸太平縣。
19

26

45，826

由黃岩縣的情況可知，對於戶數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到南宋嘉定
十五年（1222）黃岩到戶數只增加了 5,580 戶，並無太大的變化；在元至大四
年（1311）戶口減少為 49,291 戶，減少了 19,607 戶；到明初朱元璋的戶籍管
理措施變得嚴格，洪武四年（1371）戶數為 68,693 戶，與南宋嘉定年間的戶數
基本持平；永樂九年（1411）黃岩縣戶數減少至 34,862 戶，與南宋嘉定年間相
比減少了 34,036 戶，與洪武四年（1371）相比減少了 33,831 戶，平均減少了
將近一半，究其戶口數大幅度減少的原因，是由於洪武後期開始，台州衛所、
城牆的興築，以及為防禦倭寇的抽丁補軍，加之永樂年間的北京城營建，都離
不開大規模勞役興發，不管軍役還是民役均以家男丁多寡為準，而一家不足又
以數家湊足，這必然導致台州百姓以瞞報男丁為逃役手段，也因而造成戶均口
數的萎縮；成化五年（1469），黃岩縣分縣析戶 7,249，析口 29,581 隸太平縣，
故而在弘治五年（1492）黃岩縣的戶數大幅度減少為 11,129 戶，與 13 世紀南
宋嘉定年間相比，15 世紀弘治五年（1492）的戶數減少了將近 80%之多，嘉靖、
隆慶年間又因黃岩縣一條鞭法的實施，戶數逐漸不成為徵發賦役的標準，故而
台州戶口登記大部分抄錄了弘治時期的數額，其數據的真實性也完全喪失。
對於口數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黃岩的戶丁比例為 1:2，嘉定十五
年（1222）的戶丁比例為 1:2.04，明代洪武四年（1371）的戶、口比例為 1:4.71，
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戶、口比例為 1:4.55。
表五 仙居縣戶口變動
年代

1109
宋大觀三年

戶
丁
男口
口數

36，531
36，480
73，344

1222
嘉定十五
年
38，761
36，222
70，904

1341 年－
1370 年
元至正間
27，110

1387
明洪武
二十年
27，035

1412
永樂十年

1492
弘治五年

1581
萬曆九年

21，915

10，013

10，010

93，880 58，046
30，045
30，045
資料來源：（萬曆）《仙居縣誌》卷二（民國二十四年刻本），頁 28。（民國）《台
州府志》卷四（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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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對於仙居縣戶數登記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到南宋嘉
定十五年（1222）戶數減少了 2,230 戶，變動並不大，至正間戶數減少了 11,651
戶，到洪武二十年（1387）戶數為 27,035 戶，和元代相比變動並不大。由以上
的趨勢可以看到，台州戶數在宋代變動不大，至元代至正間戶數大規模減少，
之後，戶數在元明時期基本穩定。
對於戶丁比例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仙居縣的戶、丁比例為 1:0.99，
戶、男口比例為 1:2.00，嘉定十五年（1222）的戶、丁比例為 1:0.93，戶、男
口比例為 1:1.82，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的戶、口比例為 1:3.47。
表六 寧海縣戶口變動
年代

1109
大觀三年
31，660
31，619
63，566

1222
嘉定十五年
35，581
63，351
91，480

元

1492
弘治五年
戶
39，972
12，963
丁
20，972
男口
34，854
口数
51，725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卷十五，頁 535，（弘治）《赤城新志》卷五，頁 141，（光
緒）《寧海縣誌》卷五，頁 516。

由寧海的情況可知，對於戶數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南宋嘉定十
五年（1222）間到元代並無太大的變化，至弘治五年大規模銳減了 27,009 戶，
可見寧海縣在弘治五年的戶口隱匿現象較為嚴重。
對於戶丁比例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寧海縣的戶、丁比為 1:0.99，
戶、男口比例為 1:2，嘉定十五年（1222）的戶、丁比例為 1:1.78，戶、男口
比例為 1:2.57。
表七 臨海縣戶口變動
年代
戶
丁
男口

1109
大觀三年
70，626
70，530
141，803

1222
嘉定十五年
73，997
89，650
155，744

元
19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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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弘治五年
21，522
22，624
48，075

1539
嘉靖十八年
21，606

女口
11，806
口數
59，881
60，305
資料來源：元明數字來源於（康熙）《臨海縣誌》卷三，頁 224，（嘉定）《赤城志》卷
十五 （台州叢書本）頁 531。因（康熙）《臨海縣誌》大觀三年、嘉定十五年的丁數分別
為丁 141，803 和 15，005，與實際情況不符，「丁」應作「男口」解，故宋代大觀三年數
字與嘉定年間數字以嘉定《赤城志》數字為準。又（康熙）《臨海縣誌》的元代戶數登記
為 195，540 戶，與台州全府的 199，974 的不相上下，故疑（康熙）《臨海縣誌》傳抄了
當時的全府記錄為臨海縣戶數記錄。

由上表可知，對於戶數登記而言，北宋大觀三年（1109）到南宋嘉定十五年
（1222）之間臨海縣的戶數並無太大變化，到元代縣誌戶數登記為 195,540 戶，
與台州全府的 199,974 的不相上下，故疑（康熙）《臨海縣誌》傳抄了當時的
全府記錄為臨海縣戶數記錄。至弘治年間臨海縣戶數減少為 21,522 戶，戶數的
減少應與里甲制度實施過程中產生了隱匿直接相關。對於戶丁比例而言，北宋
大觀三年（1109）的戶丁比例為 1:0.99，戶、男口比例為 1:2.00，嘉定十五年
（1222）戶丁比例為 1:1.21，戶、男口比例為 1:2.10。
觀察台州各縣的戶、口資料可以發現，台州府各縣自弘治五年（1492）起
戶數、口數登記變動甚小，如上表五所述黃岩縣自弘治五年（1492）開始戶數
為 11,129 戶，口數為 44,621 口，到嘉靖年間戶數登記為 10,908 戶、口數為
45,820 口，隆慶間戶數為 9,188 戶，口數為 45,826 口，而仙居縣自弘治年間
開始一直至萬曆年戶、口數量幾乎維持恆定不變，如表五所顯示方志中仙居縣
弘治五年的戶數登記為 10,013 戶，口數登記為 30,045 口，萬曆九年仙居縣戶
數登記為 10,010 戶，口數與弘治五年相同為 30,045 口，其數據維持恆定的原
因是隨著里甲制度逐漸失效，人口在地主豪紳庇護下的隱漏、窮人的逃亡、官
員的腐敗、家族的並戶、人們對於原分工身份的非法改變都是造成戶口隱匿的
原因，且弘治以後，戶口已同真正的賦稅無關，並無實際意義，只是為定期上
報所用，因為只要一個地方承擔了政府下達的賦稅和勞役總額的要求，戶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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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就變得可有可無了，所以地方政府進行人口登記的重點在於納稅人口和
賦役數額，對於總體戶數、口數、女子數的統計有時就會有失準確，從賦稅的
角度看，土地逐漸演變為納稅對象。21故而明代洪武、永樂年之後，台州地方誌
記載當中的戶口數目失去了其真實有效性。
下面將台州府宋明間的總體人口情況作一分析：
表八 宋元明台州人口，1109-1492
年代

1109
宋大觀三
年
243,506
243,204
489,844

1222
宋嘉定十五
年
266,014
318,219
548,209

1290
元

1391
明洪武二
十四年
197,468

1412
永樂十年

1492
弘治五年

戶數
199,974
133,395
72,685
丁數
男口
口數
780,116
497,233
245,035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十五，頁 528，（弘治）《赤城新志》
（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3。

由上表可知，對於戶口總數而言，從北宋大觀三年（1109）到南宋嘉定十
五年（1222），台州戶數由 243,506 戶增長到 266,014 戶，增加了 22,508 戶，
可見兩宋之交的戰亂並未影響到台州府戶口的數目，在建炎南渡後，由於宋高
宗命令百官和流民「以明、越、溫、台從便居住」22，故而很多來自北方的移民
定居於台州，促使了戶口的相對增長。在元至元年間戶數變動為 199,974 戶23，
減少了 66,040 戶；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戶數為 197,468 戶，與元代相比
變動不大，永樂十年（1412）台州戶數減少為 133,395 戶，此後由於隱匿等原
因登記人口一直呈現遞減，弘治五年（1492）戶數繼續減少至 72,685 戶，較明
初「減戶一十二萬四千七百六十三，減口五十二萬五千八十一」。由以上的趨
勢可以看到，台州戶數在宋代呈現了相對增長的態勢，與丁數增長的趨勢相吻

21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0 年)，頁 2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一百三十四，頁 772。
23
（弘治）《赤城新志》並未標明台州元代 199974 戶口數的具體來源年份，但依據元朝在至元二十七年在南方各地曾
進行過大規模的統一人口調查，所以普遍認為至元二十七年的數據，是南方地方誌記載的元代的主要戶口數據來源。
22

具體見吳松弟《中國人口史・遼宋金元時期》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六章<蒙元的戶口調查統計制度>,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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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元代至明初的戶數則實際上變動不大，可見元明之際台州雖處方國珍和朱
元璋爭奪的區域，歷經戰火，戶口卻無大規模的減少。
對於口數而言，宋代台州方志多記載男丁與男口數目，並未登記總口數，
北宋大觀三年的戶、丁比例為 1:1，戶、男口比例為 1:2.01；南宋嘉定十五年
（1222）的戶、丁比例為 1：1.19，戶、男口比例為 1:2.06，至明代，官方統
計的對象由男丁擴大至全部家庭成員，故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戶、口
比例則為 1：3.95，由於南宋台州方志所登記的戶籍為成年男丁和未成年幼丁，
並未登記女口，明朝則將男口、女口統一登記，故而與明朝相比，上述宋朝的
比例明顯低於明朝。而由數據較為準確的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戶、口
比例為宋代的戶、男口的比例的兩倍的情況來看，方志記載中的台州宋朝和明
朝的戶均規模實際上並無變化。
再依據曹樹基的研究，（嘉靖）《浙江通志》載浙江洪武二十四年（1391）
戶數為 2,138,225 戶, 口數為 10,487,567 口, 每戶平均 4.9 口，但台州、溫
州、寧波等地則不足或剛到 4 口。24同為浙江地區，何以浙東戶均規模要遠遠
小於其他地區？其間的原因應與朱元璋以御倭為名而推行的軍備動員有關。據
《明實錄》記錄，洪武四年（1371） 十二月丙成，「詔吳王左相、靖海侯吳禎
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
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隸各衛為軍，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25與宋代的募兵
制不同，明代軍備的重整需要大規模興發勞役，不管軍役還是民役均以家男丁
多寡為準，而一家不足又以數家湊足，這必然導致沿海州縣百姓以瞞報男丁為
逃役手段，也因而造成戶均口數的萎縮。26

24
25
26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四卷，頁 137-141。
《明太祖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七十，頁 1535。
劉光臨：<制度與數據之間 : 宋元明之際兩稅的去貨幣化進程>，《歷史文獻研究》（2017 年第 38 輯），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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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綜合考慮到前述宋明方志所載戶口比例相同、與宋代相比在明代台
州府戶數相對減少以及明代台州戶口因軍事徵發而產生了隱匿等問題，可以得
出結論，總體上台州南宋到明初的人口總數量實際上應無太大變化。這表明瞭
宋明之際的台州地區雖然歷經朝代變遷，但是人口並未大量流失。
綜上，雖然台州府各縣的情況各有差異，但根據宋代到數據較準確的明代
洪武年間台州府總體戶數變動數據、戶口比例以及台州府軍事徵發等情況可知，
台州宋朝到明朝初的人口總數量無太大變化。這表明瞭宋元明之際的台州地區
雖然歷經戰亂，但是人口數量基本穩定，進而可推知人口的因素並不是影響台
州經濟變化的主要因素27。

第二節 台州田土變遷

以上是關於台州人口變化的論述，下面轉入到田土的分析。
南北宋之交，隨著土地所有權的變更，賦稅籍帳大量散失，漏洞百出，「有
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的情況在南宋社會尤為普遍，官吏舞弊、田
賦不均導致地方不能按時向朝廷輸送財賦。28紹興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
員外郎李椿年上奏宋高宗「經界不正十害」，建議宋高宗推行經界法，得到首
肯，經界法於是首先從蘇州實施。經界法目的在於通過登記土地，改變國賦不

27

對於宋元明時期人口與經濟的關聯性，Robert Hartwell 試圖對中國從 750 年到 1550 年宏觀區域變化的整個週期進行
一個整體研究以瞭解中國經濟的長期變化，在他的解釋中，人口被視為幾個世紀以來宏觀區域經濟長期變化的原因和
結果。Robert Hartwell 指出了中國地區發展模式的四個階段:邊緣化（frontiers）、快速發展(rapid development)、系統衰
落(systematic decline)和均衡發展(equilibrium)。同時，他對宏觀區域週期的描述和解釋建立在人口變化的基礎上。詳見
Hartwell, R. M. (2008). 4.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p to 1949 (2 vols) (pp. 21-79). Global Oriental.李伯重也重點關注了中國的江南地區，他認為，儘管在宋元明期間
經歷了軍事征服、自然災害、內戰、飢荒和流行病等社會事件，但是對於江南地區來講，王朝更迭帶來的人口的損失
卻不明顯，甚至在在 13 世紀和 14 世紀，江南的人口還出現了淨增長。李伯重得出結論，雖然宋元明過渡時期江南人
口有所減少，但波動幅度沒有其他地方大。兩個世紀的人口增長也抵消了這些損失。李伯重認為，人口增漲的模式表
明，人口變化的根源在於區域經濟的結構性變化。詳細見 Smith, P. J., & Von Glahn, R. (Eds.). (2020).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BRILL,p145. 黃宗智提出長江三角洲流域經濟發展的「內卷化」、「過密化」概念，其認
為由於明清時期人口的壓力導致人們不斷增加生產要素，但是勞動報酬仍然下降。詳見 Huang, P. C.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77.
28
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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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的現象，（嘉定）《赤城志》載「紹興十八年，李椿年侍郎建行經界」說明
土地登記、評定肥瘠、打量畫圖、認定兩稅的經界法在台州基本得到了落實29。
李椿年經界以後，三歲一推排的經界法隨時間的推移逐漸廢弛，嘉定八年
（1215）大臣陳耆卿上疏宋寧宗《奏請正簿書疏》：
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
則所信者簿書爾。洴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
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重輕，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反
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稅之厚薄，當視
其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獨載之簿，
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
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陛降出沒既莫能詳，
鄉胥里豪，始得株連轟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為數十戶者，
有本無寸產而為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為名籍以避敷斂，稍久而成乾沒者。
但見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滅，上下嘆愁，而莫知其弊之所自…三歲一
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
何自而正乎？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30
奏疏中，陳耆卿認為嘉定年間台州出現了擁有田地的人賦役反而輕，沒有
田地的人賦役反而重的現象，於是他首先向寧宗提出了長期經界不正帶來的害
處，諸如隱漏田產，逃避賦役，官吏舞弊，貧下戶產去稅存等等，致使國家稅
收更加困難，然後指出計算賦稅的方法，本應是依據田畝與浮財，但是由於田
畝數據失實，嘉定年間評定稅收的標準沒有考慮到田畝的變動，只是依據物力
貫陌進行評定，於是陳耆卿建議重申紹興間推排賦稅的方法，即每隔三年進行
29
30

（嘉定）《赤城志》，卷十五，頁 531。
（宋）陈耆卿：《陈耆卿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奏请正簿书疏〉，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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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人戶財產稅的估定,這樣的估定方法，一般依據「田畝物力」和「浮財物
力」進行評定31，「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推排，升降等第」32，如《宋會要輯
稿》所載：
紹興十二年七月八日，戶部言，州縣人戶產業簿依法三年一造。坊郭十
等，鄉村五等，以農隙時當官供通，自相推排，對舊簿批注升降。33
在台州，人戶以財力和物力被分為五等，陳耆卿建議宋寧宗整頓吏治，釐
訂田畝，重造稅籍，依資產增減推排，三年一造五等丁產簿及丁口帳，據以升
降第等。目的就在於使貧富各按其經濟能力來排定負擔賦稅，以確保政府的財
政收入，並達到「賦稅均一」。
於是嘉定末年，約 1223-1224 年，浙東台州寧海、黃岩、臨海、仙居等縣
逐步進行了進一步的區域性田土經界，（嘉定）《赤城志》<版籍門>載「紹興
十八年，李椿年侍郎建行經界…今七十有五載，猾胥豪民，相倚仗為蠹，賦役
龐亂，遂有舉行前說者焉。往歲寧海、黃岩嘗行之矣，臨海、仙居則方行而未
備也。」34可見在台州一州之內，經界法是次第推行的。而南宋台州「行下諸路，
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的經界舉措也要比元明嚴格。（嘉定）《赤城
志》載台州嘉定年間田土經界數據：
表九 台州嘉定年間田土數據

五縣總數
臨海縣

黃岩縣
天台縣
31
32
33
34

田
2，628，283 畝
祖田 637，955 畝
新圍田 5，612 畝
海塗田 24，771 畝
經界田 939，163 畝
塗田 11，811 畝
三等田 3，131，22 畝

地
948，222 畝
生熟地 234，017 畝
坊郭捨基一等止九等
94，008 丈
第十等地 9，899 丈
三等地 153，931 畝

山
1，753，538 畝
生熟山 361，923
坊郭 279 畝

六等地 117，646 畝

四等山 330，565 畝

三等山 60，801 畝

王曾瑜：〈從北朝的就等戶到宋朝的五等戶〉，《中國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頁 59-60。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九。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十一。
（嘉定）《赤城志》，卷十五，頁 532。

34

仙居縣
寧海縣

坊郭 19，509 丈
四等地 120，608 畝
坊郭 49，022 丈
三等地 322，019 畝

祖田 309，226 畝
三等山 221，336 畝
新開田 900 畝
經界田 385，032 畝
上中等山 778，631 畝
塗田 686 畝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卷十四（台州叢書本）頁 462。
表十 嘉定年間台州五縣田土（單位：畝）

田
地
山
五縣總數
2，628，283
948，222
1，753，538
臨海縣
668，338
234，017
362，202
黃岩縣
950，947
153，931
60，801
天台縣
313，122
117，646
330，565
仙居縣
310，126
120，608
221，336
寧海縣
385，718
322，019
778，631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卷十四（台州叢書本），頁 462。

籍由陳耆卿重新登記的記錄於（嘉定）《赤城志》的五縣土地可以看到，
南宋中晚期起，台州地區的南宋登記土地概括地分成「田、地、山」三大項，
田產估算中田地等則逐漸分化，耕地被分等評級。35經過元代一直到明初，「田、
地、山、塘」的分類法便一致通用於全國了。
元代台州並未像宋時那樣有明確的戶口，土地等級劃分，這使得徵稅的標
準並不明晰。元代的土地，被分為民田、官田兩大類，而元朝政府徵收的稅糧，
也包括了民田和官田兩個部分。在諸色戶計制度之下，寺院、世襲職業服役者
均享有免稅的規定，如台州仙居縣元代田土登記中區分了已科糧田、未科糧田
以及免糧田等類別36，在明初，朱元璋關於賦役制度的重要措施是編造黃冊以及
魚鱗圖冊，其目的在於避免里甲體制的變動。魚鱗圖冊即土地清丈圖和地稅手
冊，記載了每一塊土地及土地業主的名單，其數據雖不免有漏報現象，但相較
於明末相對準確。《台州府志》載台州洪武二十年（1387），監生巡視各個州
縣，隨糧定區，設置糧長；同時丈量田畝編以字號，記錄田主姓名和田土丈尺，

35
36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中華書局，2017 年），111 頁。
(民國)《台州府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卷五，頁 197。

35

製作魚鱗圖冊；又編以戶為主的黃冊，作為徵發賦役的依據。37所以眾多方志中
的田土丁口數字，較籠統標明明初的，很多來源於此次土地測量。

比較宋元明時期的台州土地數字，可以得出下表，

表十一 宋元明台州田土（單位：畝）

台州府
黃岩縣
仙居縣
臨海縣
天台縣

宋
5，330，041
（內田 2,628,283）
1，153，895
696，371
1，374，668
763，578

元
2,901,549
(內田 2,634,292）
958，529
696，455

明
4，082,014
（內田 2,554,586）
1，169，099
426，459
1，062，575
424，388

台州府數據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弘治）《赤城新志》、（民國）《台州府志》以及各縣誌。
黃岩縣數據資料來源（萬曆）《黃岩縣誌》卷三，頁 146。仙居縣數據資料來源（萬曆）《仙居縣誌》卷
三（民國二十四年刻本）頁 32。其中宋代數字嘉定年約 1223-1224 年數字，元代數字為至正四年數字，
明代數字為洪武二十四年數字。臨海縣數據資料來源（康熙）《臨海縣誌》卷三（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頁 226，其中元代臨海田土縣記錄為「合郡田 2，634，292 畝，合郡地 65，020 畝，合郡山 206，757 畝，
為台州府全府數字，故無錄。天台縣數據資料來源（民國）《台州府志》卷五（民國二十四年刻本）頁
230。

由上表可以看出，宋代到明代之間經歷了由宋到元的總體田土數字的大幅
度銳減，再到明代總體田土數字回升，如台州府宋代的土地數字為 5，330，041
畝，元代銳減為 2，901，549 畝，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土地數字略有回
升，為 4，082，014 畝。關於土地數字的銳減的原因，有學者考證認為元代把
「山」和「地」大打折扣，明初雖然恢復了大部分的「地」，但「山」僅僅恢
復到南宋時代的 44.6%。並認為 「雜產」或「山」一般都是經過大打折扣之後
才納入明代的《黃冊》的。38對於南方江浙地區的田土數字，儘管陳耆卿等南宋
士人指責經界不徹底，但從南宋以後的數據看，宋代的丈量也往往是宋元明時
期的最高紀錄，明代洪武以後，台州官方登記中的田土數字一路下滑，已經失

37
38

（民國）《台州府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卷六，頁 267。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中華書局，2017 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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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實際意義。（康熙）《臨海縣誌》評價宋元明台州地區的土地丈量亦說明
瞭宋代地方官員經界的行政效率是元明時期難以企及的高峰：
紹興十八年侍郎李椿年奏行經界法，履畝授號，尺土寸壤皆輸於官，當
時有新圍田，新開田，生熟地，生熟山等名色，故邑之山陬海澨，無有萊而
不耕者，歷至元明砂壓水衝，白石彌望，稅額猶存，五百余年民膏盡於荒野。
39

而對於在賦稅體系中最為重要的田畝面積，從南宋嘉定一直到明代洪武，
台州府的田畝面積一直穩定在 2 萬多頃，其中宋代嘉定田畝面積為 26，282 頃，
元代田畝面積為 26，342 頃，明代洪武田畝面積為 25，545 頃，雖然宋元的田
畝面積要稍稍大於明代洪武年間的田畝面積，但是考慮到宋代台州有大量不納
稅的寺田存在40，元代諸色戶計制度之下寺院、世襲職業服役者享受了免稅的規
定，可知與宋到明初台州人口總數量基本穩定的趨勢同步，宋元明納稅糧田的
面積亦並未產生很大變化，所以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並非是影響到台州經
濟货币化的主要因素。
學界針對於帝制時期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第一種模式是馬克思主義歷史
學家的觀點，認為農業生產力是造成人口增長、貿易和手工業發展、甚至國家
稅收結構變化的唯一原因，通過衡量人口增長、耕地面積增長和人均收入即可
以瞭解到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另一種解釋模式則以馬爾薩斯理論為指導，認
為過多的人口增長會影響經濟發展。因為人口增長需要不斷擴大種植面積和改
進耕作方法以增加每畝土地的農業產量，當在古代農業社會的技術創新很緩慢
39

（康熙）《臨海縣誌》（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卷三，頁 231。
關於台州土田歸屬與登記，民國《台州府志》卷五記載：禹貢揚州地最廣漠，厥田下下台遠在揚之南，六朝以前山
縣人希，僧寮卓錫土田未辟，居民僅萬余戶，版圖之荒可知。逮於趙宋人文驟盛，而民田尙不過二百余萬畝，赤城志
版籍門，以民田學田寺觀田三者並列，而寺田等佔三十余萬畝，相傳陳隋間天台山全為僧智者大師所有，故曩者台郡
僧盛而民衰。逮於國朝土田推廣至四萬一千余頃，而僧田稍減，綜計闔境土壤曰田曰地曰山曰塘曰湖河潭，此外曰港
曰溪曰澗台地山多田少，天仙尤甚，山地直佔什之六七，惟黃太土田較多，故六縣以黃太為最腴，天仙為最瘠，蓋民
依土田為生活，戶口非土田無所居，賦稅非土田無所出有，王者起體國經野殆必自土田始矣，作土田表。雖然宋代的
總體田土較多，但是不納稅的寺田等佔三十余萬畝，而至明朝官民田地有所擴大，至「四萬一千余頃」，寺田減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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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足夠的土地被新開墾出來，經濟就會產生停滯。41而由台州
的情況來看，宋元明時期的人口和可耕作土地面積並未有太大變化，故其對農
業經濟發展水平並未產生影響，以上兩種觀點在台州皆不成立，宋至明的台州
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基本維持了穩定狀態。

41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UNY Press,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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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宋元時期台州的財政稅收
第一節 財政貨幣化：宋代台州財政
一、貨幣化兩稅課稅基準的設計：累進稅率

在前一個章節中對於農業生產力的測定可知，宋元明時期台州的人口、土
地的並無太大的變化，可見農業生產力在宋到明時期並無太大的變化，所以農
業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並不是構成台州貨幣化的主要因素，如果要測定台州貨幣
化的問題，即要從另一個要素：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來觀察。對於農業社會
來講，稅收結構是觀察國家經濟結構的最主要切入點，課稅的基準首先反映了
國家的財政政策。
在各地資產評定多樣而充滿地方化特色的發展過程中，稅收體系經歷了長
時期的演變，唐代建中元年開始實施「兩稅法」，將複雜的稅種合併為土地稅
和戶稅，改變了過去徵稅以丁身為本的方式。至南宋，最終確立起以一縣為單
位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的兩稅課徵體系。1
根據斯波義信和梅原郁的研究，宋代兩稅的課稅基準包括：2
A.田畝
B.產錢或稅錢，依據土地的肥瘠程度換算成貨幣化的貫文。
C.種子（播種量）;
D.養桑地帶桑木種植數
E.牛及牛具（一戶耕地能力）;
F.租賃收入；
G.家業錢

1

劉光臨：<嶺南州府宋元明之際兩稅徵收的比較研究——以連州, 廣州, 潮州, 惠州為例>,《北大史學》（2012 年
第十七卷）,頁 74。
2
島居一康：《宋代稅政史研究》，（汲古書院,1993 年），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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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以一縣為範圍，以人戶財產（如田畝物力、浮財物力）為對象。
以上基準基本包括了農家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的主要類別，但是在其實際
的推行過程中，面對數千萬家農戶，不管是農戶的農業收入還是其綜合資產，
都不易評估。況且在官戶、鄉村上戶隱產逃稅、官吏的作弊等各種因素以及田
地買賣普遍、土地所有權轉移相當頻繁的情況下，要完全做到「推割產錢」，
準確地登記人戶產錢的升降增減、完全防漏稅逃稅幾乎是不可能的。3故而上文
所述（嘉定）《赤城志》的編者台州臨海人陳耆卿指出：
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
力之貫陌，獨載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
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
4

陳耆卿所言物力簿應為載「物力之貫陌」的簿籍，即是記載依據各戶的田
地和其他資產折算成錢的家業錢的簿籍，二稅簿登錄的產稅亦是依據物力簿而
定。因物力簿只登載「物力之貫陌」的家業錢，而沒有記載田畝數，故陳耆卿
指出「其源既失矣」，於是陳耆卿向寧宗建議在台州及時更新稅收推排。
儘管問題重重，陳耆卿所言卻從側面證明瞭依據將各戶的田地和其他資產
折算的課稅基準得以在台州推行，對於台州地區來講，「紐稅」標準主要依據
將各戶的田地和其他資產折算成錢的家業錢，5家業錢亦稱「家業貫陌」、「家
力」、「家活」、「物力」，演化為賦稅的和預買綢絹的分配，免役法後役錢
的徵繳，主要也依據家業錢而評定。6元祐初呂陶言及各地郡縣資產評定方式各
有不同，卻也從另一方面證明瞭宋代資產評定制度的逐步發展成熟：

3
4
5
6

王曾瑜：<宋朝的產錢>，《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 3 輯），頁 213。
（宋）陳耆卿：《陳耆卿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奏請正簿書疏〉頁 38。
王曾瑜：<宋朝的產錢>，《中華文史論叢》，（1984 年第三輯），頁 213。
梁太濟：《兩宋階級關係的若干問題》，（河北大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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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郡縣所定版籍，隨其風俗，各有不同。或以稅錢貫百，或以地之頃
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頗有不均。
蓋有稅錢一貫，或佔田一頃，或積財一千貫，或受種一十石為第一等；而稅
錢至於十貫，佔田至於十頃，積財至於萬貫，受種至於百石，亦為第一等。
7

上述部分論述了宋朝政府徵收賦稅的主要基準，稅收的依據是根據納稅人
的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為對象，以貫伯等貨幣化指數來估算一地農戶內部的經
濟差別和納稅負擔，稅收時普遍考慮納稅者的貧富差別，而酌情運用累進稅率。
8

宋代的稅收方法，承認了納稅人除田產以外的其他綜合資產的合法性，至南宋

時期已經逐漸貨幣化，百姓納稅需繳納貨幣,這刺激了商品經濟和貨幣化的過
程，元明時期土地稅雖然沿用了兩宋兩稅法的名目，但是類似的級差式評估卻
未能再現。稅收貨幣化的原因與南宋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密不可分，政府要
求地方上交貨幣為以募兵制為特色的軍事動員體制服務，配合了市場經濟的擴
張和財政貨幣化的趨勢。

二、民輸州縣的調試：朱熹與唐仲友之爭

如上所述，宋代田賦的徵收考慮到了市場經濟下農戶生產的狀況和社會分
層的巨大差異，故而採取以家業錢和產錢的評定和紐算為計算基礎、以一縣為
單位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按照級差交稅的方式。兩稅分
夏、秋兩次繳納，夏稅規定徵綢、絹、綿，秋稅徵糧，但因政府的利益所需和

7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一三。
劉光臨：<嶺南州府宋元明之際兩稅徵收的比較研究——以連州, 廣州, 潮州, 惠州為例>,《北大史學》（2012 年
第十七卷）,頁 7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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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的變動，夏稅絹帛常常折徵它物，稱為「折變」9， 折變又以實物改
折銅錢為多見，推動了貨幣經濟的發展。10《宋會要》載輾轉折變之事:
夏秋稅賦巧立名目，非法折變。如絹一匹折納錢若干，錢又折麥若干，
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又倍於錢。11
時人稱反復折變為「一折兩折三折」12。對於台州來講，方志中對於台州的
賦稅徵收的記錄甚微，淳熙年間朱熹在台州巡視的途中對於當時台州知府唐仲
友的六次彈劾亦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台州地方上官員收
取折變賦稅的具體經過以及在此過程中的爭論。
事件的起因是時任浙東提舉的朱熹在台州巡歷時，發現知府唐仲友催稅急
迫，致使百姓流離失所，於是朱熹向宋孝宗連續上了六道告發唐仲友的奏狀。
朱熹彈劾唐仲友的六篇奏狀雖然涉及範圍廣泛，但經過篩選，這些奏狀揭示了
貨幣化過程中台州地方財政運作的諸多情況，具有相當的財政類史料價值。
先看朱熹的第一道狀文，朱熹陳述自己在視察台州途中遇到流民「扶老攜
幼，狼狽道途」。朱熹於是上奏朝廷想要調查究竟：
具位臣朱熹：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民兩輩
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雲本州旱傷至重，官司
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
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
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眾口讙嘩，殊駭聞聴…13

9

汪聖鐸認為，折變，最初是為滿足政府的臨時需求且避免所收非所需而設置的辦法，後折變變為變相增加稅額的手
段，通常的辦法就是高估本色，低估折變物，從而增加實際稅收量。北宋包拯曾奏論江淮兩浙賦稅折變事，談到官府
折科小麥本應每鬥折稅三十四文省，而發運司命每鬥小麥折九十四文，「比逐處見糴價例兩倍已上」。這樣的折變使
百姓要繳納成倍的賦稅。見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上》（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98 。
10
島居一康，宋代における両税の折納について,史林(1981),64(5), 654-685.
11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九。
12
（宋）胡寅《崇正辨斐然集》（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42。
13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八,<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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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台州遭遇連年災荒，朱熹發現知府唐仲友催稅緊急，導致百姓離鄉
背井以躲避賦稅。關於唐仲友催稅急迫的具體「罪狀」，朱熹又緊接著上奏彈
劾唐仲友的第二道狀文：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稅，搔擾飢民事，伏候勅旨。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
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余匹，錢三萬六千
余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絹五千五百余匹，錢二萬四千余貫。
而守臣唐仲友嗔恠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
與號泣，遮欄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
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
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煕七年、
八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牟頴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
道，乞覔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寜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
州吏鄭椿、姜允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
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群聚喧噪，欲
行歐擊…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
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
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嘆息，無所告訴。14
由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第二道狀文可以看到，朱熹的彈劾圍繞賦稅徵收的問
題而展開，朱熹發現天台縣本應在八月三十日前繳納夏稅絹 12,000 匹，以及折
變後的銅錢 36,000 貫，但唐仲友依據戶部要求賦稅在七月盡數送到首都臨安的
規定，強迫民戶在六月下旬就繳納絹 5,500 匹，錢 24,000 貫以滿足戶部的時間

1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八,<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二狀>,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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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因天台縣知縣趙公植催稅遲緩，唐仲友就委派差人「追請赴州」，並要
求當地百姓在十日內繳納所拖欠稅絹 2,500 匹。同時，唐仲友還命令天台縣主
簿張伯溫和州吏鄭椿、姜允追討寧海縣五等戶身丁稅，「增起丁稅，以無為有」
15

，最終導致天台縣百姓不堪其擾，群聚喧噪。
可見在賦稅收取的問題上，朱熹與唐仲友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

一方面，朱熹主張遵照夏稅八月三十日繳納完毕的要求，與民休息，但是唐仲
友卻堅持百姓提前在六月下旬就完納，並且懲治拖欠的行為。第二方面，朱熹
責怪唐仲友不顧民生疾苦、強制五等下戶繳身丁錢，請求朝廷追責唐仲友。
實際上，在被朱熹彈劾之前，作為台州知府的唐仲友曾寫過一篇劄子,表明
瞭其「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榷酒、徵商之屬
爾」的施政主張和財政立場，認為賦稅應按期繳納，財政與政事密不可分：
臣聞政事、財用，初非兩途，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
蓋灼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榷酒、徵商之屬爾。詞訟淹
延，追呼煩擾，則農桑必至妨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
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貿亂，如是而
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寇攘不禁，則道路充斥，質劑不信，則商旅留
滯，醖釀不善，則人不樂酤，滲漏不檢，則利歸私室。如是而欲榷酒、徵商
之登羨，可得乎？若乃奸吏不除，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謹，則又百
弊之所由生，難以歷數。無政事而欲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催科既急，句
稽不明，形勢鮮或誰何，下戶重並追擾，戶長破產代納，數年未免監系，雖

1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八,<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三狀>,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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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計目下取辦，其如中產良民浸就朘削，財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
下愛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願降睿旨，戒飭郡邑之吏。16
在這個劄子中，唐仲友論財用時認為地方財政最重要的方面莫過於「夏秋
兩稅、榷酒、徵商之屬」，他反對農桑妨廢、差徭不公、戶口逃移的現象，認
為夏秋兩稅繳納、土地丈量、版籍登記都應當按時完成。而比較朱熹的奏狀與
唐仲友的政治主張可以看出，唐仲友在財政施政過程中，注重於保證財政收入
的增加，其要求夏秋兩稅按時間繳納，落實按照戶等交稅的制度的實施，難以
容忍戶口逃移、差徭不公的現象，並且會依法懲治催理遲緩的官員。對於朱熹
而言，則認為要對百姓多多給予安撫，有時甚至可以寬延甚至免除收稅，反對
對百姓收取過多的丁絹。
具體而言，關於朱熹所反對的唐仲友所收取的「下戶丁稅」的問題，主要
圍繞是否向五等戶徵收身丁錢的討論而展開。關於南宋身丁錢，主要包含有丁
錢、丁米、丁絹等。宋代依照人戶家業錢和產錢的多寡將人戶分為五等，又規
定三年一推排，三年一造五等丁產簿及丁口帳，據以升降第等。對於台州的第
一至五等戶來講，每年第一等戶合計納綢 2,535 匹，納綿 28,914 兩，二三等
戶納絹 11,112 匹，四等戶納絹 11,434 匹17。五等戶共納身丁錢 28,700 貫，
一半納本色絹 16,590 匹，一半丁錢 14,035 貫。18淳熙九年（1182），針對唐仲
友向五等戶收取的身丁稅是否除放的問題，朱熹在上書宋孝宗的《奏台州免納
丁絹狀》中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臣巡歷至台州…台州人戶身丁每丁供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 19,折納絹七尺。
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
16
17
18
19

《悅齋文鈔》（民國續金華叢書本）卷一，<台州入奏劄子二>，頁 1。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財賦門>，頁 541。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七，<奏台州免納丁絹狀>，頁 1263。
金屬鑄幣足百數者,叫做足陌，不足百數者,叫做省陌,省陌也稱 「短陌」、「短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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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缺少絹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
貼支官錢湊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樁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
市價賣發，不得科敷騷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卻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
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
合納丁鹽錢20二萬八千七百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有一半止合納丁
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卻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
催納，計絹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匹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半丁
絹，卻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絹,
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趲剩紬絹一萬六千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
起發上供綱運之數。21

狀文中，朱熹首先追溯了台州身丁錢的發展演變過程，可知因北宋政府鼓
勵產絹政策的實行，台州人戶身丁錢本為 141 文,折納為絹 7 尺，至南宋，因宋
金之戰需大量現金軍費支持，加之戰時絹價日增，建炎三年（1129）朝廷首先
令第五等以下人戶的身丁錢一半折納絹綿，一半納銅錢22。紹興三年（1133）開
始，朝廷規定台州府將第五等人戶一半的身丁錢折納現錢 70 文 5 分收取，另一
半 3 尺 5 寸的絹則予以減免，由州縣政府代為繳納朝廷，免納丁絹的舉措導致
州縣政府缺少絹帛以供支遣，因不能科敷騷擾百姓，州縣政府還需貼支官錢，
到市場購買絹帛再上交朝廷。但是紹興四年（1134）之後，地方州縣就不再執

20

南宋時人認為兩浙身丁錢與宋初丁身鹽錢等同「兩浙身丁錢者，始未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蠶鹽，每丁給鹽
一斗，輸錢百六十六文，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綢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鹽盡通商，而民無
所給，每丁仍增錢三百六十文，謂之身丁錢。」詳見《文獻通考》（中華書局，2011 年）<戶口考二〉頁 186。
21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七，<奏台州免納丁絹狀>，頁 1263。
22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訪聞兩浙人戶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一百二十七文，後來並令納絹一尺、綿一兩，
已是太重。近年以來，戶口減耗，丁鹽錢額未嘗蠲除，至有一人認三丁之賦。加以近歲綿絹價高，比之納錢暗增數倍，
民戶重困，無甚於此。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余一半只納見錢。詳見《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
1957 年），頁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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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折納政策，而是要求第五等人納一半丁錢 70 文 5 分,又納絹 3 尺 5 寸，由
於第五等人戶有 199,084 丁，總計需納身丁錢 28,700 貫 844 文，折納現錢之後，
第五等人戶共納一半本色絹，一半丁錢 14,035 貫 422 文。因台州主戶丁有
270,000 萬 3,000 余，
第五等人戶有 199,084 丁23，
五等戶丁佔到了主戶丁的 70%，
所以由折納現錢的情況來看，參與到身丁錢稅收貨幣化過程的五等戶丁佔到了
台州人口的大多數。淳熙九年（1182），南宋戰事緩和，朱熹作為浙東提舉巡
歷至台州，時值台州乾旱，出現飢荒，朱熹負責賑濟災民，他聽到人戶陳理，
於是就建議根據建炎三年（1129）身丁稅一半折錢和紹興三年（1133）台州免
納一半丁絹的政策，請求宋孝宗再一次免納五等人戶一半本色絹，只收一半丁
錢,丁絹上交不足部分，由台州府庫存的綢絹補足。朱熹免稅措施的著眼點，不
僅僅是施予性的減稅，而在於令納稅額度根據繳稅人的經濟能力而定，並且注
重了稅制的公正。在保證了五等戶上繳一半貨幣化身丁錢的前提下，免納一半
實物丁絹的舉措逐漸成為了一場全國性的減稅運動，淳熙十三年（1186），宋
孝宗大赦五等下戶丁絹「免貧民身丁錢之半，為一百一十余萬緡」24，通過對五
等戶下戶丁絹的免納，即滿足了滿足政府的貨幣需求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至
開禧元年（1205），宋寧宗宣佈進一步減免臨近行在又負擔稍重的台州身丁稅，
將其逐漸攤入田稅中25， 「其兩浙路身丁錢絹，可自開禧二年並與除放」。26又
於開禧二年（1206）詔「兩浙州軍，嘉泰元年至開禧元年終，未起身丁錢絹綢
綿內，實系人戶拖欠之數，並與蠲免，如州軍仍前催理，許人戶越訴，官吏重
作施行」27。

23
24
25
26
27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頁 540。
《宋史》（中華書局，1985 年）卷三十五<本紀第三十五>。
島居一康. (1981). 宋代における両稅の折納について. 史林, 64(5), p654-685.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六，頁 7974。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六，頁 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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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唐仲友的公案反映出了，南宋台州的貨幣化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民輸州縣」的賦稅徵收中，貨幣化的過程是伴隨著以家業錢和產錢的評定
和紐算為計算基礎、以一縣為單位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
按照戶等交稅的課稅基準的不斷調試與鞏固而發展的，在這種有等級區分的累
進稅制的實施過程中，難免也會產生種種問題，有時甚至會滋生出地方官員在
賦役徵發政策上不同的取向，有時甚至引發出激烈的爭議。但儘管這樣，貨幣
化的過程在官員們的博弈和利弊權衡中仍不斷向前發展。

三、州縣輸朝廷的實現：貨幣化「上供」形式的確立

隨著台州課稅基準逐步確立，財政貨幣化的過程在不斷的調試中繼續發展。
那麼，對於宋朝政府來講，在國家層面的貨幣化推進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其如
何進一步實現其「州縣輸朝廷」的向地方政府徵收貨幣的目的呢？ 換言之，政
府的貨幣化需求在地方上如何實現？
為了觀察台州貨幣化的進程，下面對台州的財政制度中的「上供」項目作
一考察，從而瞭解中央財政政策的具體貨幣化需求在地方上的體現以及貨幣的
流向。關於台州地方財政制度，嘉定《赤城志》記載嘉定間台州「民輸州縣，
州縣輸朝廷」的財政供輸過程：
自熙寧變法，至建炎用兵，洪焰所掀，供億無藝，民則不競，而上亦莫
之支焉。蓋自近世和戎，始時有蠲弛，而宿窠痼額，固未易以驟輕之也。民
輸州縣，州縣輸朝廷，今輸朝廷者既不輕，則輸州縣者亦安得而省耶？而況
輸朝廷之外，群用百出，又不可不講也。以故昔號羨余，今稱寡匱，余遂稽
其所出之數，且備載之，使來者有考焉。28

28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十六，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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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設置轉運司、提刑司、提舉司等地方財政機構，並且在財賦收入
中設置「上供」 29名目保障中央財政收入，「上供」是宋代國家財政制度的重
要內容，一般指地方向中央繳納的財賦，各州郡都有規定的上供額度，南宋時，
正額之外的上供名目漸多。乾道六年（1170），戶部尚書曾懷上書宋孝宗言「諸
州、軍起發戶部諸色官錢及上供錢物，各有窠名」30 ,可知「上供」屬於州軍起
發戶部的錢幣和物資，分為「諸色官錢」和「上供錢物」，用以充中央經費用
度，「上供錢物」承繼北宋而來的正賦，「諸色官錢」則屬於南宋新起的雜色
徵調。31
南宋（嘉定）《赤城志》中所載台州「上供」名目，包括綢、絹、綿、折
絹錢、折帛錢、上供錢、經總制錢等諸多項目，「諸色官錢」的雜色徵調也成
為中央政府的收入來源。
如下表圖所示，（嘉定）《赤城志》「上供」項是指從台州向南宋政府交
納的財賦，這是台州財賦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從圖表中可見，實物上供並不
構成台州賦稅的主體部分，貨幣化形式的上供構成了台州上供的主體部分，可
見南宋時期上供的貨幣化發展：

表十二 （嘉定）《赤城志》上供財賦
名目
綢
絹
折絹錢
綿
折帛錢
上供錢
經總制錢
經制錢

數目
2，535 匹
11，112 匹
11，434 匹，為錢 45，736 貫
28，914 兩
226，998 貫
7，067 貫
156，054 貫
72，953 貫

29

包偉民《傳統國家與社會 960-1279》第六章中，認為在北宋，上供正賦是指各地輸納京師及京畿的財賦。一方面，
南宋承襲了北宋的制度，將州軍運輸臨安、戶部負責出納的錢物稱為上供錢物；另一方面，又根據上供正賦條目向地
方徵收錢物。
30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四。
31
包偉民：《傳統國家與社會 960-1279》（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43。

49

總制錢
68，309 貫
無額錢
1，758 貫
添收頭子錢
6，160 貫
增收勘合錢
925 貫
州用一半牙契錢
2，897 貫
買銀收回頭子錢
3，049 貫
糴本錢
90，000 貫
坊場正名錢
15，000 貫
七分寬剩錢
13，342 貫
坊場五分淨利錢
1，587 貫
減下人吏顧錢
942 貫
在京官員顧錢
100 貫
官戶不減半役錢
1，376 貫
實花紗錢
177 貫
降本錢
14，000 貫
七分酒息錢
8，596 貫
外任官供給錢
320 貫
僧道免丁錢
6，623 貫
代發平海軍銀子
1，000 兩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卷第十六（台州叢書本），頁 546。

南宋土地稅貨幣化方式是政府不斷增加各種名目的附加稅，又以夏稅名目
加以整合而基本貨幣化。看上供項中的「夏稅、和買內起發」類目：

表十三 （嘉定）《赤城志》夏稅、和買內起發
項目
綢
絹
綿
折絹錢

折帛錢

上供錢

內容
2,535 匹。以諸縣第一等戶資錢、家活錢起納，夏稅和買內科折起發，納左藏庫。
11,112 匹。以諸縣第二等、第三等戶資錢、家活錢起納，夏稅和買內起發，上
件，納左藏庫，余絹樁支本州官兵衣賜等用。
28,914 兩。以諸縣第一等戶資錢科折納左藏庫。
11,434 匹，為錢 45,736 貫。以諸縣第四止末等戶資錢起納，夏稅等錢內起發舊
例，全發本色。嘉定十三年正月，准轉運司備准都省劄子，據戶部申，竊見左
藏庫歲幣之絹，停積已久，恐致陳腐，欲權將一年折納一半價錢，每匹折官會
四貫文。是年，本州起發一半絹錢，計上件自後每年准戶部牒，照嘉定十三年
例起發，納左藏庫。
226,998 貫。以諸縣第一止第四等，戶資錢起納，夏稅和買，內科折一半起發，
祖額 242,239 貫，除積年減豁及開禧元年奉御筆永除人戶身丁計減錢 15,241 貫
外，今計上件納。
7,067 貫。以諸縣二稅等錢起發，半錢收買銀子，半會納左藏庫。
資料來源：（嘉定）《赤城志》卷十六（台州叢書本）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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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實行「以家業錢和產錢的評定和紐算為計算基礎、以一縣為單位的複
雜靈活的兩稅課徵體系」。32在上供項中，綢、絹、折絹錢、綿、折帛錢33等以
各等人戶的「戶資錢、家活錢起納，夏稅和買內起發」，分列於夏稅項目之下。
宋人言：「夏秋二稅輸官之物，皆上供合起之數，謂之常賦」34。可見兩稅與上
供各項目直接相關。而在上供類目之中，貨幣稅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如上表十
二中折絹錢、折帛錢、上供錢相加高達 279,801 余貫，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促
使台州的百姓參與到貨幣化的市場運作之中，以達到兩稅的繳納要求。
以上述台州上供項目中貨幣化數量最多的折帛錢為例，其主要是依據家業
錢和產錢所紐算的戶等進行徵納,（萬曆）《黃岩縣誌》載：
宋和預買，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
至夏秋,令輸綢絹於官，謂之和預買，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
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直以和買額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
謂之上供。以諸縣第一等戶輸綢，第二第三等戶輸絹，皆於起納夏稅和買，
內科折起發，納左蔵庫。35
可知折帛錢自和買演變而來，和買也被稱為和預買，宋太宗時，中央決定
提前付錢給貧困的人戶，預買綢絹，要求民戶在上交兩稅田賦時一並交納綢絹。
宋仁宗時，改為三分給錢，七分給鹽，到崇寧三年（1104）,因鈔法變更,和買
變為田賦夏稅附加稅，被列入上供之中。建炎三年（1129），因戰事吃緊，兩
浙轉運使王琮上書：

32

劉光臨：<嶺南州府宋元明之際兩稅徵收的比較研究——以連州, 廣州, 潮州, 惠州為例>,《北大史學》（2012 年
第十七卷）,頁 74。
33
王曾瑜在其《錙銖編》<宋朝的和買與折帛錢〉一文中研究認為，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時期，民戶可以提前向官府借
錢，等到蠶熟時用絹帛代為償還。後來上繳絹帛成了一種新的稅種,會有一部分絹帛折錢讓百姓上繳，即「折帛錢」。
南宋時期，各地的和買往往根據戶等的差別收取。
34
《宋會要》食貨七○。
35
（萬曆）《黃岩縣誌》（明萬曆刻本），卷三，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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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乞將本路逐州今年合發上供和買夏稅綢絹,共計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
百四匹，令人戶每匹折納價錢二貫文足，計三百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八貫一百
一十文省。未承回降指揮。緣上件價錢委是酌中，難以增減，今來和買夏稅
物帛，起催條限逼近，若前期行下州縣即可如期，便得見錢，仰助國用。

36

即要求兩浙路將上供的和買夏稅綢絹 1,177,804 匹，折算為錢，每匹折錢
2 貫，共計 3,059,228 貫 110 文，令民戶繳納，隨田賦繳交，被朝廷稱為「折
帛錢」，以助國用。
紹興元年（1131）正月二十日，戶部侍郎孟庚上奏：
乞將紹興元年兩浙合發夏稅和買綢絹，除減免並進奉外，綢絹本色共一
百六萬四千五十匹，並一半依例折納價錢，每匹兩貫文足。37
可見在紹興元年（1131），戶部侍郎孟庚請求朝廷根據夏稅、和買一半折
錢的比例，收納折帛錢。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南宋東南各路不同時期將和買
綢絹由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進行折帛的比例並不相同，由（嘉定）《赤城志》
所記載「折帛錢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二十八文。以諸縣第一止第四等，
戶資錢起納，夏稅和買內科折一半起發」38可知嘉定十三年（1220）台州的折帛
錢，將兩稅中夏稅、和買綢絹折錢一半輸納，成為台州的定額貨幣稅種之一。
作為浙東學派代表人物的葉適對溫台地方影響至深，他批評折帛錢擾民滋
甚：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
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踴,至十余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
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

36
37
38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三八。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三八。
（嘉定）《赤城志》卷十六（台州叢書本）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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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
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39
從文中葉適的批評中，可知折帛實行之初，是因為戰事興起，朝廷面臨金
錢匱乏的困擾，加之絹的價格又上漲到了十余千，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創立了
折帛錢的名目，命令百姓繳納貨幣化的折帛錢而代替實物絹。其後絹價物價下
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但百姓仍然要依據其「浮財物力」 按比例交納折帛錢，
其所納的折帛錢就相當於三倍本色的稅, 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所以
對於折帛錢的徵收，葉適認為加劇了百姓負擔，進行了強烈的批評，但通過折
帛錢的徵收，也從側面證實了折帛錢實際上來自於因戰事引起的朝廷巨大的貨
幣需求，朝廷不斷進行財政制度的調整與變革，從台州的情況來看，嘉定年間，
台州上交的折帛錢數額高達 226,998 貫40，成為朝廷一筆數額龐大的貨幣化收
入。
除卻以上所論述「夏稅、和買內起發」的折帛錢成為了台州重要的貨幣化
收入之外，經總制錢是南宋朝廷向州縣收取的貨幣收入之窠名匯總，其設立將
地方余利收為中央所有，「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増徵商之羨余，減出
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41，成為台州另外重要的貨幣收入來源。
經總制錢「其法斂之於細，聚之則多，而實不害於民。如添酒、賣糟錢，出於
人之自然，即非抑配；官吏俸錢，除頭子錢，百分取一；印契錢，出於兼並之
家，無傷於下戶。」42其徵收是南宋政府通過設立不同窠名，積少成多，增加政

39
40
41
42

（宋）葉適：《水心集》（中華書局，1961年），卷四，<奏議>, 頁65。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十六，頁 546。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2011 年），卷十九,<徵榷考六>。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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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貨幣收入而解決戰爭軍費問題，又不加重下戶負擔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朝
廷決策用兵，財用為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43
在（嘉定）《赤城志》「上供」項中，經總制錢項總計 156,054 余貫：
經總制錢一十五萬六千五十四貫三百四十四文。以本州與諸縣酒稅及二
稅分撥頭合併牙契等錢起發，下項窠名，祖額二十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一百
七十六文。乾道四年，沈運使口行部住催諸縣二稅畸零，計無收經總制錢九
千七百八十二貫四百五十二文，淳熙六年，轉運司奉旨住罷臨海章安稅場，
計無收經總制錢二百貫六百五十八文。九年，朱提舉熹行部，將人戶身丁稅
絹照建炎三年指揮減半，計無收經總制錢五千二百六十七貫八百七十三文。
十六年，顏尚書度奏言經總制錢立額太重，乞減錢二萬貫文，並開禧元年御
筆永除人戶身丁，計無收經總制錢一萬四千九百三十貫八百四十九文，通減
放錢五萬一百八十一貫八百三十二文外，實發上件內一萬九千五百貫文，全
會撥充，降本錢納豐儲倉和糴場，其余一十三萬六千五十四貫三百四十四文，
銀會中半，納左藏庫。44
由上可知，經總制錢不是一項專門的稅收，而是地方稅收上繳中央一系列
項目的合稱，台州府城和諸縣的經總制錢祖額有 206,236 貫 176 文，包含二稅
的附加稅、田產交易的牙稅和酒稅等各項。從乾道年間至嘉定年間經總制錢呈
現減少趨勢，總量從祖額 206,236 貫 176 文減少到嘉定年間的 156,054 貫 344
文，兩者之差就是減少的數目，「計無收經總制錢一萬四千九百三十貫八百四
十九文，通減放錢五萬一百八十一貫八百三十二文」，這也驗證了具體減少的
數目。

43
44

《毘陵集》（武英殿聚珍本），卷六，<上殿論三奉使札子>,頁 125。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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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總制錢呈現減少趨勢的原因，是由於台州經總制錢數額伴隨著南宋
戰事的緩和而相應產生變化，如（嘉定）《赤城志》載，乾道四年（1168）經
總制錢減少 9,782 余貫。淳熙六年（1179）減少 200 余貫。淳熙九年（1182），
朱熹任職浙東提舉，上書宋孝宗建議將人戶身丁稅絹減半徵收，經總制錢再一
次減少 5,267 貫。45
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登極，宣佈修改各路州軍的經總制錢定額，
以寬民力：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諸路州軍合發經、總制錢，
紹興三十年曾降指揮，酌中立額，當時戶部不體德意，卻用十年最
多之數，是致州縣艱於趁辦。臣僚頻有論奏，兼兩浙、江東、西、
湖 南 路 月 樁 錢 及 糴 降 本 錢 亦 有 敷 額 太 重 去 處 ，可 令 台 諫 、侍 從 同 戶
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庶寬民力。」既而吏部尚書
顏 師 魯 等 奏 ：「 照 得 近 來 間 有 州 軍 乞 減 錢 數 ， 與 戶 部 所 減 之 數 並 合
不同。竊慮未至盡實，乞下諸路提刑、轉運司，仰取見詣實數目供
申 戶 部 ， 以 憑 減 豁 。 」 46
繼而尚書顏度又奏言台州經總制錢立額太重，減少了台州經總制錢定額
20,000 貫。47
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御筆永除人戶身丁」，經總制錢又減少 14,930
貫 849 文：
開禧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睠茲二淛，
實拱行都，尤當優恤，以厚根本。況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程其賦租之余，

45
46
4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卷第十七，<奏台州免納丁絹狀>，頁 1263。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四。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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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非不知國用所
系，儲積宜豐，顧寧損於縣官，以少紓於民力。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其兩
浙路身丁錢、絹，可自開禧二年並與除放。」

48

經由乾道四年（1168）、淳熙六年（1179）、淳熙九年（1182）、淳熙十
六年（1189）、開禧元年（1205）的經總制錢歲額變動，台州府經總制錢由祖
額 206,236 貫 176 文變為嘉定年間實收的 156,054 貫 344 文。其中除了 19,500
貫用於置於豐儲倉和糴場用於備荒外，其余的經總制錢全部以銀會中半的形式
上交中央左藏庫，共 136,054 貫 344 文。49儘管經總制錢的數額變動不一，但一
直是政府固定的貨幣化稅收項目:
經總制錢一十五萬六千五十四貫三百四十四文。以本州與諸縣酒稅及二
稅分撥頭合併牙契等錢起發，下項窠名，祖額二十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一百
七十六文…實發上件內一萬九千五百貫文，全會撥充，降本錢納豐儲倉和糴
場，其余一十三萬六千五十四貫三百四十四文，銀會中半，納左藏庫。50
綜上所述（嘉定）《赤城志》中所載「上供」即是指從台州向南宋政府交
納的財賦。另外（嘉定）《赤城志》記載有 「起發轉運司」 「起發提刑司」、
「起發提舉司」、「起發坑冶司」、「起發建寧府」等類目，因所佔比例不大，
不是上供朝廷的主要類目，故不一一列出。
台州的「州縣輸朝廷」的上供過程體現了朝廷對於貨幣的巨大需求，嘉定
間陳耆卿上書宋寧宗表明瞭其對上供錢貨幣化的問題的看法：

48
49
50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六六。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頁 542。
（嘉定）《赤城志》（台州叢書本），卷第十六，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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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竊惟今日科斂之法，大概極矣。而極之中又有輕重焉。夫粟帛者，民
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正錢之外，
有頭錢，有代鈔發納錢，有綱腳暗腳等錢。51
陳耆卿指出，在貨幣化過程中，人戶本應交納粟與帛，然而政府卻讓他們
折納現錢。百姓需繳交的賦稅除了正稅以外，還要繳納眾多的雜稅名目。可見，
台州貨幣化的過程，是伴隨著政府要求百姓折價輸錢並且不斷增加各種名目的
貨幣稅而進行的，其目的是不斷增加政府收入。從台州的例子看，中央政府對
於貨幣的巨大需求體現在了其地方財政政策上，如陳耆卿所言，台、信、建昌、
邵武四府，需繳上供白銀 15,600 兩之多：「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
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52儘管貨幣化的過程給百姓增加了負擔，但強制性
徵收貨幣稅的政策保證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使得百姓參與到市場化的運行當
中。針對南宋朝廷總體財政收入，淳熙間葉適做了充分的考察，其言：「今天
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錢以千五百萬矣，
上供、和買、折帛以千余萬矣。」53從國家財政角度看，宋朝政府對於貨幣的巨
大需求可視為國家財政的擴張，如以貫伯等貨幣化指數來評定一地農戶內部的
財產差別和納稅負擔的課稅基準的確立、兩稅貨幣化折變的施行、貨幣化的上
供形式的形成等都體現了國家貨幣經濟的發展。

第二節 去貨幣化的趨向：元代台州財政
一、

51
52
53

以秋糧為中心的課稅基準

《篔窗集》（大典篔窗集本），卷四，<代上請乞輸錢札子>。
《篔窗集》（大典篔窗集本），卷四，<代上請乞輸錢札子>。
（宋）葉適，《水心集》（中華書局，1961 年），<實謀>，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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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鼎格之際，南方動蕩不定，宋朝官兵士紳的抵抗和元軍的進攻對經濟
都有破壞，元朝建立以後，財政結構也多有改變，元朝徵稅雖然沿用了宋朝兩
稅制的新名稱，但並未繼承南宋的夏稅制度的徵收方法，而是按照秋糧比例計
算夏稅，是所謂江南夏稅。夏稅稅額以各地秋糧為中心，依據比例徵收鈔或者
實物。和原來的南宋夏稅徵稅方法相比，元代推行的夏稅徵稅方法主要以秋糧
為準則，不再對應農戶多樣化的收入來源進行家業錢紐算，宋代各種夏稅附加
稅名目如折帛錢也消失不見，這也開啓了以秋糧為中心的去貨幣化的兩稅體制
的確立，可見相較於宋代，元代台州的課稅基礎已然改變。以《仙居志》所載
元至大間台州府仙居縣賦稅數據為例：
夏稅共中統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兩五錢
秋米七千六百七十六石九斗四升三合54
由上可知仙居縣元至大間的秋糧為 7，676 石，夏稅中統鈔為 186 余錠，折
合 9，330 貫中統鈔，夏稅與秋糧比例為糧 1 石對應 1.2 貫中統鈔，即一貫二百
文中統鈔。結合「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
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
是已。輸二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
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55的稅收原則，台州仙居縣的輸糧、鈔比例大致
與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的情況相符合。
元代台州地區以秋糧為中心的去貨幣化的兩稅體制的確立，意味著宋代以
夏稅為中心的、以產錢或家業錢紐算兩稅的實踐已經中斷。

54
55

（光緒）《仙居志》（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頁 230。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三,志第四十二,<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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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貨幣化比例的下降：兩稅與雜賦

考察台州地方政府向朝廷繳納的賦稅，（弘治）《赤城新志》中元代部分
並無如同宋代（嘉定）《赤城志》一樣立「上供」名目記載地方政府向朝廷繳
納的總體財賦，而是將台州賦稅分「兩稅」、「雜賦」而列之，首先看（弘治）
《赤城新志》載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台州兩稅收入56：
夏稅中統鈔二千九伯九十一錠一十九兩二錢一分三釐
秋糧七萬三百四十石九斗一升八合
正米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石五斗七升五合
耗米四千二百一十二石五斗七升五合
從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元代在台州徵稅時夏稅徵收中統鈔，夏稅數目為
2，991 余錠，秋糧徵收實物米 70，340 石，包含正米 66，112 石，耗米 4，212
石57，其中夏稅折合 149，569 貫，根據浙江沿海地區的米價計算，一般 10 貫中
統鈔可以購買 1 石米，飢饉之時價格上升至 30 貫以上。58再據日本學者杉村勇
研究所得，元代中期浙東 1 石米的價格約為中統鈔 20 貫，故而按照 10-20 貫的
比例計算，149，569 貫中統鈔大約可以購買 7，478-14，957 石糧食。這相當
於實物稅收所徵收的秋糧米 70，340 石的 10%-21%。可知台州貨幣化稅收夏稅
相對於實物稅收所佔比例遠遠低於實物稅收秋糧。
以上是台州府一層面的數據，再看縣一層面的仙居縣賦稅數據59：
夏稅共中統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兩五錢
秋米七千六百七十六石九斗四升三合
56

（弘治）《赤城新志》並沒有載明本稅收徵收的時間，但同時期調查了田土、戶口的情況：元本路田地山二萬九千
一十五頃七十一畝五分七釐一毫，田二萬六千三百四十二頃九十二畝七分五釐五毫，地六百五頃二十畝八分五釐四毫，
山二千六十七頃五十七畝九分六釐二毫本路總計南北諸色戶一十九萬九千九百七十四，單身五百七十六，錄事司南人
戶計三千四百七十又單身五百二十。據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258 可知，元代在南方台州地區
少有的全面的戶口調査發生於至元二十七年，故可知此條數據來源為至元二十七年數據。
57
正米是徵收秋糧時正項之原數，耗米是為了彌補損耗為名額外加徵的部分。
58
李春園：《元代的物價和稅收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頁 32。
59
（光緒）《仙居志》（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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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大間仙居縣的夏稅中統鈔為 186 錠，折合 9，330 貫中統鈔，按照上述
浙東地區 10-20 貫可以購買 1 石米的比例計算，9，330 貫中統鈔在至大年間大
約可以購買 467-933 石糧食。這相當於實物稅收所徵收的秋糧米 7，676 石的
6%-12%。可知仙居縣的貨幣化稅收夏稅所佔總稅收比例相較於秋糧來講微不足
道。
再看黃岩至大四年（1311）兩稅60：
夏稅中統鈔一千四百八十六錠二十四兩七錢四分六釐
秋糧米三萬六千九百九十六石五斗八升一合
從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元代在黃岩縣徵稅時徵收中統鈔，夏稅數目為 1，
486 錠，秋糧徵收食物米 36，996 石，其中，夏稅折合 74，324 貫，74，324 貫
中統鈔在至大年間大約可以購買 3，716-7，432 石糧食。這相當於實物稅收所
徵收的秋糧米 70，340 石的 10%-20%。可知台州府黃岩縣的貨幣化稅收夏稅比
例依然遠遠低於實物稅收秋糧。
由以上台州府和縣的數據可知，元代台州的財稅收入中貨幣化稅種的比例
相較於宋代呈現了明顯的下降，由兩稅徵收的方式看，元代台州資料中並未如
同南宋一樣對台州地區戶等、田地等級等詳加說明，也並未如南宋一般通過家
業錢紐算的方式進行夏稅徵收，貨幣化稅種甚為單一，而以徵收實物的秋糧為
主要，貨幣化稅收比例遠遠低於實物稅收。這是與南宋的巨大差別，顯示出政
府對於不同貨幣化稅種的需求並不高，元代以實物為中心的稅收徵納方式起到
了承先啓後的過渡作用，醖釀了宋明制度的根本分歧。
同時，與宋代對多種貨幣化稅種的巨大需求不同，元代台州雜賦項增加「柑
子二萬三千顆,沙魚皮一百六十七張,魚鰾一百四十斤,狢皮一千一百二十四張」

60

（光緒）《黃岩縣誌》（清光緒三年刊本），卷五，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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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實物稅種，南宋時和買折帛這一南宋時典型的貨幣稅也在元朝時亦轉變為

實物稅，對物支直，並無定價「和買，宋太史景濂浦陽圖經雲，元時和買無定
價，但欲買時，對物支直，民便之。」62元代的賦稅項相比於南宋，呈現了顯著
的去貨幣化趨勢。
可見，就稅種稅制和貨幣化程度而言，南宋時期台州土地稅演變趨勢是在
兩稅之外發展出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最後又以夏稅名目加以整合而基本貨幣化，
而元代台州夏、秋兩稅徵收則是以秋糧為中心，不再以產錢為樞紐用累進稅制
的方式徵收賦稅,百姓不再負擔如宋代一樣各種名目的貨幣化稅目，大部分只需
繳納名目簡明的實物，中央的財稅收入中貨幣化稅中的比例相較於宋代也呈現
了明顯的下降，可以說是一個貨幣賦稅負擔減輕的時代,元代賦稅數額的低落與
元代軍事動員有游收部落兵員之利而對貨幣的需求不高的因素有關,呈現了一
種去貨幣化的趨勢。

61
62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58。
（嘉靖）《太平縣誌》（明嘉靖刻本）卷八,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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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代台州的財政稅收
第一節、明初台州里甲制度：財賦、勞役的去貨幣化

元代以實物為中心的課稅方式的推行為明初朱元璋推行反市場的經濟政策
提供了鋪墊與便利，明朝建立以後，不僅繼承了元朝的做法，徹底割斷和市場
的聯繫,實行實物佔主體的兩稅結構，並且在加大了秋糧的數量，實物財政體制
得以在制度上建立起來。不同於宋代貨幣化的兩稅體系，貨幣在明初的稅物中
基本消失，而且其敷配方法和稅率也重新制定，依據產錢和家業錢紐算的方法
已經無影無蹤，輸納稅糧也成為農戶自身的責任，上述這些改變是以勞役制度
的全面復興為基礎的。
台州明代志書（弘治）《赤城新志》保存了明代十四、十五世紀（台州財
政地方財政結構和稅收形式的變化，其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台州稅收：

表十四 洪武二十四年（1391）台州稅收
名目
夏稅

項目
夏稅麥 30，672 石
豆3石
鈔 4，643 錠
秋糧
秋糧米 140，237 石
鈔 584 錠
資料來源：（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7。

從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台州的賦稅構成來看，夏稅麥 30，672 石，
秋糧米 140，237 石，夏稅項由實物夏稅麥代替，秋糧米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其他
稅種和夏稅麥所徵收的數量。
那麼，和同樣以實物徵收為主體的元代相比，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
台州的稅收負擔大概處於什麼水平呢？(弘治)《赤城新志》記載元代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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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台州元代稅收
名目
夏稅
秋糧

項目
中統鈔 2,991 錠
糧 70，340 石
正米 66，112 石
耗米 4，212 石
資料來源：（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4。

洪武二十四年（1391）秋糧米 140，237 石，元代秋糧為 70，340 石，洪武
二十四年（1391）的秋糧增長了一倍之多。再結合前述台州人口數量在元明時
期基本穩定，將近 20 萬戶的結論，明初百姓巨大的人均實物賦稅負擔可想而知。
明初台州實物重賦既是事實，那麼，重賦的來源為何？徵稅標準為何？明
初統治者又是採用何種手段得以實現其「重賦」的目的呢？ 明初田賦徵收隨著
里甲制的逐漸完善而逐漸定型，並且通過科則的改變、官田的增加和徵稅類目
的調整，而實現其「重賦」的目的。《明史》載明初土田之制：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
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鵒需苜蓿地，
牲地，園陵墳地，公佔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
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余為民田。
1

可見，所謂官田，即指所有權歸於官府的田地，是與民田相對而言的一個
概念。對於台州地區的「官田」，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元代遺留下來的舊
有田，朝廷從中收取高額地租，以滿足其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是朱元璋在從元
代方國珍手中籍沒之田2、戰亂後無主的土地、充官的田地和廢棄的田地等。如
台州臨海縣洪武年間統計有舊有田 31，269 畝，廢寺田 6，318 畝，沒官田 17，
1

《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貨一>。

2

浙東地區因被方國珍盤據也被朱元璋視為匪區，寧波、台州和溫州三府因受政治牽連和誣陷而被強制遷徙外地，其
名下土地也必然被納入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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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畝，方氏田 2，555 畝3等，皆屬明代官田之類，可見，在元代舊有田 31，
269 畝的基礎之上，官田項又增加了廢寺田、沒官田、方氏田等項。官田數量
的增加，成為了明初台州府賦稅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台州府官民田總數，
（嘉靖）《浙江通志》記台州府官田有 2,456 余頃，民田 23,291 余頃：
台州府戶一萬一百六十□口二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官田二千四百五十六
頃八十九畝二分有奇，地四百八十八頃九十一畝六分有奇，山四百九十六頃
九十五畝二分有奇，塘三十二頃五十畝有奇，湖一頃三十八畝有奇，河九畝
六分六釐潭五畝，民田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九分有奇，地六千九
百八十七頃七十一畝八分有奇，山七千三百一十頃一十一畝有奇，塘三百三
十八頃八畝有奇，池一十一畝九分。4
明初徵稅的一般稅率，則是以糧食的徵收為中心，或者是米，或者是麥，
並且依據官民田而劃分不同標準，稅糧的基本計量單位以「石」表示，官田每
畝徵收 0.0535 石，民田每畝徵收 0.0335 石5,當然這只是確定稅率科則的指導
方針，對於南方地區來講，產量較高的田地實際上有較高的稅率，每個縣在稅
畝折算後還要按照不同等第的田土區分不同的稅率。6 但無論如何，官田稅率
遠遠高於民田稅率。
除了官田的增加之外，實物稅收類目「夏稅麥」的增加也成為了明初台州
實物重賦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從稅種的角度看，明代初年台州的兩稅徵繳與
評定依據地力而定，「夏稅」以收取實物夏稅麥為主要，徵繳不超過農歷八月，
「秋糧」以收取實物秋糧米為主要，徵繳不超過農歷二月。如洪武二十四年
（1391）台州仙居縣兩稅構成為「夏稅麥五千四百四十八石二升六勺九撮、秋

3
4
5
6

（康熙）《臨海縣誌》（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卷三，頁 227。
（嘉靖）《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卷十七，頁 940。
《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貨二>。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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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米八千六百三十七石六斗四升五合 、稅鈔賃鈔五百六十錠一貫九十七文」7其
中稅鈔賃鈔因數額微小，並不是稅收的主體部分。
以上部分討論了明初台州的徵稅基準，明代政府里甲制度的確立，則進一
步從制度上保證了徵稅過程的實現。
《明太祖實錄》記載糧長初設時言：
洪武四年九月丁醜，上以郡縣吏每遇徵收賦稅，輒侵漁於民，乃命戶部
令有司料民土田，以萬石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
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優漁之患矣」8。
可見，「糧長」的設置，其主要目的是「督其鄉之賦稅」，糧長名額的設
定，來源於各個縣的里甲。里甲是明代控制人口、編髮賦稅繇役和社會治理的
基層行政組織，其主要功能就是承應官府分配給一里的賦稅和勞役，催辦田糧、
點差繇役。(嘉靖)《太平縣誌》記載洪武間太平縣里甲設置：
以一百十戶編為一圖，選其丁糧多者為里長，其余皆為甲首，十年而輪
役一次，專以催辦錢糧，追攝公事，本縣坊長六名，里長六十名，又有糧長
以徵收二稅，本縣糧長五十五名，是皆所謂正役也。9
對於台州太平縣來講，具體設置是以一百一十戶變為一圖，每里、每圖設
里長一名（在城則稱坊長），共坊長 6 名，里長 60 名，並設置糧長 55 名，徵
收兩稅，糧長的第一任務是負責徵收糧食稅。具體做法則是「里甲催徵，糧戶
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10。《大誥續編》中《議讓納糧第七十八》載：

7

（萬曆）《仙居縣誌》（民國二十四年刻本），卷三，頁 33。
《明太祖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六十八，頁 1511。
9
（嘉靖）《太平縣誌》（明嘉靖刻本），卷三，頁 175。
10
《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貨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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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糧之時，其納戶人等糧少者，或百戶、或十戶，或三五戶，自備盤纏，
水覓船隻，旱覓車輛，於中議讓幾人總領，根隨糧長赴合該倉分交納，就鄉
里加三起程，其糧長不許起立諸等名色，索要錢物。

11

可見，在稅糧運輸的過程中，糧戶需準備盤纏，公推「總領」跟隨糧長完
成稅糧交納。這樣，在里甲制度的框架之內，兩稅的徵收得以實現。在以實物
經濟和人身控制為根本的社會構成下，里甲中的編戶直接供給了明代國家運作
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大明一統志》載台州府里甲分布：
表十六 明代台州府各縣里甲分布
分縣

一統志圖
（里甲）
臨海縣
188 里
黃岩縣
156 里
天台縣
42 里
仙居縣
95 里
寧海縣
113 里
資料來源：《大明一統志》卷四十七。

明代地方財政體系實際上是以勞役為核心、以里甲為基礎的，有身則有役，
有田則有賦，所以欲全面評估明代台州政府財政運作，就必須納入對里甲制度
的考慮。明初對賦稅的徵收隨著里甲制的逐漸推行而逐漸實現。里甲制度下的
田賦徵收將實物攤派到土地之中，形成了以實物為中心而去貨幣化的賦稅徵收
准則。與宋代以家業錢和產錢的評定和紐算為計算基礎、以一縣為單位的綜合
考慮納稅人的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的兩稅課徵體系相比，在明朝初期，田賦徵
收實質上是與基於人身從屬關係的一項義務，田賦的實際負擔由繳納的實物本
身以及完成繳納任務的人力組成，百姓要繳納規定的實物賦稅，還要負責田賦
的徵收和運送，本質上是一種差役，這種特徵體現在了里甲制度之中。

11

《大誥續編》（內府刊本），<議讓納糧第七十八>，頁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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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台州的實物財政體系之中，除正項田賦以外，包括宮廷和政府需要
的大量的生產、生活物資，即上供物料，其也主要由里甲內的人戶來完成，由
地方政府徵收解運中央，這些物品都有定額，一年一供，方志之中稱之為「歲
辦」，如（弘治）《赤城新志》載台州洪武間歲辦項目包含地方物產（魚、茶
芽、蜂蜜、黃蠟）、段匹（紵絲、荒絲）、顏料（黃丹、青靛、黃梔、槐花等）、
熂味（烏藥、骨碎補、白術、台芎）、皮革（軟皮、毛皮）、紙張（歷日紙）
等12：

表十七 洪武間台州歲辦
名稱
魚

具體項目
石首魚 鯔魚 鰻魚 鯇魚 黃鰿魚 龍頭魚 □魚
海魚 銀魚 鰕米 泥螺 水母線 螟乾 白蟹
蚶

茶芽
蜂蜜
黃蠟
叚疋

正額花素紵絲 236 匹
閏月花素紵絲 20 匹
荒絲 703 斤
顏料
黃丹 40 斤
青靛 947 斤
黃梔 10 斤
槐花 42 斤
莙 72 斤
□胰 40 斤
□柴 1，064 斤
熂味
烏藥 330 斤
骨碎補 10 斤
白術 200 斤
台芎 300 斤
皮張
白硝軟皮 1，000 張
雜色毛皮 1，680 張
翎毛 279，310 根
弓 2，000 張
弦 1，000 條
箭 1，8180 枝
歷日紙
黃紙 19，000 張
白紙 160，000 張
資料來源：（弘治）《赤城新志》卷五（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頁 163。

12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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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辦」之外，另外還有幾年一繳納、數量不固定的「雜辦」，以及從地
方留存中扣除的「坐辦」等，在地方誌之中歲辦、雜辦、坐辦等名色雖略有不
同，但都作為實物形式的上供在里甲里完納，並且廣泛存在。13這與（嘉定）《赤
城志》所載台州南宋間多種貨幣化的上供形式相比已經徹底的改變。
同時，與宋代台州依據家業錢的物力高下而分配役錢、政府雇人的方法不
同14，明朝服役是一種普遍責任，由里甲負擔的各種義務不僅僅包含一般的勞役，
也包括物資的供納和管理,是一種基本的賦役方式。為了明確繇役的類別，在明
朝初期，戶役被劃分成軍、民、匠、灶等戶籍，直接供應賦役，並且世代傳承，
強制性的人身服役成為基層政府各部門人員的主要來源，農民不能自由遷徙，
而是被束縛在固定的土地上，形成無數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單位，伴隨了一種
明顯的去貨幣化趨勢，對於作為洪武實物財政核心的役法運作來講，因里甲是
其國家財政收入的基礎， 「催辦錢糧、追攝公事」屬於正役，正役以外的雜泛
差役，被稱作均徭。15如台州府太平縣：

其役過里長僅五年，復充均徭之役，則有皂隸、獄卒、禁子、門子、庫
子、馬夫皆服役府若縣，民兵隸之縣，弓兵隸廵檢司，皆以逐捕盜賊，譏察
非常，廵攔專司商稅，鋪司兵專司傳命，膳夫齋夫隸儒學，館夫隸驛捨，供

13

梁方仲認為里甲三辦中第一種類為「歲辦」，也叫做「額辦」，每年有實物定額，包括宮廷和政府需要的大量的生
產、生活物資。第二種類，叫做「坐辦」，是額外的徵派。第三種類，叫做「雜辦」，也屬於不定時的徵派。 詳見梁
方仲:<一條鞭法>，《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 年），頁 37。
14
朱元璋所推行的里甲勞役制度，與宋代的基層制度並無關聯，由於市場經濟發展，宋代的公共事務有稅收預算收入
作為支撐，所以勞役制在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潰之後，就已經不屬於宋代賦稅制度的主要內容，特別是王安石變法之
後，職役的性質大大改變，如萬曆《黃岩縣誌》載台州黃岩在實行義役法後役錢的徵收，依據家業錢的物力高下而分
配「以物力高下為應役之歲月，次第排定，周而復始」，差役變為雇役，由民輸錢而政府雇人：義役法，淳熙中，朱
文公行部，邑士童蒙正諸葛蒸碩請使民自結義役，文公奏行之鄉都亦間有不能承命者，嘉定初，令陳汶至始勸人一以
義役從事，隨都分闊狹役戶多寡，以物力高下為應役之歳月，次第排定，周而復始，仍俾役戶新立契約，均出田畝，
都置役首，以統其綱錢谷出入動有繩墨掌以主事，儲以義莊有代役，以供鄉落之走趨有有逓帖以應有司之期限，於是
義役之法遂徧邑境，鼠尾舊式屏去不用雲。另《台州金石錄》記：「嘉定中始立義役其法，眾均出田助役，戶輸充照，
都分之管田多少，多者多出，少者少出，親立契約與役戶俾之管田收租代役，下戶無田者亦令出錢，或令出錢，買田
付役戶。」（《台州金石錄》卷十一，頁32。）
15

（嘉靖）《太平縣誌》，卷三，<食貨志・役法・國朝>：「役過里甲又充均徭之役，謂之雜役。本縣均徭有銀差、
力差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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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膳芻牧，閘夫掌諸閘開閉蓄洩，渡夫掌諸渡過旅往來，京解大戶常轉解官
物過京，水手掌駕使客船支，是皆所謂雜役也。16

可見，太平縣雜泛差役多種多樣，大致可分為：負責衙門事務和治安管理
的皂隸、獄卒、禁子、門子、庫子、馬夫、民兵、弓兵，負責賦稅徵收和巡視
稽查的巡欄，負責驛站管理的鋪司兵,負責勤雜事務的膳夫、齋夫、館夫，負責
興修水利的閘夫，負責交通送遞的渡夫、水手等。其徵發方法大致以黃冊所載
人戶分為上中下三戶等，由見年里長負責徵調。
明初無論是田賦、上供物料還是繇役徵發都與里甲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實行「實物——繇役」 以為基礎的財政體系，貨幣所佔份額非常有限，這是分
析明代財政制度的邏輯起點。差徭的徵發分配了勞動力的職業角色，物資的徵
收使得地方的產品代作實物稅收上交卻沒有投放市場，梁方仲將此稱為「畫地
為牢」的封建秩序，實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去貨幣化」政策在明初
得以在財稅、勞役等領域全面推行。

里甲制度在運行的最初可以說是有效的，但天長日久，戶口增減，隨著明
初幾位政策強有力的君主去世，15 世紀中葉以後，政府職責日趨複雜，役的負
擔日趨沈重，同經濟的變化日益相左，里甲機器越來越運轉不靈。17（弘治）《赤
城新志》載弘治六年（1493）間台州兩稅：

表十八 弘治六年（1493）台州兩稅
名目
夏稅
秋糧

16
17

項目
麥 31，483 石
鈔 5，019 錠
米 126，065 石
鈔 1，560 錠

（嘉靖）《太平縣誌》（明嘉靖刻本），卷五，頁 232。
何炳棣，葛劍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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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食鹽米 6，245 石
鈔 17，712 錠
資料來源：（弘治）《赤城新志》卷五（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頁 150。

比較洪武二十四年（1391）和弘治六年（1493）的稅收情況，洪武二十四
年（1391）實物總稅收達 170，909 石，總戶數為 197，468 戶，弘治六年（1493）
實物稅收達 157，548 石，總戶數卻下降為 72，685 戶18，戶口登記數目的不準
確導致弘治年間的實物賦稅負擔轉嫁到了在冊民戶身上，每戶平均稅收負擔比
洪武年間增加了近三倍。

第二節、明中後期台州一條鞭法的推進：財賦、勞役的再貨幣化
一、銀納化與定額化：均平法、均徭法的交替發展

里甲運行架構以人身控制為本，但人戶、丁產變動不一，不能夠適合社會
經濟的複雜和變動，種種漏洞便逐漸顯著起來，有關賦稅、勞役攤派時產生種
種爭論和不公，以致效率低下，而政府對於白銀貨幣的需求又持續加大，均平
法、均徭法改革逐漸應運而生。
在明朝初期的浙江地區，「上供」指地方政府在里甲里完納的、上繳朝廷
的實物，隨著對物料的需求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受到了巨大的財政壓力，「供
辦不均」的矛盾日益凸顯，將原本的實物上供物料出銀徵辦以滿足政府白銀需
求的趨勢逐漸產生，取代了明初由里甲值日供辦的做法。（弘治）《赤城新志》
載台州「憤其弊者」將上供物料由里甲徵發轉變為「丁田之制」：

里長臨海一百五十里,黃岩八十三里,天台二十九里,仙居九十五里,寧
海一百一十三里,太平八十四里,每十戶戶甲首十名,歲輪一戶,應役十年,而
周謂之正役,謂之逓年舊例,止令輸□物料供給差使,而已今則百凡官府所需,
18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2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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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岀於此,縣取於里,里取於甲,而府又取之縣,蓋視景泰天順間,已不知其幾
數十倍矣,厥後有憤其弊者,乃更為丁田之制。

19

可見，在里甲制度的實行過程中，凡官府所需都出自於里甲，至明中期
期，物料徵派越來越多，導致百姓負擔沈重。最終「憤其弊者」將物料上供
更為丁田之制，針對「憤其弊者」為何人，（弘治）《赤城新志》並無說明，
在嘉靖年間處州知府潘潤上奏明世宗的奏疏中則提供了一些線索，記載了弘
治十年（1497）御史吳一貫20在浙江主持上供折銀、推行丁田之制的經過：

該蒙廵按吳御史案驗內開,稅糧徵收，每歲俱有常數，而物料逐年買辦，
全無定規，戶部之會計年例、預備供應、修省等事，禮部之牲口、祭祀、藥
材、金箔、歷日紙等事，工部之修理家火、成造弓張、歲辦顏料等事，與本
布政司給發各衛所運糧船料、歲造軍器等事，一年之間，多則派至四五十起，
少亦派至二三十起。部派於司，司派於府，府派於縣，縣派於里，里派於甲。
照里分派，不論貧富，照甲取銀，不論高下，細民受害不可勝言。且人民一
百戶內原設里長一名，甲首一十名，輪年應役。里長有富有貧，甲首有全有
欠，有里甲共至十數丁，而田不過二三十畝者，若不憑據丁田，惟照里分，
一概派銀，則貧困之民，誠不能免不均之嘆。該本院公同左布政按察使等官，
議得本布政司每年額辦、買辦、撮辦等項物料，自來各縣俱徵百姓價銀，工
部為多，本司次之，各年雖有多寡不同，然載長補短，則皆不甚相遠。因往
推來，盡可著為定數。21

19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頁 557。
《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一百八十，頁 2612 載，「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
縣擢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強幹聞。」
21
（萬曆）《栝蒼彚紀》（明萬曆七年刻本），卷八，頁 5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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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潤的奏疏可以看出，因政府的不時之派，上供物料項目、數目和徵派
時間並無定數，隨著上供數量的增長，「照里分派，照甲取銀」的方式使得輪
年的里甲人戶的負擔分配不均，於是在布政司和浙江御史吳一貫的安排下，將
上供物料改為每年憑據丁田定銀數出辦。

里甲上供產生的「不時之派」的現象，在台州十分普遍，嘉靖《太平縣誌》
載：

凡民出其土之所有以供上用，謂之歲辦，今謂之額辦，皆有常數。其或非
土所有，則官給價鈔，或准折稅糧，令民收買送官，謂之買辦。後因鈔價多為
吏胥所侵，恵不及民，由是不復支給，故直謂之派辦。22

可知台州府太平縣的上供物料除了包含徵有定數的歲辦或者額辦以外，其
余的「不時之派」採用了官員給定價鈔或者折算稅糧，令百姓收買送官的買辦
方式，後因不定時的買辦方式滋生了吏胥腐敗現象，「定銀數出辦」的派辦方
式逐漸產生，即弘治十年（1497）御史吳一貫所主持的浙江上供折銀，將每年
額辦、買辦等項物料統一定銀數出辦，在丁田之內折銀攤派。
而對於上供折銀在里甲丁田之內分派的方法，潘潤的奏疏亦有記載：
通將弘治七年八年九年南北兩京各部並本司派過物料起數，通行算計，
大約一年共得銀一十二萬二千兩，可夠各項各處官解。今將前項銀兩查驗縣
分戶ロ田糧，斟酌地方衝要僻靜，量為増減，坐定額數。自弘治十年為始，
均派於杭州等十一府仁和等七十六縣見年里甲丁田內，照依後定銀數出辦。
其解料人戶，各縣就於該年均徭相應人戶內亦照後定名數編僉。台州府六縣
共銀八千四百兩共解戶ー十二名……每年俱限六月以里，該縣將前項坐定見
22

（嘉靖）《太平縣誌》（明嘉靖刻本），卷三，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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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甲出辦銀兩，徑委的當人役，解送布政司收貯聽用。及將編僉該年均徭
解戶，開造花名，亦送布政司收候聽取，一年一次，永為定規。23
可見針對「不時之派」，御史吳一貫根據弘治七年（1494）、弘治八年（1495）、
弘治九年（1496）三年間的上供兩京和布政司的物料總數通行算計，共得銀
122,000兩，再依據各個縣分的現年戶口田糧數目，確定上供銀額的分派，最終
在弘治十年（1497），將上供銀額均派於浙江十一府、七十六縣現年里甲丁田
內，定銀數出辦，台州府包括太平縣在內的6個縣共計算得銀8,400兩，由均徭
解戶進行物料白銀的徵收和運輸，一年一次辦納，這樣，府縣的物料數額逐漸
確定，原來的里甲辦納變為官府覈算，並改變了先前均派輪年里甲人戶的方法，
里甲內以差役徵派為中心的實物物料上供逐漸轉變為丁田中定額攤派，「不時
之派」也變為了一年一次定銀數出辦。
在御史吳一貫的組織之下，台州府太平縣順利進行了均平法改革，(嘉靖)
《太平縣誌》載弘治十年（1497）台州縣太平縣上供折銀項目：

表十九 弘治年間太平縣上供銀
名目
叚疋
弓 二百一十六張
箭 一千八百一十支
弦 一千八十五條
皮張 雜色皮二十三張
藥材 白術二十五斤 台芎五十
斤 豬牙皂角一斤 粟殻一十二
斤 半夏曲一斤 生地黃二十斤
歷日紙
進士牌坊
舉人牌坊
科舉
鄉飲酒
祭祀
柴薪馬戶 柴薪銀
驛傳
23

（万历）《栝苍彚纪》（明万历七年刻本），卷八，页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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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銀（兩）
122.6
239.6

209.7
2.6

17.4
13.3
19.9
3.3
20
136
108
530

馬價
294
淺船
236.2
軍器
35.2
城垣
44.7
孤老
30
合計
2，062.5
資料來源：(嘉靖)《太平縣誌》卷三（明嘉靖刻本），頁168。

同時，隨著里甲體制的日漸鬆弛，面對里甲正役、雜役等種種負擔，弘治
間台州出現了上戶避役、下戶負擔沈重的勞役徵發不均的情況，均徭法變革亦
逐步產生，（弘治）《赤城新志》載：
里五年一差，謂之均徭，自兵隸以至門庫，凡官府之應役者皆是，舊例
下戶與凡有役佔者不差，今盡取之，至擇其上戶歸之於官，謂之空閒，而取
直焉，二役交徵，於是下戶無逃生之地，而中戶以下亦且十耗七八焉。24
可見，因土地買賣頻繁、人戶避役，以人戶為派役對象的里甲制度的逐漸
失效，繇役不均成為弘治以後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台州差役徵發亦開始逐步
折銀。差役項目直接被稱為「均徭」，「均徭」下又有銀差與力差的分化。而
「出人力者謂之力差，納銀者謂之銀差」，只是從政府的方面出發來說的，而
事實上，通常服役的民戶不是親自應役，而是用白銀雇傭他人，「力差或不能
親供，轉雇以應」25。嘉靖十九年（1540），台州制訂了銀差、力差折銀額度，
力差的多寡也用白銀來權衡了。
（嘉靖）《太平縣誌》記載了太平縣嘉靖十九年（1540）繇役徵銀的變化,
「役過里甲又充均徭之役，謂之雜役。本縣均徭有銀差、力差二項」26，太平縣
力差：

24
25
26

（民國）《台州府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卷八，頁 401。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30。
（嘉靖）《太平縣誌》，卷三，<食貨志・役法・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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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嘉靖十九年（1540）太平縣力差折銀
項目

金額（兩） 項目

金額（兩）

項目

金額（兩）

布政分司門子一名

2

解戶二名

60

350

按察分司門子一名
金衢道借撥皂隸一
名
貼堂道皂隸一名

2
7.2

預備倉鬥級二名
際留倉鬥級一名

14.4
3

7.2

廣盈三倉鬥級四名

12

南關轎夫二名
直堂門子二名
耳房庫子一名
直堂皂隸二十八名
獄卒四名
邑厲壇門子一名

14.4
6
6
168
28.8
2

沙角三山小鹿盤
馬蒲伍廵檢司每
司弓兵七十名
渡夫二名
衝要七鋪司兵共
三十二名
偏僻一十五鋪司
兵共四十五名
閘夫四名
林侍郎墳夫一名
謝侍郎墳夫一名
山川壇門子一名
社稷壇門子一名

4
144
135

廣盈四倉鬥級一名
3
公館門子一名
2
儒學門子三名
21.6
庫子二名
14.4
射圃門子一名
2
義塜土工一名
2
資料來源：(嘉靖)《太平縣誌》卷三（明嘉靖刻本）頁 176。

8
2
2
2
2

由上可知，在太平縣力差當中，名目眾多，大多是依據政府需要而設，大
致可以分為為政府服務之役，如衙門值事的皂隸、作為看守的門子；維持治安
之役，如廵檢司弓兵；稅糧之役，如主管官倉出納的鬥級、掌管官庫的庫子，
輸送稅糧的解戶；土木工事之役，如義塜土工等幾大類別。力差折銀的數量由
實際情況而定，即便為同一種差役，也會因服役場所的變動、差役輕重的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數額，如不同的皂隸、門子、鬥級等就有不同的折銀數量。
另太平縣銀差：

表二十一 嘉靖十九年（1540）太平縣銀差折銀
項目

金額（兩）

項目

金額（兩）

新官家火

21.2

柴薪皂隷九名

108

儒學齋夫六名

72

40

路費銀
松門衛經歷司柴
薪皂隷四名

50
48

本府儒學膳夫
四名
富戶七名
膳夫八名

項目

馬丁銀一百六十
兩
加貢水手一名

21
640

資料來源：(嘉靖)《太平縣誌》卷三（明嘉靖刻本），頁 178。

75

金額（兩）

160
12

由於朱元璋的苛刻規定，明朝官員的薪俸比之宋代大大不如，以低俸著稱，
上述銀差項目中柴薪皂隸銀和馬丁銀原本是配給官員個人使用的役夫，後來折
銀作為官員的俸祿補貼，新官家火銀則屬於官員到任後配給官員的用品費用，
也用銀進行折納計算。儒學齋夫銀、膳夫銀則是儒學師生日常會饌等項目的經
費來源，也被歸屬於銀差項。另外一類銀差就是地方政府用度所需的公費銀，
包括了路費銀等。由太平縣銀差的項目構成可見，銀差的大部分被用於補貼官
員和儒學師生，銀差的產生，表明瞭政府對於白銀的欲求的增加。27
綜合太平縣銀差、力差計算可得，嘉靖間太平縣力差總計為 1,027 兩，銀
差 1,172.2 兩，銀差略高於力差，銀差力差徵銀總計 2,199.2 兩，在（嘉靖）
《太平縣誌》中，可以發現，不但銀差各項徵收銀兩，力差各項目也徵收銀兩，
且力差的種類遠遠多余銀差種類，這就進一步確立了白銀貨幣在財政賦稅領域
的地位。
與繇役折銀的過程相交叉，觀察台州地區上供物料的增長趨勢和辦納方式，
在繇役需求之外，物料需求同樣對地方政府造成了財政壓力，台州地區的上供
物料折銀在隆慶初年經歷了第二次增長高峰，均平法變革進一步鞏固與發展，
即里甲三辦：額辦、坐辦、雜辦折銀，內容包括了上供物料與行政公費折銀。
額辦指各地方向中央提供的物資，也稱歲辦，坐辦指「額外坐派之供」和「不
時坐派之供」，而雜辦，則是地方官府的各項雜務差役和供應公費的總稱,隨著

27

對於均徭銀納化，學者給予不同的解釋，山根幸夫認為如果說金花銀是出於政府對白銀的需求，然後實施財政政策
將田賦折銀的話，則銀差的徵銀是在差役自身系統中漸漸發展出來的貨幣化進程，並在均徭法的發展中擴展範圍。其
認為，銀差的產生有助於農民減輕負擔，是賦役改革本身合理化和系統化的結果。不同於山根幸夫的「內生說」觀點，
岩見宏通過研究銀差中的「齋夫、馬夫、膳夫、柴薪皂隸」四個項目的納銀過程，認為銀差的產生體現了政府對白銀
的需求，因為其用途補貼了官員的俸祿。劉志偉同樣認為賦役折銀只是體現了統治者對於白銀的需求，而非建立在發
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上。劉光臨通過考察嘉靖抗倭戰爭和一條鞭法的發生，認為明代抗倭軍備體制的建立推動了均徭法
納銀的發展。抗倭緊急之時亦是均徭納銀的高峰，因政府需要白銀雇傭大量新兵補充兵力，故而推行的提編舉措，服
務於兵餉徵收，一律納銀，大大強化了明代東南地區財政貨幣化的趨勢。均徭法中均徭、驛傳、兵餉、民壯各個項目
不僅是財政體系重要的一環，也是明代抗倭的主要資金來源，隨著抗倭戰爭的推進，均徭銀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民壯、兵餉等所得不再由地方政府支配，而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動下，被軍事部門直接調用，這為後續一條鞭法差役全
面貨幣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財政結構隨之轉變，是謂「外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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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衙門的需要而變化。28徵銀的具體做法是針對三辦審編均平丁田，統一
徵銀， 名曰 「均平銀」。隆慶初年，黃岩縣實行均平法，額辦、坐辦、雜辦
折銀：
表二十二 隆慶初年黃岩縣均平法折銀項目
項目

金額（兩）

項目

金額（兩）

項目

金額（兩）

藥材

5.7

路費

15

弓箭弦翎

272.8

觧京工食

16.2

胖襖

70.7

農桑綢絹

17.1

水牛底皮

131.2

加派蠟茶

111.5

加𣲖菉筍

4.8

歷日紙

26.9

淺船

270.4

漆木

4.2

四司工料

380.3

軍器

40.3

叚疋

130.6

進士舉人牌坊

55.9

武舉酒禮

0.9

戰船

35.5

上司新官到任家

4.6

軍器路費

2.6

布政司交際

5.2

各衙門書手工

9

火祭禮
布政司紙劄

6.5

本縣祀銀

160

食
鄉飲酒禮

20

匠役路費

6

稅課鈔

5

募夫工食

15

三察院考試

17

上司按臨本縣朔

5

望行香講書紙劄
三院查盤委官

4.5

門神桃符

108

新官到任禮

1

卷廂㯶罩

3

劄
上司使客皂

131

提學道按臨考試

1.2

心紅紙劄
考試棚厰

3

兵廵道交際

兵廵道坐司家火

2

表箋綾函

3
2.8

兵廵道紙劄

4.5

表箋路費

2.2

習儀香燭

0.4

迎春

4

孤老布花

47.5

修城

51.3

歲考果餅激賞

35.6

季考生員

36

67.8

舉人捷報旗扁花

4

劄
歲貢旗扁酒席

4.5

起送科舉

紅
會試水手

48

會試路費卷

2.9

進士旗扁花紅

應朝升遷到任

6.4

夫馬

913.8

本縣修理上司公

禮酒席
修理院道府縣廳

3.3
30

廨
55.6

堂宇

臨海縣修理府

1

學衙捨

本縣修理儒學衙

5

舎

修理城垣

20

修理文廟

10

修理府學文廟

5

本府心紅紙劄

42

本縣心紅紙劄

108

上司及本縣器皿

20

家火
駐劄官員門皂鮝

28

6

本府卓帷坐褥

4.8

萬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國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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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卓帷坐褥絹

8.8

米油燭柴炭
修理衝要七鋪

絹傘
7

傘

修理丹厓公館

3

歲報查盤造冊

7

資料來源：（萬曆）《黃岩縣誌》卷三（明萬曆刻本）頁160。

由上表可見，黃岩縣實行均平法的額辦、坐辦、雜辦折銀，名目共有 72 項，
包含官員的生活、辦公用品費用，如皮張胖襖、各類紙張、藥材顏料等；各種
儀式、科舉的開銷，如習儀香燭、心紅紙劄等，請客送禮的費用，如新官到任
禮等，修理公共設施的費用，如修理城垣銀、修理院道府縣廳堂宇銀等，以及
軍事用度的支出，如弓箭弦翎、軍器、路費等，計算三辦總數，可得黃岩縣均
平法總體折銀數量：
表二十三 隆慶間黃岩縣三辦（金額：兩）
項目
銀兩
額辦銀
378.5
坐辦銀
1，200.6
雜辦銀
2，239.9
合計
3，828
資料來源：（萬曆）《黃岩縣誌》卷三（明萬曆刻本）頁157。

隆慶初年黃岩縣三辦的折銀，體現了台州府物料徵繳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
化，上供物料與行政所需由明初里甲內徵調的貢賦形式變為由官府徵銀的賦稅
形式,「坐辦」、「雜辦」等明初時的「不時之供」向定額化發展,繳稅人戶與
地方官府之間的人身控制關係產生了改變。29
對於台州來講，均平法改革主要是針對里甲正役三辦，包括上供物料和地
方官府公費的改革，均徭法主要針對差役的改革。結合上述明初里甲正役是一
種以役的方式出現的貢、賦、役的混合體，屬於實物財政，在均平法、均徭法
改革過程中，形成了以貨幣化的財政體制，上供、勞役皆以銀代，勞役制逐漸

29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賦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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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均平法、均徭法改革成為了一條鞭法改革的早期階段，開啓了白銀貨幣
化的進程。
以上探討了台州府各縣上供、繇役折銀的過程，可見其發展是漸進式交替進
行，賦役徵派逐步走向白銀化、定額化。下面轉入到對一條鞭法變革在台州最
終形成的討論。

二、一條鞭法：賦役向田內合併派徵的實現

明代初年，台州賦役的徵收以里甲為單位，在現年里甲里出納與派徵，但
是在隆慶年間，原有的里甲制度已經不能做到人戶均平，隆慶五年（1571），
在整合了均平法、均徭法納銀的前提下，台州知府張廷臣30委託知縣周思稷周咨
密訪，多方徵求意見之後，周思稷建議在仙居實行均畝編里、履畝並圖改革，
從而在丁田內均平稅糧，周思稷的建議得到了御史謝廷傑的支持，仙居縣的均
畝編里、以田均里進而均役的改革得以實現：
隆慶辛未，天下賦役又當攢造之期，仙居適缺令。於時分巡兵僊安福周公
難其事，謀於郡守番禺張公，假重周候，非候無足以勝斯舉者。候辭之不可。
既又周咨密訪，得其罷困之由，為文以自白上官，其略曰：「六縣俱困，惟仙
居最甚。其父老日望均平，若不為處分，則下民之倒懸難解，若過為更張，則
豪右之謗怨易興。權其所重，莫若均畝編里者。」上官成報可，而巡按南昌謝
公初至，正欲以均平行於通省，主其議尤力。候乃以是年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下
車吾邑。又恐令不便。詢之庠土，詢之里老，既又開陳告之門，有窮極利病者，
聽弗拒。乃庠士，乃里者，及途之人，廊不稱便。卒下令。通計邑中之田若干
頃除官田一萬二千畝免差不編里，寺田一萬二千畝折半論差，優、免、役、佔，
30

張廷臣，字元中，廣東番禺人。明世宗嘉靖年間舉人。穆宗隆慶三年（1569） 至隆慶六年（1572）任台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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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題准通例各以官級論免其額。免外余田，悉與民戶一例編里，合該田三百畝
充一里長。強有力者不加益，貧而愚者不可少焉。官戶田多者，盡其一圖。其
田不及與有余者，從其擇所相願同充。又審第一都暨第十、十三、十五、十七、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都，消耗太甚者，九圖歸並之。令既下，觀
者感注，不能為歡，莫不曰：父母父母！各如令平議以進。候乃為之挨都量其
家，定年次先後焉。31
關於周公其人，康熙《臨海縣誌》卷四記載：「周思稷，號養初，湖廣麻
城人，由進士隆慶三年任。在邑五載，民享其澤，嘗清丈田畝，考正疆界，刊
定稅籍，宿弊一時盡洗，又奉橄赴仙居履畝並圖，汰消耗，革詭冒，減圖一十
有五」32。可見周思稷看到台州里甲制度鬆動，賦稅難以均平的情況，於是在台
州著手進行丈量田畝，考訂疆界，登記稅籍的改革，在周思稷當任仙居縣令期
間，首先限定了優免田額的範圍，除了官田 12,000 畝免差役不編里、寺田 12,000
畝折半論差、以及鄉紳優免田根據官級免額之外，仙居縣額外的田土與民田一
體編排，里、甲、圖全部重新劃分，進行不同程度的歸並，具體的編排方法為 「三
百畝充一里長」，並且規定「官戶田多者，盡其一圖。其田不及與有余者，從
其擇所相願同充」的自願搭配原則，以田土額定畝數為依據編審里甲的方法改
變了明初以 110 戶作為基本管理單位組織里甲的方法。在周思稷的組織下，仙
居縣「履畝並圖，減圖一十有五」33，由仙居縣在明初共有圖五十34的數據可知，
仙居縣在履畝並圖之後，剩圖三十五，重新編排的田土信息被匯總至縣，賦稅
收取以田土為編審依據，以田系丁，均平里役，改變了原先的里甲都圖分布。

31
32
33
34

（萬曆）《仙居縣誌》（民國二十四年刻本），卷十二， <周臨海均田頌>,頁 243。
（康熙）《臨海縣誌》卷四(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頁 328。
（康熙）《臨海縣誌》卷四(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頁 328。
（萬曆）《仙居縣誌》（民國二十四年刻本），卷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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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稷均田均役、屢畝並圖的改革，推動了原本里甲內的賦役徵派轉變為
丁田內派徵定額白銀的進程，也改造了明初以來的里甲體系。原有里甲編戶的
內涵由此被編號的田土所取代，對田土面積、位置、推收以及經界的把握成為
地方政府日益重視的問題。仙居縣原有賦役包含夏麥、秋米、鹽米、俸米、顏
料等糧米，以及田地、驛傳、均平、均徭、民壯等銀，徵納甚為瑣碎，在周思
稷均畝編里改革之後，仙居縣的賦役徵收合併為一，除優免外，分作十限，在
丁田內均一徵銀35：
表二十四 隆慶間仙居縣均畝編里
科米
科銀
成丁一口(不成一丁照成 科米 0.6 升
科銀 21 分
丁減半)
婦女一口
科米 0.6 升
科銀 1 分
官田一畝
科米麥 6.7 升
科銀 5 分
民田一畝
科米麥 0.8 升
科銀 3 分
寺田一畝
科米麥 7.3 升
科銀 6 分
地一畝
科麥 0.4 升
科銀 1 分
山一畝
科銀 0.3 分
塘一畝
科米 0.06 升
科銀 0.1 分
河一畝
科銀 0.1 分
資料來源：（光緒）《仙居志》卷四（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頁 241。

台州仙居縣的賦役改革，改變了地丁結合的「驗民丁糧多寡以均其力」的
固有里甲體制，逐漸將土地和人丁相分離，對人丁和土地分別徵繳定額賦稅，
同時，由於將人丁固定於土地的里甲體系已然解體，在人丁從里甲戶籍制度中
分離的同時，政府實際上對於人丁的控制也在逐漸減弱，土地逐漸成為徵稅的
唯一攤派對象。
因政府對於金錢的需求不斷強化，台州的均平法、均徭法變革持續進行。
(光緒)《黃岩縣誌》記載一條鞭法在萬曆間台州的推進過程：

35

（光緒）《仙居志》（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卷十，頁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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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初，御史龐尚鵬議就里長派立,額辦、坐辦、雜辦、驛傳、課稅祇
應等鈔定額，歲凡四易，民始息肩，然狡猾從中乾沒為奸,萬曆初，御史謝
廷傑議將役銀一槩均入田土,定額科徵,謂之條鞭,一切官應而蠹孔塞矣,此
皆以土田代丁役也。明末更將丁銀口米併入田徵，是田土又代丁課矣。36
可見，台州一條鞭法屬於漸進式改革，隨著均平法、均徭法在台州交替進
行，額辦、坐辦、雜辦、驛傳、課稅等相繼統一折納為定額白銀，萬曆年間，
御史謝廷傑進一步鞏固與發展,將額辦、坐辦、雜辦、驛傳、均徭、民壯、兵餉
等銀，全部合併徵收並攤入田地，定額徵繳白銀，各類賦役的徵發標準由基於
里甲人戶戶等、十年輪役的方式變為在丁田內徵發的方式，台州最終得以從制
度上確立了貨幣化的賦役徵發方式，謂之一條鞭法。
萬曆《黃岩縣誌》記載萬曆九年（1581）台州府黃岩縣一條鞭法折銀數量：

表二十五 萬曆九年（1581）黃岩縣一條鞭法折銀（金額：兩）
均徭
2736.3

驛傳
兵餉
民壯
合計
1,458.1
3,063.6
1,008
8,266
資料來源：（萬曆）《黃岩縣誌》卷三（明萬曆刻本），頁 161。

黃岩縣的一條鞭法折銀類目中，包含了均徭、驛傳、兵餉、民壯各項，共
合計白銀 8,266 兩。
萬曆《仙居縣誌》記載萬曆九年（1581）一條鞭法在台州府仙居縣推行時
的折銀數量：

表二十六 萬曆九年（1581）台州府仙居縣一條鞭法折銀
名目
本色麥
本色米
額辦銀
36

折銀項
891 石
3，840 石
326 兩

（光緒）《黃岩縣誌》（清光緒三年刊本），卷六，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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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辦銀
1，222 兩
雜辦銀
1，593 兩
馬價驛傳銀
1，006 兩
兵餉田地銀
1，643 兩
均徭銀
2，412 兩
民壯銀
1，392 兩
資料來源：（萬曆）《仙居縣誌》（民國二十四年刻本），卷三，頁 37。

在仙居縣一條鞭法折銀類目中，包含了田賦、三辦、繇役等各項，田賦中
的本色麥和本色米共 4，731 石分別折銀，額辦、坐辦和雜辦折銀共 3,121 兩，
馬價驛傳、兵餉田地、均徭、民壯等派銀共 6,453 兩。

表二十七 萬曆九年（1581）台州府天台縣一條鞭法折銀
名目

夏稅

秋糧

種類
折銀

1種
6，485 石
5.2 兩

里甲
（三辦）
85 種
2，996.6 兩

馬價銀

均徭

兵餉田地銀

力役民壯

總額

1種
1種
51 種
2種
15，192 石
194.8 兩
1，628.1
1，512.3 兩
0.3 兩
兩
資料來源：（康熙）《天台縣誌》<版籍志>，頁 120。

2種
712.8 兩

143 種
7，050.1
兩

在天台縣萬曆九年（1581）的一條鞭法折銀類目中，同樣包含了田賦、里
甲三辦、均徭銀、馬價銀、兵餉田地、力役民壯等各項，共銀 7,050.1 兩。
由（萬曆）《黃岩縣誌》、（萬曆）《仙居縣誌》、（康熙）《天台縣誌》
的記載來看，浙江台州實施的一條鞭法包括了針對名目繁多的里甲公費及上供
物料的均平法折銀、以固定的均徭雜役為對象廣泛的實施銀納雇役化的均徭折
銀、田賦折銀以及民壯、兵餉折銀幾大項，各項賦稅一並均入田土，在一年內
定額派徵，取消了明初以來十年一輪役的里甲賦役徵發方式。正如梁方仲所指
出，賦稅領域內的一條鞭法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系列改革的精神和內
容是均田、均糧、均平繇役。這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後賦役合併以及賦役貨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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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納的趨勢，明代中期以來的賦役改革凡是能夠改折合併的都採取了折銀形式，
這就大大拓寬了賦役貨幣化的範疇，強化了白銀的功能。37
至明末，丁課也被歸入到田土內徵繳，浙江《賦役全書》記載了萬曆十年
（1582）黃岩賦稅在田內徵收的具體數額,台州地區繼南宋之後的賦稅「再貨幣
化」得以在國家層面予以承認與制度化：
表二十八 黃岩縣一條鞭法每畝科銀、米
銀
米
官學田
5.5 分
5.8 升
中津利涉田
1.5 分
1.1 升
則田
3.8 分
2.3 升
不差覺慈寺田
2.4 分
2.3 升
東南塗田
4.1 分
2.3 升
西北塗田
3.3 分
3.3 升
不差覺慈寺塗田
2.4 分
2.3 升
西北末等塗田
2.5 分
1.2 升
官學地
1.8 分
0.7 升
則地
2.9 分
0.3 升
覺慈寺地
1.1 分
0.3 升
則山
0.1 分
覺慈寺山
0.01 分
官學塘
1.3 分
1.6 升
則塘
1.2 分
1.5 升
資料來源：《浙江賦役全書》卷十三（清順治刻本），頁 36。

綜上，台州再貨幣化的過程，是伴隨著均平法、均徭法白銀化、定額化，
徵派對象由里甲制度變為「丁田之制」再到「田內派徵」而進行的。由台州的
情況來看，弘治以降，台州賦稅領域徵收白銀貨幣的情況逐漸出現，弘治年間
上供折銀是明代台州地區賦役制度轉變的第一個重要表徵，與此同時，在繇役
領域，台州嘉靖時期銀差、力差逐漸徵銀，至隆慶初年，台州三辦實現全面徵
銀，並攤入丁、田之中折銀徵收，隨著中央政府對於白銀的需求激增，萬曆九
年，均徭、驛傳、兵餉、民壯等項目實現全面折銀，並攤入田畝之中，開啓了
明代一條鞭法改革的先河。萬曆間一條鞭法改革，將此前賦役制度各個領域的
37

梁方仲:<一條鞭法>，《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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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加以合併、整頓、深入，台州地區繼南宋之後的「再貨幣化」得以在國家
層面予以承認與制度化。賦役折納白銀的漸進式發展，意味著政府貨幣需求的
逐步增加。而結合宋元的情況來講，對於台州的貨幣化進程的發展而言，貨幣
化比例呈現了擴張——收縮——再擴張的發展趨勢，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動，
與不同時期政府財政政策的制定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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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明專賣制度
第一節 宋代鹽業專賣制度
一、

台州鹽場鹽業生產

對於宋代軍事與財政的關係，朱熹評論言：「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
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1宮崎市定將宋代國家的特徵概
括為「近世財政國家」特徵，認為在宋朝軍事開支遠高於其他朝代，是能夠做
到從商稅和專賣中獲取大量財政資源的政權。2劉光臨將其進一步闡述，認為宋
朝軍事-財政模式表現為募兵的市場化及財政的貨幣化，宋朝國家的權力基礎是
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的，其具體方式以榷賣收入來支持以募兵制為形式的軍事
開支，南宋時期又發展出會子、川引以作為籌借戰費的金融工具。以贍養士兵
為目的的公共財政政策是宋代的國策，也是貫穿宋代政治的核心。3
從整體上來看，南宋的財政貨幣政策呈現了擴張性的特色，其目的是為了
募兵制的軍事動員體制服務，實際上也配合了市場經濟的擴張，鹽業專賣制度
在這期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宋之交，北宋為金兵所滅，解池鹽、河東
鹽、河北鹽、京東鹽不再為南宋政府所控制，淮浙4、閩廣鹽場成為了南宋的主
要鹽場。食鹽由政府專賣，商人向榷貨務入納鈔引錢，算請鹽鈔，然後向產地
的鹽倉或鹽場投鈔請鹽，等待支鹽後，憑鹽引運至指定的地區銷售。商人請買
鹽鈔，並成為主要運銷者。商人入約的鈔錢，是南宋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
來源5：

1

（宋）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 年），卷一一○, <論兵>，頁 2708。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岩波書店，1992 年），第一卷，頁 61-63。
3
劉光臨：《南宋時期溫州的兵與社會——兼論葉適的「以田養兵」思想》（十至十三世紀西北史地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八屆年會, 2018 年）。
4
北宋時的淮浙鹽場主要包含淮南的海洲、漣水軍、楚州、通州，浙西的秀州、杭州以及浙東的明州、台州、溫州、
越州。南宋時，淮浙各鹽場中除了海洲、漣水軍被金兵所佔之外，基本沿襲了北宋的設置。
5
梁庚堯：《南宋鹽榷: 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0 年），頁 1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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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南宋食鹽行銷區

圖片來源：梁庚堯《南宋鹽榷: 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頁 3.

南渡以來，南宋政府在浙江致力於興復鹽場，安集亭戶，鹽務官員也多廉
潔自守，表二顯示了台州府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和北宋宣和年間的鹽產
數據：

表二十九 南宋浙東（明州、溫州、台州）鹽場總鹽額與台州府鹽場鹽額（單位：石）
區域

宣和年間
紹興二十五年
（1119-1125）
（1155）
浙東
/
848，283
台州
15，000
144，313
資料來源：宣和年間數據來源於《宋史》卷一百三十五，紹興年間數據來源於《建炎雜記》
甲集卷十四。

依據上表可見，紹興二十五年（1155），台州產鹽額達十四萬四千三百一十
三石，與北宋宣和年間十五萬石產鹽額相差無幾，可知即使在兩宋之交金國大
規模南侵的情況下，台州鹽場因地處偏僻而未受到過多的戰爭侵擾，得以持續
維持鹽業產出。
至淳熙年間，戰事趨於緩和，兩浙七府鹽場逐漸興復，鹽商往往轉到浙江
其他交通便利的鹽場請鹽而不願前往台州鹽場，朝廷於是決定減少台州鹽場鹽
灶，故與紹興年間相比，淳熙年間台州鹽場的鹽額呈現了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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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元年四月七日浙東提鹽司言：溫、台州買納正耗鹽數逐年支發比較，
皆不足三分之一，緣二州登山涉海，從來少有大商興販，兼與福建州軍接連，
多被越界私鹽相侵。緣此兩州鹽場常有積剩，不惟坐放鹵瀝消析，兼發洩不
行，致拖欠亭戶本錢。今約度每年合買鹽數，將亭灶相度斟量減並。6
可見因台州鹽場地處偏遠，少有大商興販，又因與福建臨近，多有越界私
鹽，為瞭解決積鹽過多而私鹽盛行的問題，南宋政府有意減少台州府的鹽灶數7，
從而壓縮生產定額 「台州三場原共二百二十一灶，減並後余一百五十九灶」8。
故而台州黃岩、杜瀆、長亭鹽場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和淳熙元年（1174）
的產鹽額分別為：

表三十 紹興二十五年（1155）和淳熙元年（1174）台州府各鹽場產鹽額（單位：石）
區域
紹興二十五年
淳熙元年
黃岩
64，654
35，000
杜瀆
43，680
35，000
長亭
35，978
30，000
資料來源：紹興年間數據來源於《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四，淳熙年間數據來源於《宋會
要輯稿》食貨二八。

減灶之後，與紹興二十五年（1155）相比，淳熙元年（1174）台州黃岩、杜
瀆、長亭三鹽場的產鹽定額皆有減少。
但是從總體上的兩浙地區來講，由於戰後生產的恢復，在台州鹽場減灶的
情況下，兩浙鹽場依然可以生產出超出政府所需的鹽產，紹興年間，浙江七府
鹽場年產量超出一億斤，達到第一次高產，淳熙年間產生了又一次高產，年產
量高達一億五千萬斤以上。9生產力足以供應銷售量而有余，表四表明瞭總體浙
淮鹽場的榷貨務貨幣收入和鹽利呈現明顯的增加：

6
7
8
9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二五。
郭正忠：《宋鹽管窺》（山西經濟出版社，1990 年），頁 248。
《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食貨二五。
郭正忠：《宋鹽管窺》（山西經濟出版社，1990 年），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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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一 紹興二十四年（1154）至淳熙末年（1189）榷貨收入及淮浙鹽利（單位：貫）
年份
榷貨收入
鹽利
紹興二十四年（1154）
20,660,000
15,660,000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至紹興三十年正月
22,055,140
（1159-1160）
紹興三十二年（1162）
21,566,092
17,969,011
淳熙末年（1189）
24,000,000
19,200,000
資料來源：梁庚堯《南宋鹽榷: 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0 年，
頁 158。

二、

金融市場中專賣貨幣化的曲折發展

南宋後期宋理宗在位期間，宋與金、蒙古處於長期的戰爭之中，在高度通
貨膨脹、會子貶值、後備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的貨幣收入更加仰賴鹽利，
鹽法不斷變更，淳祐初年，丞相史嵩之決定以朝廷政令的形式實行淮浙食鹽官
賣，以其官賣收入充糴本，即「糴本鹽」：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鹺之商運，自昔而然。嵩
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
為優。於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
數百里之錢，無不輻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10
對於中央和地方社會來講，軍糧、會子、鹽運等都是頭等大事。當會子貶
值之時，政府往往會利用鹽作為糴本，因為糴本鹽的現金收入可以充當中央軍
糧糴本來源，又可以用以平衡會子的發行數量，即「可以資糶，又省括楮」 11。
具體的實施方式是，中央榷貨務停罷售賣鹽鈔，地方上實行食鹽官賣，價格由
官員自定，並且實施「比較」之法，考核各個州縣官員賣鹽政績，以賣鹽最多
者評為最優，所得鹽錢則充為糴本，撥赴邊州支持軍餉。

10
11

《東南紀聞》（清守山閣叢書本）,卷一,頁 3。
《續資治通鑒卷》（中華書局，1999 年）,卷一,頁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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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糴本鹽的售賣方法，時任浙東提舉的徐鹿卿在其文集《清正存稿》中
記載：
抑又有甚焉者，臣居山林，痛之久矣，鹽價既髙，官司無從發洩，於是
分之屬官各若干袋，官屬又派之牙儈，散之市井鄉村無賴之徒，鹽一入手，
則若吏，若牙儈，若包賣之家，乘肥衣輕者，大抵皆鹽也…無辜被攤之人魚
貫於縲紲，而平民之家又破矣，終始受其利者，惟胥吏耳。12
在徐鹿卿的記述中可見，在實際的糴本鹽官賣過程中，因浙東糴本鹽的定
價太高，導致官府難以售賣出去，於是官府將官賣鹽額分配於各個屬官，屬官
又分派給牙儈，牙儈又分派給市井、無賴，層層而下，攤派至百姓，導致百姓
負擔沈重。故而對於「糴本鹽」政策的實施，徐鹿卿進一步提出反對意見：
臣前篇所陳為治之綱領也,其事之最急者,一曰和糴,二曰鹽運,三曰楮
幣,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而已,臣請得而申言之,陛下甫更大化,知糴
事之病民,御札丁寧,首罷敷糴而行官糴,知鹽鈔之不售，而斯民有食淡之苦，
將糴本鹽名色罷去,又從而殺其價,一念懇惻，上通於天。農願耕於野，商願
出於塗，莫不以歡以呼以舞，以忭咸踴躍爭趨，作感恩道場總總如也…13
徐鹿卿認為實行定價高昂的糴本鹽導致了鹽產發賣不出、百姓有食淡之苦
等後果，故而建議停罷「糴本鹽」，恢復鹽鈔法，從而解決民生問題。
因糴本鹽產生的種種弊端，隨著史嵩之在淳祐四年守喪而歸，其糴本鹽的
政策也隨之停罷，鈔法又重新實行。而鈔法屢屢更替導致位處偏遠的台州鹽場
更加吸引不住商人，理宗朝進士陳淳祖記載台州鹽場由建炎年間巨商眾多到淳
祐間鹽產乏人購買的變遷：

12
13

《清正存稿》（明萬曆刻本）,卷一,<上殿奏事第二札>,頁 28。
《清正存稿》（明萬曆刻本）,卷一,<上殿奏事第二札>,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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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岩於浦
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劵置驛，運鹽之艘才達，水歩紛售
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徙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
14

可見，對於台州地區來講，建炎年間，地理位置偏僻的台州鹽場並未受到
戰爭破壞，故而成為了南宋鹽業專賣的中心之一，持引前來買鹽的商人絡繹不
絕，但因鈔法屢更，販鹽成本增加而利潤減少，商人多遷徙而去，這樣就導致
台州鹽場的積鹽甚多，鹽產少人購買。
所以從台州府的情況來看，食鹽的官賣、鹽鈔之法以及私販常常衝突與更
易，鹽法政策常常變更，《宋史》記載了南宋後期經濟的不穩定性：
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
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15
在南宋貨幣財政收入的比重中，鹽業收入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隨著南
宋後期政府軍需的不斷擴大，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問題也一直延續， 南宋政
府開始不斷變更鹽鈔法、發行會子作為信用工具，以獲得大量的貨幣收入，「時
事亦變，會價日減，物價日增」,故針對這些問題，產生了以上所述南宋不同官
員對於軍需、會子和鹽的關係而展開的爭論和相應的解決措施。
就金融市場的產生而言，宋代國家完成了向有借貸行為和信用工具的金融
市場的財政國家的轉變，當然，這種財政狀況的發展仍處於早期階段，有不穩
定的特性。16近世宋代國家財政體系中募兵的市場化及財政的貨幣化對國家產生

14

《赤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卷一百七十一,〈新建鹽倉記〉,頁 48。
《宋史》(中華書局，1985 年),卷一百八十二，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貨下四>。
16
Liu, William Guanglin. "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 960–1279."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8.1 (2015):
5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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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壓力，最終產生了和財政貨幣化特別是和專賣制度並行而來的財政危
機，其實質是國家資本主義在公共財政領域的過度擴張。17

第二節 元代計口食鹽法的興起
一、台州鹽業行銷與生產

元朝鹽業制度隨著元朝政權的建立而逐步形成。因遊牧軍事的特徵，元朝
沒有面臨如同南宋政府募兵制的實施導致的巨大財政壓力，整個中央體系對於
貨幣收入的需求並不強烈，故而元代行省直接負責管理鹽業生產與銷售。所以
元代以來，宋代由中央榷貨務專管的、以鹽業專賣收入為核心的財政國家模式
逐漸消失。元代行省之下的具體的鹽務體系構成是鹽運司——分司——鹽場,
鹽運司的下屬機構，除了鹽場之外，有檢校所、批驗所、運鹽綱船等。鹽官系
統中，鹽運司官吏有同知、判官、副使，鹽場官吏有管勾、司令、司丞等。18
從台州食鹽生產與銷售的情況來看，由於臨近食鹽產地，食鹽易得，為了
保證政府的鹽課收入與防止私鹽販賣，元代政府在台州當地推行「計口食鹽法」，
由政府按照人頭進行鹽課計口攤派，呈現了鮮明的去貨幣化、去市場化的實物
配給的趨勢。
而台州鹽場生產的食鹽則由商人運往台州以外的行鹽地面進行銷售。至元
十四年（1277）設立的兩浙鹽運司標誌了浙江鹽務由鹽運司專管，進行分區發
賣制度的確立。《元史·食貨志》：
兩浙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
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19

17

劉光臨：《南宋時期溫州的兵與社會——兼論葉適的「以田養兵」思想》，十至十三世紀西北史地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八屆年會, 2018 年，蘭州。
18
張國旺：《元代榷鹽與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75。
19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食貨二·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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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浙鹽運司又在浙東設鹽運分司，（萬曆）《黃岩縣誌》載台州黃岩鹽場
於元貞元年（1295）升為鹽運分司，大德三年（1299）設灶戶：
黃岩場鹽課司:在縣東

六十里，宋名迂浦監，元改黃岩場監，元貞元

年升鹽司大德三年設灶戶。20
關於浙江鹽場職官，有令、丞、管勾、典史等職，《元史·食貨志》：
本同所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管勾、典史，管領灶戶、火丁。用
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21
《宋學士全集》記載了元代台州府杜瀆鹽場祝彥方擔任管勾時，因為鹽場
課額過重，鹽倉又遭到海潮侵襲，灶戶多有逃逸，祝彥方於是上報朝廷，請求
減免鹽課三分之一，百姓得以安居的事跡：
府君諱大明,後避國號,更之為大朋，字公亮,勇於為學…用事者惜府君
才，復起管勾台州杜瀆鹽場，場課額固重，鹽廩又瀕海，海潮溢，損鹽以千
百計，灶氓鬻家貲償官，猶不足，相率逋逃他邑，前吏莫敢為計。府君言於
朝，得減額三之一，及罷章安、牛頭諸屯，民賴以寧。22
元代除了設置鹽運司來專管鹽的運銷、頒發鹽引，並且在地方設置不同層
級的職官外，還設置檢校所，管理商人到場支鹽等事宜。如台州府在至元間設
立檢校批驗鹽引所，「至元間，杭州、嘉興、紹興、溫州、台州等路各立檢校
批驗鹽引所。」23至元四年（1267），台州長亭鹽場即由卞仕震擔任監運 ，負
責監督運鹽與支鹽事宜。

20

（萬曆）《黃岩縣誌》（明萬曆刻本），卷二，頁 106。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七，志第四十五，<食貨五·鹽法〉。
22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五十八，<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頁
666。
23
《續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二十三，<徵榷考>，頁 43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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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鹽運司的行鹽地面為浙東、浙西和江東。24鹽場生產的鹽產主要通過長
江和運河水道進行運輸，故而台州的鹽場、鹽倉多設置在水道、運河附近，以
方便到場支鹽的商人進行運輸與販賣，如台州黃岩鹽場即建於臨近水道河閘之
地「周□閘在太平縣十一都，大德中重建此閘，眾□要衝地形卑下隨築隨潰，
必先於閘側□，山荒地別創河涇一派，通黃岩場中，□□□水勢閘之上下，又
築埭以分限山水海潮，而後閘之功可施，如此不惟農人獲灌溉之利，而鹽場亦
借之以通運矣。」25販鹽商人從鹽運司購得鹽引，到鹽場領鹽，取得鹽產後，再
通過運河水道到指定的行鹽地面販賣，不可逾界。
不同於南宋鹽業專賣利歸於中央，元朝鹽業專賣趨向於由行省實際管理，
具體表現在行省某種程度地節制都轉鹽使司，制訂鹽法，管理歲辦鹽額、專賣
數額等方面。26多數時間內，「淮、浙鹽課直隸行省，宣慰司官勿預」27。行省
既管理轉運司的鹽引出售數額，又監督所轄諸鹽場的煎鹽引額，並且得以掌握
和過問都轉運鹽使司每年輸往京師的鹽課數額，對鹽課具有相當程度的支配權。
28

故而元代以來，政府雖然部分繼承了南宋的鹽業專賣制度的架構，但是管理分

散的政治特性導致元朝難以建立起如同南宋一樣的強有力的財政國家體系29。

二、計口食鹽法

為了防止沿海灶戶私自產鹽和販鹽，元政府規定所有沿海鹽場十里之內一
概實行計口食鹽法，「附場十里之內人戶，取見實有口數，責令買食官鹽」30，
台州作為鹽場密集的地帶，自然不能例外。

24
25
26
27
28
29
30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七，志第四十五，<食貨五·鹽法>。
（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六，頁 180。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01 年），頁 64。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十，本紀第十，<世祖紀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01 年），頁 65。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UNY Press,p173.
《欽定續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十九，頁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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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載至元五年（1268），兩浙鹽司在浙江臨近鹽場的地區普遍施行
「驗戶口請買」的計口食鹽法：

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雲：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
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余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為四
十四萬九千余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
口請買。31
在計口食鹽法推行的過程中，浙江鹽運司為了完成鹽課任務，不考慮百姓
是否能夠負擔，強行令灶戶生產食鹽，按照戶口進行計口攤派，導致了百姓貧
苦等諸多社會問題。《清容居士集》記載 ：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為不輕…四明號為
東浙繁伙，飢饉薦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薾愁嘆，䵩色骨立，見於耄稚，
故受其任者為最難。桷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
頷其議。於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繼
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32
浙江鹽場灶戶負擔深重，普通民眾買不起食鹽，「飢饉薦罹，逋負益廣」，
袁桷等官員於是向朝廷乞求減免鹽額，減輕百姓負擔，但依然有浙東官員為了
求得政績，虛增男女戶數，以求擴大計口食鹽收入：
延祐中，計口食鹽之法，行郡邑務迎合不復考實，所賦越人鹽筴，贏於
大男大女之數，歲積贏又悉責寡民庾之民，不勝病死徙者眾矣。33
儘管出現了種種社會問題，計口食鹽法依然在調整中不斷鞏固。《元史》
載兩浙都轉運鹽使王都中於泰定年間在浙江鹽場整頓計口食鹽法的事跡：
31
32
33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九十七，志第四十五，<食貨五·鹽法>。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卷十九，<兩浙轉運使分司記>,頁 216。
（元）陳旅《安雅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九， <王經歷惠政記>,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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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
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策，乃如前除鹽亭灶戶，
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臣
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於行省，遍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
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
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34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歷任兩浙都轉運鹽使、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使、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等職。35泰定元年（1324），王
都中經中書省舉薦被朝廷任命為兩浙都轉運鹽使，還未上任，又被提升為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因中書省官員奏報說國事沒有比鹽務更重要的，於是朝廷
又恢復了原來對王都中兩浙都轉運鹽使的任命。按照元世祖舊制，對鹽場的灶
戶本應每三年進行一次登記考查，算定課稅，但是之前浙江鹽場的官員都沒有
將其長期付諸實施，王都中上任後，到浙江沿海的三十四個鹽場後進行考察，
向浙江行省請求按照實際人戶和鹽場的財力進行鹽額、鹽課增減，這樣，就既
保證了灶戶鹽額制定的合理，也保證了計口食鹽課額的徵收。

在計口食鹽法在泰定間的兩浙繼續推行的背景下，歷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都
事、監察御史等職36的王克敬在此時出任紹興路總管：

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
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
「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矣，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

34
35
36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一百八十四，<列傳七十一>。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一百八十四，<列傳七十一>。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一百八十四，<列傳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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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
法。」37
王克敬認為計口食鹽法令百姓為巨額的鹽課所困，於是向浙江行省請求減
少上繳鹽課，沒有得到許可，後王克敬接替王都中升為兩浙轉運鹽使，再次上
奏行省要求減少浙江計口食鹽總額，反對者用已經登記的鹽場計口數目不能更
改作為藉口依然不願減少固有食鹽課額，但在轉運使經歷王艮的支持下，王克
敬最終得以重新統計遷移、死亡以及新遷徙而來的人口數量，並將鹽課收取的
範圍進一步由沿海鹽場地區擴展到浙西，擴大了繳納鹽課的計口範圍。
元代陳旅所著《安雅堂集》亦記載了在王克敬上奏的情狀：

總管王公克敬上其狀行省，既而王公遷兩浙轉運鹽使,於公九思代守越
省,檄新總管與轉運使議，咸謂贏筴難盡除也,宜稍損以寬民力,而沮是議者，
以謂列郡計口有成籍矣,奈何損之，王君止善時為轉運司經歷,毅然言曰,民
口實寡,而所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夫蘇、
杭商旅之所集也,他郡口會，蘇、杭未嘗會也,移越贏筴散諸商旅所集之地，
不亦可乎？於是議歲損越鹽五千六百余引,引四百斤也。38

可知在王克敬、王艮的爭取之下，計口食鹽法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延伸至
至蘇、杭等商旅所集之地，同時減少了浙東鹽課五千六百余引，計口食鹽法的
實施進一步鞏固，並更加趨於均平，浙東百姓的鹽課負擔也得以相對減輕。
對於地處浙東沿海鹽場地區的台州當地來講，元代以來的鹽課計口攤派，
具有鮮明的去貨幣化、去市場化的按人頭進行配給的趨勢,與實際的食鹽市場流
通無關。一旦遭遇到鹽課難以收繳的困難，行省地方官往往會擴大計口食鹽法
37
38

《元史》（中華書局，1976 年），卷一百九十二，<列傳第七十九>。
（元）陳旅《安雅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九， <王經歷惠政記>,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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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行範圍，將鹽課攤派至更多的百姓，這為明代台州戶口食鹽法的推行而將
計口攤派進一步制度化提供了基礎。

第三節 明代鹽業的轉變
一、台州里甲制度下的食鹽配給：戶口食鹽法

明代以來，隨著軍事進攻的推進，明王朝鹽務行政機構在兩浙相繼建立,
浙江鹽運使司下設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個分司39控制不同的鹽場,台州地
處沿海，分布著黃岩、杜瀆、長亭三大鹽場40。
繼承了元代的計口食鹽法，明初官府在台州實行戶口食鹽法。台州鹽場眾
多，為了防止私鹽走私，地方官府將食鹽計口配給於民，並要求民納糧米於官
府。（康熙）《天台縣誌》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台州戶口食鹽米的徵收：
戶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
口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二
鹽糧米四千三百二十七石七升六合二勺
男子成丁婦女大同支鹽四斤五兩
納米八升六合二勺五抄
男子不成丁婦女小口減半。41
明初里甲制度的功能，不僅僅有徵收兩稅、徵發差役的功能，戶口食鹽米
的徵收，也是在里甲制度的支撐下併入夏稅秋糧帶徵，故而戶口食鹽米具有鮮
明的取代市場機制、去貨幣化的人頭稅配給特色。由上數據可知，戶口食鹽米
的徵收規定是，不論男女，成人男子、婦女年支鹽 4 斤 5 兩，納米 8.6 升，不
成年的男子、女子則減半。天台縣的戶口食鹽米總額達 4，327 石，相比於天台
39
40
41

（嘉靖）《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卷三十，頁 587。
《明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十七，頁 372。
康熙《天台縣誌》（清康熙二十三年刻咸豐六年修版印本），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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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夏稅麥 6，745 石，秋糧米 3，097 石42，天台縣戶口食鹽米佔該縣實物稅收所
徵 14，169 石的 30%，並且超出了秋糧米的徵收數額。加之天台縣登記戶口 16，
874 戶，計算可得平均每戶需納鹽糧 26 升。可見，明初天台縣的戶口食鹽米對
於明初台州實物重賦的形成如同夏稅麥和秋糧米一樣起了關鍵作用，對於增加
兩稅實物比重的作用明顯。
至永樂朝，由於明朝政府不加限制地發行紙幣寶鈔，導致寶鈔大幅度貶值，
無法維持其在市場上的購買力，人們不再接受這種失去了價值的寶鈔作為貨幣。
43

明成祖於是意圖改革鈔法，在上述戶口食鹽米的推行基礎之上，又發展出了名

目接近、同樣於里甲內派徵但效用不同的戶口食鹽鈔，用於提振逐漸貶值和支
付功能逐漸弱化的寶鈔的價值。44永樂年間，都御史陳瑛上書提議通行戶口食鹽
鈔，用以解決物重鈔輕、鈔法不通的問題，《明太宗實錄》永樂二年(1404)八
月庚寅條載：
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
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一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
家，若是大口月食鹽二斤，納鈔二貫，小口一斤，納鈔一貫，約以一戶五口，
季可收五千余萬錠。行之數月，鈔必可重。」

42

康熙《天台縣誌》（清康熙二十三年刻咸豐六年修版印本），頁 130。
對於明初寶鈔的貨幣屬性，劉光臨認為寶鈔的流通是與市場隔離的，其在實體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應該被
排除在貨幣體系之外。寶鈔主要是作為向官員和士兵支付的一種手段而發行的，在滿足市場經濟中貨幣需求方面起著
非常次要的作用。此外，寶鈔是為國家的財政(反市場)目的而設計的，與金屬貨幣無關，故很難稱得上是一種可靠而
有意義的貨幣。詳見 Liu, William Guanglin. (2015).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SUNY Press,p120。Von Glahn
認為寶鈔是一種國家支付的手段，作為官方工資和禮物，但寶鈔實際上與主流的貨幣體系相隔離。見 Von Glahn, Richard.
（1996）.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83。彭信威發
現明初寶鈔的購買力持續下跌，洪武十三年，已有寶鈔通貨膨脹的發生，洪武二十三年，一貫寶鈔在浙江只能兌錢二
百五十文，洪武二十四年購買力又減半，至宣德七年，一貫寶鈔只值錢五文。詳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5 年），頁 491。
44
對於陳瑛試圖通過戶口食鹽法收縮通貨的實施效果，彭信威認為，由於永樂朝在明代是最膨脹的一朝，文化上也膨
脹，軍事上也膨脹，建設上也膨脹。譬如建設北京，曾徙山西民一萬戶；工人動以百萬計；征伐韃靼可汗，用兵五十
萬；此外鄭和多次出使南洋；這些都是耗財的事業。因此，戶口食鹽法僅成為一項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貨幣數
量仍在持續增長，貨幣價值則持續下跌。詳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頁 49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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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二年，帝令戶部會群臣議，皆以為便，但大口令月食鹽一斤，納鈔
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鈔五佰文，可以行久。覆奏，上從之。45
陳瑛意圖認為朝廷發行寶鈔過量而回收無法，從而建議實行戶口食鹽鈔法，
回收多余的寶鈔。明廷於是令大口的男子、婦女年支鹽 12 斤，納鈔 12 貫，小
口的男子、女子減半繳納，戶口食鹽鈔法由此產生。
對於戶口食鹽鈔法在里甲制度里的具體運作，章懋在其《議處鹽法事宜奏
狀》中記載明初各個州縣衙門出具已經繳納糧食的戶口名數，令差役到鹽運司
依據戶口數支取食鹽，運回縣中，通過里甲計口分給百姓，百姓則「得鹽而納
鈔」的過程：
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余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
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46
《明憲宗實錄》亦記州縣政府首先將支鹽的數額和戶口姓名等進行登記，
並且派差役持造冊前往運司，運司填寫月日，下達支鹽批文，允許差役至鹽場
提取食鹽，然後將食鹽運回本縣：
出給其該支鹽數及差人姓名具造冊，預發運司收照，去人正開職役姓名。
批文照身至司，填注告投月日仍給存照，外開鹽數批文定限，下場開支，兩
批違兩月者各問如例。47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則記載了州縣派人將食鹽運回本縣後，則由
里長負責運輸分發於里甲內各戶，進行食鹽配給：
民支鹽於官，里長總車運之，車牛遞行…一家之食鹽足矣。48

45
46
47
48

《明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三十，頁 744。
《明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三十，頁 725。
《明憲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二百九，頁 4355。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九十五,頁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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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明初的洪武朝和永樂朝來講，無論是戶口鹽糧米的徵收還是戶
口食鹽鈔的繳納，都是在里甲制度的支撐下進行計口收取，百姓納米、納鈔之
後，食鹽亦是按照里甲丁口計口配給，與市場的食鹽流通並無關聯，具有鮮明
的去市場、去貨幣化的按人頭進行實物配給的特色。

對於戶口鹽糧米和戶口食鹽鈔在台州徵收的情況，(萬曆)《黃岩縣誌》載
其推行的過程：
國初,令戶口赴鹽運司關支食鹽，而納米鈔，男子成丁婦女大口各支鹽
四斤五兩，納米八升六合五抄，不丁小口半之，厥後鹽不復支，而納米鈔如
舊，先是官吏與市民納鈔，而鄉民納米，後以鈔輕米重，鄉市均融焉。49
可知在明代初年，台州鹽運司按戶口配給食鹽於民，男子、婦女皆納米、
納鈔。後因余鹽不足，鹽運司不再配給食鹽，而百姓繳納米、納鈔如故，先是
市民和官吏納鈔，鄉民納糧，產生「鹽糧」、「鹽鈔」之區別，後來隨著米價
日重，鈔價日賤，台州鄉市統一均納米鈔，如（嘉靖）《太平縣誌》亦載：
有司開具戶口名，令人赴運鹽使司關支回縣而計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
其納鈔，鄉民則令其納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關支搬運之艱，故其鹽不
復請給，而納米納鈔則仍其舊雲。

50

弘治年間，由於食鹽搬運不便，「民納米納鈔如舊，但鹽課司十年五年無
鹽支給」

51

，台州地方政府不再派鹽，但仍要求百姓按照戶口徵收米、鈔，以

滿足中央所要求的鹽鈔、鹽糧定額，戶口食鹽法於是從一種百姓出鈔、米，官
府在里甲內配給食鹽的食鹽配給制度逐漸演變為地方賦稅的一種，這對於台州

49
50
51

（萬曆）《黃岩縣誌》（明萬曆刻本），卷三，頁 168。
（嘉靖）《太平縣誌》（明嘉靖刻本）,頁 172。
《明英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五十六，頁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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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來說，不啻成為一種負擔。 （弘治）《赤城新志》載弘治六年（1493）台
州戶口食鹽米和戶口食鹽鈔稅額：
表三十二 明弘治六年（1493）戶口食鹽額徵
名目
合計
臨海縣 黃岩縣 太平縣 寧海縣 天台縣 仙居縣
戶口食鹽米（石）
6，242
1，371 905
1，253 1，406 288
1，019
戶口食鹽鈔（錠）
17，702 4，880 2，408 2，288 4，540 1，342 2，244
資料來源：（弘治）《赤城新志》(明弘治刻嘉靖遞修本)，卷五，頁 154。

二、

票鹽制度的興起

明代中期以後，明朝政府逐漸停止配給百姓戶口食鹽，同時由於寶鈔發行
太多，不斷貶值，於是民間百姓紛紛改用白銀而不用寶鈔，成化二十年（1484），
御使林誠上奏，建議兩浙鹽課一半折納銀兩，認為可使「鹽利漸通,邊儲漸實」：
今臣亦欲以兩浙成化二十一年已後鹽課,內除水鄉灶戶折銀,其余一半,
亦折納銀兩，如浙西場鹽利稍重者,毎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場鹽利稍輕
者,每正鹽一引,折銀五錢，其銀逐年十月以里，完足解部，計每年見得價銀
亦有五萬余兩，可以陸續取給邊用, 廡使鹽利漸通,邊儲漸實矣。52
奏疏中，林誠指出兩浙鹽場缺商報中，鹽場鹽課積滯了多年而無商領取，
而邊儲軍餉貧乏，私販橫行，故而建議將成化二十一年（1485）以後浙東鹽場
鹽課一半定額拍賣於商，每正鹽一引,折銀五錢，解送戶部太倉庫，這樣每年政
府得銀可有五萬余兩以補充邊用。
對於鹽課納銀的實際實施效果，在嘉靖十六年（1537）浙江御史李遂上奏
明世宗的奏疏中，可知並不理想：

52

（明）朱廷立《鹽政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卷七，<誠通鹽利給邊用疏>，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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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五月辛醜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奏，「黃岩、杜瀆，長亭三場，初徵
本色，建設台州批驗所，稱犁引鹽。奈因三場濱海，商人苦於風潮漂沒之險，
山嶺搬運之難。將三場鹽課折價解司給商，於紹興場買補，而前所遂廢。然
官商不通而鹽課如故。灶丁窮絕，私販盛行，莫有甚於三場者。議加引鹽以
召商，而商人屢告艱險：每禁私販，而折課又無所資。不早為之處，恐逃移
者日多，逋欠者日甚。阻塞邊儲，未必不由於此。」53
奏疏中，李遂提及由於台州由於地處偏遠，有「風潮漂沒之險，山嶺搬運
之難」，運鹽成本高昂且搬運困難，商人往往不願前往請鹽，開中法54難以在台
州施行，於是政府將黃岩、杜瀆，長亭鹽場的三場鹽課於紹興場折價拍賣給商
人，實行納銀，但是納銀後台州依然官商不通，鹽產長期發賣不出，灶戶負擔
沈重，私販橫行。
於是李遂提議在台州黃岩、杜瀆，長亭鹽場三鹽場實行票鹽法解決引鹽不
通、私鹽橫行的問題：
「請從宜區處，令沿海灶戶軍民於三場鹽者，委官在於中津橋，海游碼、
林白嶠等總會處所收稅。不分船裝月挑，每百斤稅銀二分給票，在於自水、溪
清鎮，寧海縣委官收票發賣。其票按季繳府，送院查驗底一年之中可得稅銀千
百兩，不唯益灶增課，且給商鹽價，不致累年拖欠，而私鹽亦自息矣。」既入
戶部議，復從之。55
李遂建議允許沿海灶戶、士兵、平民自行進行鹽產買賣，並且設置中津橋，
海游碼、林白嶠等交通要道作為收取過境稅之處。這樣，「船裝、月挑」的賣
食鹽的方式皆為合法，販賣鹽產人的身份也不被限制為商人，灶戶、士兵、百
53

《明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 1963 年），卷二○○，頁 5117。
明代開中法指灶戶生產鹽課，鹽課司進行監督，並將產鹽收貯於倉，等待商人支取。商人在開中時，首先是「報
中」，商人依據戶部所公佈的開中榜文，將物資運輸到邊關，取得鹽引。然後是「守支」，拿到鹽引的商人到達官府
所規定的鹽場進行等候，獲取鹽貨，最後是「市易」，商人根據榜文的規定，到達指定的地點進行售鹽。
55
《明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 1963 年），卷二○○，頁 511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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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皆可販運，每百斤鹽稅銀二分，官員查驗後給票，政府「一年之中可得稅銀
千百兩」。可見，票鹽制度中的「票」是由都轉運鹽使司發放的非正式的執照，
鹽商只要付出很小一筆費用和經過簡單的行政程序就可以獲得販鹽的權限，票
鹽法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灶戶積鹽的問題，卻也為私販的合法化提供了路徑。
李遂的建議被明廷採納，票鹽法在兩浙施行，嘉靖十六年（1537）, 明廷
規定「兩浙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56，「山商」即票鹽制度下的鹽商。台州
府在中津橋等交通要道對黃岩、杜瀆、長亭鹽場的票鹽進行掣摯批驗,（光緒）
《黃岩縣誌》載：
如某人要往黃岩場買鹽三千斤，認往仙居縣發賣，先赴中津橋委官處，
交納十票稅銀，給票前去該場，比對字號相同，聽令買鹽完日赴場,驗明將
票截去第一角，號簿並格眼內填寫某月日出場訖，運至中津橋報官，秤鹽明
白截去第二角,格眼內填寫某月日盤驗訖，定限某月日前到該縣地方發賣，
運至白水溪,委官處比對字號相同,秤鹽明白，截去第三角,號簿並格眼內填
寫某月日盤驗訖，其票並各號簿填完繳府，轉送巡鹽御史處。57
在票鹽行銷的過程中，商人如欲到黃岩場販鹽，到仙居縣發賣，就先要到
台州府中津橋處繳納稅銀，領到票號後，到鹽場支鹽，完成第一次鹽票截角，
在號簿格眼內填寫某月日出場，所支鹽產再被運至中津橋處報官，上秤稱驗是
否與票上鹽數相符，鹽票被截去第二角，掣官在格眼內填寫某月日盤驗，再到
府縣發賣，稱驗後票鹽被截去第三角，完成後鹽票和號簿都上繳府縣，再送至
巡鹽御史處備查。

56

《古今鹺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58 冊，1998 年），頁 35 載「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其意固美，但
官商赴邊中納；路經千萬里納銀三錢五分，支鹽二百斤，余鹽多者徵銀二錢五分，少者一錢。而山商山程一張納銀三
錢，賣鹽一千斤，是官引支鹽反少，山程賣鹽反多；官余鹽徵銀反重，山商山程納銀反輕。」「山商」亦稱土商、票
商，專指票鹽制度下的鹽商，「官商」則代表了開中法制度下的鹽商。
57
（光緒）《黃岩志卷》（清光緒三年刊本）卷六，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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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鹽制度促進了台州鹽產的行銷，但由於引鹽不通、私鹽泛濫的現象依然
嚴重，嘉靖十九年（1540），兩浙地方開始進一步統一管理票鹽的行銷 ，實行
「分撥余杭等四批驗所掣過商鹽，各於附近府分搭賣」58的政策：
將余杭等三十四山縣山商，盡行裁革於余杭等四批驗所掣過官商鹽，內
什一搭派，分撥各山縣住賣…溫州批驗所派撥青田、慶元、宣平、縉雲、景
寧、泰順、仙居、天台九縣…溫州紹興二批驗所引鹽撥賣其太倉、仁和、錢
塘、海寧、海鹽、平湖、蕭山、山陰、會稽、上虞、余姚、鄞縣、慈谿、定
海、象山、臨海、寧海、黃岩、太平、永康、樂清、瑞安、平陽、華亭、上
海、嘉定、崇明二十七州縣，具系產鹽地方，鹽價頗賤，官商不肯住賣，照
令許令貧難軍民挑負易米度日。鹽不過百斤,人不出百里，違者以私鹽論。
仍申明保五覺察之人,令嚴飭商人夾帶之法，捕獲私鹽者有賞，巡緝無功者
有罰，如是則山縣無不到之鹽，官商無阻滯之患。59
通過此次票鹽改革，將兩浙原本設有的四個批驗所，即杭州、嘉興、紹興、
溫州所管轄的引鹽，按照比例派撥給各個府縣作為票鹽行銷，對於台州地區來
講，溫州批驗所管轄的引鹽派撥給台州仙居縣、天台縣住賣，溫州紹興二批驗
管轄的引鹽派撥給臨海縣、黃岩縣、太平縣住賣，規定「鹽不過百斤,人不出百
里」，並且規範鹽官行為，「捕獲私鹽者有賞，巡緝無功者有罰」，以管理票
鹽的販賣。
對於此次改革後票鹽法在台州的實施，《嘉靖事例不分卷》中對台州長亭、
黃岩、杜瀆三場行銷票鹽過程作了詳細記載：
其台州府長亭、黃岩、杜瀆三場，悉照御史李遂所奏,說立稅票行令，
該府先將領賣人名、年貌、籍貫備細造冊，並將府屬官鹽不到縣,分開報運
58
59

《明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1963 年），卷二百三十四，頁 5771。
《嘉靖事例不分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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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派撥查照，長亭等三場引目額類一票作為引一，每票照鹽三百斤,分為六
簍，以便挑運，每百斤比照溫州所余鹽則例,納銀一錢，仍依官商水程格式
刊刻票板，印刷置立號簿，四扇送巡鹽察院印鈐一扇，編運字號存運司備照
一扇，編字號發場,收候人票到場,比同填注某人於何年月日買鹽出場,用場
印鈐號,將票截去弟一角，完日將號簿申監察院,稅票申鹽運司截去弟二角，
類與呈掣一扇編字號,發府收候，票鹽到彼，比同辦驗有無,洗改用府印鈐號,
截去弟三角，號簿先行遞發場府，票發運司收候，商人納完稅銀，然後給票
領赴該場買鹽，運至中津橋，每雙月一次，運司呈請委官掣放，掣官就於票
尾格內，勒限半個月給付，分定縣分住賣綃，繳掣完之時，掣官一呈察院及
運司知會，賣畢縣官即追稅票截去弟四角，印封差人申繳察院查驗，如有洗
改過限不繳與夫,越境輓賣,阻滯官鹽者，鹽沒入,官人犯照例問罪，發遣經
該官員坐以受賄容隱之罪，則票無濫給之虞鹽，無影射之弊，稅糧年終類總
解部，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60
台州府縣首先需記錄購買鹽票商人的姓名、年貌、籍貫等信息，悉數造冊，
並且將鹽產數目報告鹽運司作為備案，按照一票鹽作為一引 300 斤的標準,分為
六簍發賣，每百斤納銀 0.1 两，鹽運司收到府縣呈報後，刊刻票板，印刷號簿，
編排字號後將鹽票發到鹽場，在商人領鹽之時，填注商人於何年月日買鹽，蓋
印圖章之後將鹽票截取第一角，號簿送監察院查驗，鹽運司截去鹽票第二角並
編排字號，發到府縣衙門，府縣衙門截取第三角並蓋好府印，將鹽票給予鹽運
司，商人繳納稅銀，然後持著被審查後的鹽票到達台州鹽場領鹽，領好鹽後，
將所買之鹽運到中津橋，期限為每雙月一次，按照台州府縣分作為行銷區域進

60

《嘉靖事例不分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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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賣，賣完鹽之後，掣官向檢察院及鹽運司上報,縣官將商人用完的鹽票截取
第四角，如發現有跨票鹽行鹽區域販賣或有官員受賄的情況發生，則依法問罪。
票鹽法施行下的鹽票價格低廉，這導致台州人人皆願購買票鹽，而不願用
官引支鹽：
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其意固美，但官商赴邊中納；路經千萬里納銀
三錢五分，支鹽二百斤，余鹽多者徵銀二錢五分，少者一錢。而山商山程一
張納銀三錢，賣鹽一千斤，是官引支鹽反少，山程賣鹽反多；官余鹽徵銀反
重，山商山程納銀反輕。山商原無衙門盤驗，是為官商者反難而獲利薄，為
山商者反易而獲利多，人將願為山商而不願為官商。61
可見，一張票鹽只需納銀 0.3 两，即可賣鹽 1，000 斤，而官鹽則需要商人
行千萬里的路程納銀 0.35 两，只可支鹽 200 斤，巨大的利潤差距，令台州府票
鹽盛行，「自嘉、隆以來，創行票鹽而引（鹽）始困矣」62。票鹽制度下的賣鹽
人只要付出價格低廉的一筆費用就可以進行大量的鹽產販賣，而明代政府只能
獲得數量微小的票鹽「過境稅」作為其貨幣收入，其實施的結果反而是將部分
私鹽的流通合法化，於是，以鹽業專賣收入為核心的宋代國家財政模式在明代
的台州消失了。
《兩浙訂正鹺規》記載了針對台州鹽商的中津橋票鹽票式：
萬曆時中津橋票式：
兩浙運司為仰遵明旨等事。萬曆二十八年五月蒙鹽法道札付：該蒙前院葉
批：道議星票稅。緣由。前事案査：題行中津橋票六萬張，內義烏詳：定台紹
商並行。近因紹商年行足額，台商虧本逃亡。該縣詳，蒙前院左詳：允紹商年
行四千，水運頗便，列為上則，每票照舊定稅二，認錢清等三場買補；台商年
61
62

《明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印本, 1963 年），卷二○○，頁 5110。
《嘉慶兩浙鹽法志》（清同治刻本），卷二十八，藝文二，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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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於五百，量減中則；武義縣原定溫台商均認配引兼票，各運賣。又蒙前院
韓批：司查議詳。允義烏紹商票鹽，止許錢清一場買補。緣由。紹所附引秤掣
武義溫引一千，台票三千，溫台商均認。近議：溫引仍行均銷台票一千五百，
退回台商行銷。承蒙詳允。近議：東、永、武、興、義鳥台商中則票每票錢六
分五釐五毫三絲，赴司納領；其臨、天、仙、黃、寧、天、新七縣，下則票每
票一錢六分二釐六絲，在府納領，俱黃岩等三場買補。又蒙本院楊詳：據長林
場，先盡溫商配足額引，余聽台票商通融買補。允行遵守，合行置票。為此票
給本場前往場置淨鹽三百斤，連包索三百三十斤，依期赴掣，運往原認縣分住
賣。敢有越境、夾帶、洗補者，依律究遣。須票。
中津橋鹽往臨、天、仙、永、東、新縣住賣；海、游、曼、岱、越、谿、
鐵治場鹽往寧海縣住賣；利沙橋鹽往黃岩縣住賣；紹所中津橋鹽並往義烏縣住
賣；溫所中津橋鹽並往武義縣兼引住賣。
院號印
年（司印）月日給
使司押

63

在該票式中，包含了台州中津橋票鹽的主要行銷內容：一、規定中津橋鹽
票的行鹽數量、行銷主體、生產鹽場。二、規定中津橋鹽票上、中、下不同的
則例以及價格。三、票鹽的納領地點、買補場分。四、票鹽、包索的重量。五、
中津橋票鹽的住買、行銷區域等等。可見萬曆時，台州票鹽依然行銷各處。

63

《兩浙訂正鹺規》（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58 冊，1998 年），卷二,<票商中津橋票式>，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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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貨幣化在宋元明時期在台州地方上的發展的進程性問
題，從而反思中國宋元明歷史上的貨幣化週期問題，意圖針對宋明貨幣化發展
「斷裂」，在 「唐宋變革」和「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悖論中搭建起更為貫通
的解釋框架。關於 13、14 世紀發展「斷裂」的議題，國內外學者都有不同的研
究1。其基本觀點為：第一，宋元明期間，中國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革。第二，
變化的結果，社會經濟產生了轉折。所以本文的中心問題是，應該如何看待「唐
宋變革」和「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之間的區別？這兩個時期之間是否有某種關
聯？是什麼造成了這兩個時期經濟發展的「斷裂」？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本文
圍繞經濟變遷與財政制度演化的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以地方個案研究的方
法，透過文章四個章節的分析，以台州「貨幣化」進程為視角，對宋元明的台
州經濟市場化和財政貨幣化的過程進行長時段的觀察，發現 11 世紀到 16 世紀
這 600 年間宋代台州貨幣經濟經歷了從擴張到收縮、到再擴張的轉換過程，宋
代台州貨幣化的直接原因是由於政府面臨的財政經費開支壓力，政府的解決之
道是是求助於貨幣化的賦稅制度和鹽業專賣制度，明代的一條鞭法則是在貨幣
經濟興起之際，地方官民逐步改罷里甲，將丁役併入稅糧並採用白銀作為納賦
的主要手段。所以台州貨幣化發展的進程，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為貨幣化去貨幣化-再貨幣化的週期性變動，經濟學中貨幣學派的主要理論之一，即是經
1

關於宋明之間發展的「斷裂」問題，學者 Hanison 首先提出了「明代空白期」 （Ming Gap）的概念，用來指代在東
南亞水域的海底沈船中發現了來自中國的大量出口海外的宋瓷，卻沒有明代瓷器的現象。
（詳見 Brown, Roxanna M.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a chronology of Thai trade ware. Siam Society, 2009.）論文集
《The Song Yuan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提出「宋元明過渡」的概念，編者 Paul Smith 認為公元 12 世紀
到 15 世紀末的中國歷史是一段獨特的時期，由於元代對中原的征服， 1271—1368 的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經濟
革命停止，Paul Smith 稱之為「歷史上的黑洞」。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被人為地打斷，被分成兩段
截然不同的時代。Richard von Glahn 認為所謂的宋元明過渡期指 1100 至 1400 年，這段時期既是過渡期，但又具備經
濟和人口長期發展的結合性向心力，直到明朝開始，由於經濟的空前專制，導致了發展的中斷。詳見 Smith, P. J., & Von
Glahn, R. (Eds.). (2020).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BRILL.p36.對於 13、14 世紀轉折論，Mark
Elvin 認為由於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了「轉折」的發生，宋代中國技術得到革新和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經濟得到發
展，然而到了 1500 年之後，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全然沒有革新，社會進步進程放緩。詳見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306.漆俠認為，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出現
遲滯。詳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2。傅衣凌也認為在 14 世紀以前的中國，生產力
走在世界前列，在明清時代出現了發展的遲滯。詳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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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增長和貨幣化是交織在一起的，在考察一地的經濟發展時，關鍵之處在於衡
量對貨幣的需求。貨幣化進程決定於兩個要素，即：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體制
或結構的變化。2
依據影響貨幣化進程的兩個因素，為了衡量台州府的農業經濟發展程度是
否是影響了台州貨幣化進程，本文首先對對農業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台州府農
業生產力因素——人口和土地進行了考察，雖然台州府各縣的情況各有差異，
但根據北宋到明代洪武年間台州府總體戶數變動數據、戶丁比例以及台州府軍
事徵發等情況可知，台州宋朝到明朝的人口總數量實際上無太大變化。這表明
瞭宋元明之際的台州地區雖然歷經戰亂，但是人口數量基本穩定。而對於在賦
稅體系中田畝面積，從南宋嘉定一直到明代洪武，台州府的田畝面積一直穩定
在二萬多頃，雖然宋元的田畝面積要稍稍大於明代洪武年間的田畝面積，但是
考慮到宋代台州有大量不納稅的寺田存在，元代諸色戶計制度之下寺院、世襲
職業服役者享受了免稅的規定，可知田畝面積也並非是影響到台州經濟變化的
主要因素。故而台州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在宋元明期間發展基本穩定，並不是影
響台州貨幣化的主要原因。
那麼，如果農業生產力發展程度並不是影響台州貨幣化的主要因素，要測
定台州貨幣化的問題，即要從另一個要素：經濟體制或結構的變化來觀察，對
於農業社會來講，稅收結構是觀察國家經濟結構的首要切入點，其反映了國家
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走向。從台州的例子看，賦稅的收取體現了政府對於貨幣的
巨大需求，宋朝政府要求地方上交貨幣化賦稅為以募兵制為特色的軍事動員體
制服務，如以貫伯等貨幣化指數來評定一地農戶內部的財產差別和納稅負擔的
課稅基準的確立、兩稅貨幣化折變的施行、貨幣化的上供形式的形成、以及銅、

2

易綱：《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2003 年)，<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貨幣化進程>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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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錢、紙幣、金銀，和茶、鹽引等同時流通的復合型貨幣體系的建立等。相比
較而言，元代溫州夏、秋兩稅徵收方法以秋糧為中心，台州地區的百姓不再負
擔如宋代一樣各種名目的貨幣化稅目，大部分只需繳納名目簡明的實物，中央
的財稅收入中貨幣化稅中的比例相較於宋代也呈現了明顯的下降，可以說是一
個貨幣賦稅負擔減輕的時代。明朝建立以後，不僅繼承了元朝的做法，並且增
加了秋糧徵收的數量與比例，賦稅結構呈現了對於實物和勞役的需求。與宋代
以家業錢和產錢的評定和紐算為計算基礎、以一縣為單位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
生產能力和財產擁有的兩稅課徵體系相比，明初賦稅徵收在性質上是與基於人
身隸屬關係的對口攤派，田賦實際負擔由繳納物本身與完成繳納任務的人力物
力支應共同構成，百姓要交納科則所定的實物賦稅，還要負責賦稅的催徵、經
收和解運，本質上是一種貢、賦、役的結合體，這種性質體現在了賦役徵派運
作的基礎——里甲制度之中，其呈現出控制人身、划地為牢、分配勞役與繳納
實物等實物財政特點，顯示了一種明顯的去貨幣化趨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明代中後期賦役折銀才發生轉變。弘治以降，台州賦稅領域徵收白銀貨幣的情
況逐漸出現，弘治年間上供折銀是明代台州地區賦役制度轉變的第一個重要表
徵，與此同時，在繇役領域，台州嘉靖時期銀差、力差逐漸徵銀，至隆慶初年，
台州三辦實現全面徵銀，並攤入丁、田之中折銀徵收，隨著中央政府對於白銀
的需求激增，萬曆九年，均徭、驛傳、兵餉、民壯等項目實現全面折銀，並攤
入田畝之中，開啓了明代一條鞭法改革的先河。萬曆間一條鞭法改革，將此前
賦役制度各個領域的改革加以合併、整頓、深入，台州地區繼南宋之後的「再
貨幣化」得以在國家層面予以承認與制度化。賦役折納白銀的漸進式發展，意
味著政府貨幣需求的逐步增加,一條鞭法的全面開展，否定了洪武型實物財政和
里甲體制，社會經濟回歸到財政貨幣化的軌道上，所以結合宋元的情況，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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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的貨幣化進程的發展而言，貨幣化進程呈現了擴張——收縮——再擴張的
發展趨勢。但是明廷只是一味試圖通過一條鞭法的實施來整頓整個賦役體系，
將農業、尤其是耕地，認定為賦稅的主要攤派對象，忽略了專賣制度的重要性，
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貨幣化依託市場而發展的空間，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
在南宋貨幣收入的比重中，鹽業收入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由於巨大的
貨幣軍費需求和財政赤字，南宋政府不斷變更鈔法，發行鹽引、會子等發展專
賣制度，以獲得大量的貨幣收入，向有借貸行為和信用工具的財政國家進行轉
變。因遊牧軍事的特徵，元朝沒有面臨如同南宋政府募兵制的實施導致的巨大
財政壓力，整個中央體系對於貨幣收入的需求並不強烈，故而元代行省直接負
責管理鹽業生產與銷售。所以元代以來，宋代由中央榷貨務專管的、以鹽業專
賣收入為核心的財政國家模式逐漸消失。對於地處沿海鹽場地區的台州當地來
講，元代以來的鹽課實行計口攤派，呈現了鮮明的去貨幣化、去市場化的按人
頭進行實物配給的趨勢。明代戶口食鹽法的施行可被認為是元代計口食鹽法的
制度化。在明初的洪武朝和永樂朝，無論是戶口鹽糧米的徵收還是戶口食鹽鈔
的繳納，都是在里甲制度的支撐下進行計口收取，百姓納米、納鈔之後，政府
按照里甲丁口計口配給食鹽，與市場的食鹽流通並無關聯。至明代中期，引鹽
市場在台州的發展仍十分狹窄，取而代之的是私鹽的盛行，票鹽制度隨之產生，
只要賣鹽人付出價格低廉的一筆費用就可以進行大量的鹽產販賣，而明代政府
只能獲得數量微小的票鹽「過境稅」作為其貨幣收入，其實施的結果反而是將
部分私鹽的流通合法化，於是，以鹽業專賣收入為核心的宋代國家財政模式在
明代的台州消失了。
所以，本文通過比較宋代台州擴張性貨幣政策驅動的案例和明代台州收縮
性貨幣政策驅動的案例發現，財政結構在宋元明時期台州貨幣化發展過程中起
112

了關鍵的作用,即賦役體系和鹽業專賣制度的變遷影響了台州宋元明不同時期
「貨幣化」和「去貨幣化」週期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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